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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自工业革命以降，给人类社会带来最大震撼力的事物，可以说，是新媒介。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创造了“在轮子上奔驰的人类”的话，那么，则可以说，信息革命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创造了“在新媒介上腾飞的人类”！

日新月异、争奇斗艳的新媒体不仅以网络传播、电脑传播、手机传播、电子书传播等多种方式，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领域，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传授关系、传播理念、传播规律；也不仅以电子商务、淘宝购物、手机支付、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改变了人们既往的行为方式和生存条件；还不仅以上述种种创造了新的产业形态及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国家间的网络渗透、网络煽动、网络攻击、电子战争等，还成为决定国家命运及国际安全的重要利剑。

新媒介今天如此深刻、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与生活，而且，数字化的魔盒还在不断变幻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新媒体”，都注定使人们对新媒介的研究一浪高过一浪。使新媒体研究成为当代新闻传播学科以及其他诸多学科最前沿、最热门的研究领域。

世界范围内的新媒介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40年左右的发展。记得笔者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日本东京大学、上智大学初涉新媒体研究的时候，“新媒体（New Media）”还是一个国人极少知晓的概念。所以，归国后以迫切的心情，写了《世界大众传播新潮》一书，传递了西方传播界时髦的“新媒介”的诸种信息，并在序中寄语“我们所处的/无疑是传播的世界。我们所知的/未必是世界的传播。愿本书成为一扇/新知的窗口，透进/秋的信息，启迪/春的思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今天的世界已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开放”已经使我们深深懂得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智慧对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珍贵价值。当今世界，人类的智慧、各国的智慧，无不在向新媒体集聚，希冀尽可能开发新媒体的潜能，创造过去未曾有过的今日，再创造今日未曾有关的明天！为此，我们尤其需要放眼世界！为此，及时引进高质量的新媒体研究国际成果非常必要！为此，复旦大学出版社与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基地合作组织出版了这一套“新媒体前沿译丛”。我们衷心期望，这套书能为各位研究同仁带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快慰！



是以为序。

吴信训

2012年春于上海大学


推荐序言

〔英〕索尼娅·利文斯通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与传播系主任，社会心理学教授

在西方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中，理论、观念和对话之间有一种分歧，这一分歧长期存在于研究“媒介”的学者与研究社会个体彼此间如何交流与沟通的学者之间。在美国的“传播”学科体系下，上述这两个领域均有着十分广泛的范围。以国际传播学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构成为例，它包含了大众传播分支（一向以来，这都是最大的一个分支）、人际传播分支、以及从人际传播分支发展出来的组织传播分支。而在其他国家，传播研究则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诸多领域。以英国为例，我们或开展“媒介研究”，或感兴趣于媒介制度与文本以及文化工业（我们关于权力的理论来自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而关于文本的理论则来自法国的符号学派和结构主义）。然而，我们从未思考过人际传播——这一领域往往留给社会心理学家，除非某些对于通信技术中的人际传播格外感兴趣的学者才对此展开研究。而这些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大都受到一套特定理论的影响，即由加拿大学者发展形成的“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广义上而言，借用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即“人的延伸”）。今天，这一学派再度兴起；本书的出版则恰恰体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与上述的研究领域截然不同的，是文学和语言学领域中研究文字素养的学者，以及对文化叙事、仪式和传统如何形成社群等话题感兴趣的人类学者，他们所研究的内容与前述的大相径庭。直至二十年前，整个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仍是由不同的文化（国家）传统（tradition）所构成，对技术层面上迥异的媒介技术和形式加以研究。无怪乎彼时学术期刊上纷纷痛陈传播研究这一领域的碎片化！

说来也怪，恰恰是互联网络这一最新的、最具有包容性、最为复杂以及全球性的媒介将上述这些碎片整合在了一起！原因何在？因为互联网络整合，也可以说衔接起了所有的媒介，并通过重新塑造各个媒介在新兴的网络语境下的可能性而再度媒介化（remediate）了这些媒介。由此，互联网络整合了印刷媒介（书籍、报刊、杂志以及新的书写形式如博客）、视听媒介（包括电影、电视、再度得以兴盛的收音机以及由用户生成的合成与混搭形式如YouTube）。最为重要的是，互联网络将上述这些媒介共同置于一种语境之中，其间，人际传播扮演着“核心应用”
(1)

 （killer app）的角色，即便这一应用在今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的数字（以及商业）网络支撑。而对于学者而言，我们似乎才刚刚开始意识到，人们所从事的，以及人们重复从事的活动，首要是交谈。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交谈活动——或耳鬓厮磨、或围坐畅谈、或对牛弹琴、或自言自语。恰恰是这一点使得我们之所以为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说，是的，学者们对技术开展了持续的研究——无论是物质文化、印刷媒介、通信技术、视听媒介还是新媒介。但实际上，贯穿于我们研究始终的，无外乎是交流与传播。传播的观念承载了人类最强烈的希望与恐惧。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这本书的杰出之处，在于他洞察到了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以及贯穿始终重要如一的，恰恰是人们如何交流与沟通。他提出，在当前这个“媒介融合”的时代中，上述所有的思想传统均处于融合的过程之中，这一点加强了我们对于他所提出的“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三个维度”这一观点的理解。也许，延森的灵感来自那些针对传播这一领域碎片化的早期批判观点，并受到自我怀疑的激励与鞭策。他希望为传播研究建构起一条一以贯之的、整合式的以及全面的路径。这一条路径得益于，但并不隶属于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或批判学派，也并不划归于美国学者、德国学者或加拿大学者。他的雄心壮志有着坚实的基础。在这本虽然精炼却包罗万象的著作中，延森试图建构一套传播理论，它不仅囊括了人类思想史，而且适用于诠释全球不同语境下人类的传播活动。在这本集系统性、思想性和启发性于一身的著作中，延森既提供给媒介与传播研究一套激动人心的基本理论，又赋予了我们一套宏大而实用的分析工具。对于“三个维度的媒介”所蕴含的潜能展开分析、批判和利用，把握它们变化的相互依赖性，这无疑将激励并推动传播学界的学者与学生们为可预见的未来而不懈努力。



————————————————————


(1)
  也译为“杀手级应用”，指适用于特定设备的应用程序。这种应用程序用途极广，功能卓越，所以消费者会不惜购买相应的特定设备以使用这些程序。


中文版序言

交流与传播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地。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交流与传播的能力都是人类拥有的一种突出特征。与此同时，交流与传播正日益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随着互联网络和手机媒介的普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参与到随时随地的交流与传播之中。包含以技术为中介的传播在内，交流与传播活动构成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必要条件。

尽管如此，但上述观点并不意味着“媒介决定论”（the media did it）——即信息与传播技术决定了社会与文化的组织形式。技术为社会生活和跨文化交往提供了条件，而非其原因。本书认为，我们应当重构当前的研究焦点，从作为技术的媒介，转向作为实践的传播。交流与传播的实践不仅跨越了不同的媒介平台，而且跨越了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语境，成为我们想象与创造未来的途径。

人类自身就具有媒介的素质——我们在社群生活中从事着面对面的、本地化的交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的类型的媒介——“大众传媒”，或我所称的第二维度的媒介——伴随着书籍、杂志、电影、广播和电视而诞生。它使得新的社区类型成为可能。而这种新的社区类型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1)

 （Benedict Anderson，1991）笔下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安德森的核心案例是民族，它以想象的方式形成；也就是说，我们跟同一民族的其他大部分人不会有面对面的直接接触，而我们彼此间的接触和交往是通过大众传媒，特别是报业和广播得以实现。然而，民族既非想象亦非虚构，它不仅是真实存在的实体，而且深刻影响着其他形式的社区和社会个体的生存方式。民族不仅存在于传播之中，而且通过传播得以存在。

由网络化的个人计算机和手机之类的数字媒介构成了第三维度的媒介。它们整合了“大众传媒”和各种不同类型的人际传播，而人际传播则是从面对面的交流形式发展而来。第三维度的媒介的出现给媒介研究与传播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而这正是本书将要探讨的内容。

新媒介将在本地层面、国家层面或全球层面上形成怎样的社区，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目前仍然是未知之数。不仅如此，“社区”（community）是否仍然是一个恰当的词语也成为未知之数。也许迄今为止涉及数字化隐喻的最具影响力的概念仍是曼纽尔·卡斯特尔
(2)

 （Manuel Castells，1996）提出的“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这一概念描述了当代社会的技术特征与制度特征。技术网络未必形成社会网络，相应地，社会网络也未必产生传统意义上与社区的形成相伴出现的共享身份（shared identities）。

交流与传播渐次展开，它们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协作与合作。本书所强调的，正是传播具有的渐次性特征以及对于社会行动所产生的可能影响。当传播学者还习惯于探寻大众传媒具有怎样的“效果”时，数字化媒介与网络化传播已然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审视并重构效果的概念。媒介与传播既是社会交流活动的一部分，也是社会交流活动的场所，它们无法不产生影响。问题不仅在于此类效果的性质，也在于其范围：效果的质量与数量。特定的媒介与传播实践将会对社会组织的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产生怎样的影响？（Bateson，1972）

对于上述这一总的问题的答案，部分取决于交流与传播的观念的理论规范，而这恰恰就是本书的目的所在。未来研究的挑战在于如何立足于文化语境，对其间的传播实践进行描述、诠释与解释
(3)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开展更多的跨文化研究与比较研究将是关键所在。解决途径之一是通过实证方式对全世界的媒介与传播的多样性进行考察。解决途径之二是重新思考关于媒介与传播研究的民族与区域特殊性。历史上来看，西方，特别是美国，始终占据着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中心舞台。直至最近一段时间，涉及东南亚的研究才逐渐崛起，并引发了传播学研究领域是否需要“去西方化”（de-westernize）以及如何“去西方化”的论争（Wang，2011）。

如果这本书能够被视为跨文化对话的导引——围绕着交流与传播的观念，以及作为人类最为普遍的实践活动之一的交流与传播的比较研究——那么它的目的便达到了。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丹麦，哥本哈根

2012年1月



————————————————————


(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康奈尔大学国际研究院阿伦·L·宾尼约伯（Aaron L. Binenjorb）讲座教授，是全球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


(2)
  曼纽尔·卡斯特尔，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通信技术与社会学系讲座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社会学和城市与区域规划系荣誉教授，是当代国际上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和都市研究的权威学者之一。


(3)
  诠释是指研究者对事物、事件或人物关系的理解，可以加入研究者本人的主观思想；而解释是对事物、事件的客观存在的一种陈述解说，仅仅是客观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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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源自我近十年来所从事的研究与合作，其中包括了对于互联网络、手机等数字媒介的研究成果。它是依托于旧媒介的既有经验，力图把握新媒介的一次尝试；同时，也是在技术更迭和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之下，理解交流与传播这一普遍现象的一次尝试。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来自本地及国际学者的启发、鼓励和指导。自2002年以来，我担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媒介、认知与传播系“数字传播与美学”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并由此而获益匪浅。同一时期始，确切地说是自2000年起，互联网络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成为我的另一个学术家园。作为一个由互联网络研究学者组成的团体，互联网络研究协会的发展得到了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南希·拜姆（Nancy Baym）、马特·艾伦（Matt Allen）以及查尔斯·艾斯（Charles Ess）等历任主席的大力推动。此外，我还担任《国际传播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缩写为IEC）传播理论与哲学卷的地区编辑。这份时间不长，但却十分紧张的工作同样使我受益颇丰。2008年，布莱克威尔（Blackwell）出版了上述十二卷本的百科全书。目前，该书的网络版本正不断得以更新。与该书的主编沃尔夫·东斯巴赫（Wolf Donsbach）以及我的指导编辑鲍勃·克雷格（Bob Craig）的合作既愉快，又不乏专业气息。我也由此而得到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以编辑期间的部分无法纳入百科全书的素材为内容撰写一本著作。

在本书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我通过会议论文和讲座报告的形式获得了诸多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特别是来自国际传播学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每年两次的北欧媒介与传播研究会议以及上述的互联网络研究协会的建言。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几位学者对本书的草稿提出了细致入微、极其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他们是马特斯·伯格曼（Mats Bergman）、拉斯穆斯·海莱斯（Rasmus Helles）、彼得·拉尔森（Peter Larsen）、洛斯·纽曼（Russ Neuman）以及约翰·杜伦·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

这本书中有部分内容是我对之前一些已出版的论著所进行的补充和修改；我尽可能地在文中将它们一一引注。这里需要予以适当说明的是以下的部分章节：第一章的案例分析“气候变化”和第五章的案例分析“搜索引擎”曾以论文《作为传播和元传播的搜索引擎：理论的视野》受邀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数字时代亚欧媒介图景中的把关人：崛起中的互联网络搜索引擎的结构性权力”会议（2008年2月28日—3月1日）；此后，修改稿《搜索受众——搜索引擎、元传播和新媒介受众》参加了2008年7月20日至2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二十六届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年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缩写为IAMCR）。第六章中关于手机的案例分析，则以论文《手机（移动）传播中的移动有何意涵？——对传者、讯息与受众的再思考》参加了2007年9月7日于哥本哈根大学举办的“媒介与移动性”（Media and mobility）会议。第七章的部分内容改写自论文《新媒介，旧方法——互联网络方法论和在线/离线区隔》（K. B. Jensen，待出版）；第七章中的其余内容有部分来自我的论著（Jensen，2002e）。最后，第八章中关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讨论是对我的另一部论著（Jensen，1995）中第十一章的重写。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哥本哈根

2009年7月

注：

本书的八个章节各自包含有案例分析。每一个案例针对媒介与传播研究中一个关键性问题展开讨论。通常情况下，案例分析被视为是限定范畴内具体的实证分析（Gomm et al.，2000；Yin，2003）。而本书的“案例分析”则包含了对于下述问题的理论性探讨：研究者应当如何首先对研究的特定范畴进行限定与界定。


第一编　传播的批判


导论　传播
(1)



——核心的观念

纵观人类历史，新的媒介在给社会中交流与传播的角色涂抹上一层理想主义色彩的同时，也往往带来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
(2)

 认为，书写文字的发明并非增进记忆与启迪智慧，而是促使遗忘。印刷媒介和广播媒介诞生之后，围绕它们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争论话题是：它们究竟推动了启蒙和教育，还是将其受众推向享乐主义与逃避主义。新近的讨论话题则转向了互联网络（internet）和数字媒介，即它们是否真正能够成为一种资源，从而提升公众参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中各种事务的能力。纵观历史，交流与传播的观念既与人类可使用的媒介休戚相关，又受到了伴随着媒介而产生的希望与恐惧的深刻影响。在其产生广泛影响的论著中，约翰·杜伦·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
(3)

 梳理了思想史的发展。如彼得斯所示，19世纪后半叶，以电报为发端的电子传播媒介逐步兴起，这才使得交流与传播开始被纳入一种人类活动的基本范畴。上述发展同时促使学者与评论家根据社会交往活动的相似之处，对其间的各种各样的实践方式——亲身参与、通过有线电报以及无线电波——展开考察。彼得斯（1999：6）用一句话恰如其分地描绘了“传播”这一概念的产生过程：“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首先出现。”在数字化的浪潮下，传播的观念再次成为我们讨论的焦点。十多年以来，学界始终致力于探寻大众传播时代之后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在本书中，我将以网络化个人计算机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兴的”数字媒介作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交流与传播的观念，并建构一套理论框架，致力于研究跨越三种不同维度的媒介平台上的传播活动。这三种不同维度的媒介包括：第一，人的身体，它是面对面的交流活动得以实现的物质平台；第二，大众传播的技术性生产手段，它以模拟信号传输为特征；第三，数字技术，它催生了一对一、一对多以及多对多的网络化交流与传播活动。在本书中，一方面我试图避免那种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彼此割裂，以及把在线交流与线下交流相互分离的观点。这类观点在当今数字化的语境中越来越站不住脚。传播研究领域中对于以技术为中介（technologically mediated）的传播活动和“无需中介的”（non-mediated）传播活动所隐含的对立观念，造成了大众传播研究与人际传播研究相互割裂（Rogers，1999）。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新媒介”研究的兴起，尤其是当人们将网络空间与虚拟现实想象成为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事物，上述对立的观念再度出现（相关的批判性讨论，可参见Slater，2002）。另一方面，本著作的目的在于反驳一种在研究、政策和公共讨论中再度流行的观点，即：在媒介融合的浪潮席卷之下，先前诸种不同的技术正经历着无缝整合，逐渐融合成为共享的平台，并形成彼此相似的形态。新媒介的不断累积甚至最终将会取代面对面的接触。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旧的媒介鲜有消亡；与此同时，人类不仅占据着技术为中介的传播活动中的关键位置，而且还是后者的原型。

通过对媒介研究领域内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与系统化，本书希望建立一套今后的研究议程。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交往实践和传播研究的内在的规范性意涵。传播不仅塑造着社会，同时还预示着社会的发展，应对其间已然发生的、尚未发生的、即将发生的以及应当发生的事件。交流给个体想象插上翅膀，传播带动集体成就的飞跃。交流与传播表达了选择的可能性（alternatives）和选择的权利（choices）。人类的交流与传播为偶然性（chance）向必然性（necessity）的转变创造了绝佳的机会。


 一、传播的目的

我们总是处于持续不断的交流与传播之中。与此同时，总体上而言，我们相信交流与传播所蕴含的积极潜能。俗话说，只要人们彼此交谈，就不会有战争。在法律和意识形态领域，一旦涉及文件共享和对等生产（peer production）
(4)

 （R. Clarke，2001），“信息自由论”（in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的格言就成为一个争议性话题。与此相对，“交流希望继续”（communication wants to go on）的格言却毫无争议地存在了数个世纪。迈克尔·舒登森
(5)

 （Michael Schudson，1997：307）批评了上述格言在政治领域中所产生的一种“对话的浪漫”（romance of conversation）倾向。这种倾向混淆了日常生活中社交性质的交谈与解决问题为目的的交谈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流活动，后者不仅更为正式，受到特定规则的制约，而且具有公共性的属性。因此，这种倾向是有害而无益的，它不仅低估了政治民主本身，而且把市民之间关于公共事务的辩论视作亲朋好友之间的闲散交谈。不仅如此，民主呼吁学者与专家关注复杂的现实问题，将它们呈现于公众面前，使得公众能够基于自己的最大利益进行考量，并作出理性的决策（Schudson，2006）。只要我们对于民主持续保持着关注，对于下述反问——“我们是否仅仅谈论民主？”——的唯一答案就是：不可以。

本书重新关注传播的目的——传播如何转化成为植根于本地的以及全球范围的协调行动。交流与传播应对复杂的认知与文化难题，推动那些不断涌现的实际目标的实现。相应地，传播也有终点，其终点受到传播者所处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制约。传播的目的在于结束传播（the end of communication is to end）
(6)

 ：理论上而言，个体、群体、机构、整个社会和文化经由传播得以启蒙与赋权，进而采取行动。

毋庸置疑，传播通常蕴含着内在的价值。交往实践涵盖广泛，其范围包括了司空见惯的日常交往到不同寻常的传播活动——从日常生活中私人语境与公共语境中的嘘寒问暖和戏谑笑闹，到在美学的虚构世界之中超越自己，乃至自我组织并投入政治革命活动。一种传播目的的视角（an end-of-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一方面暗含着抛弃那种把人类传播仅仅视作一种实现目标的途径的狭隘功用主义取向，另一方面则隐含着对于传播者能否拥有最终达成共识的能力的信念所持的否定。我们周而复始地从事着交流与传播。但不管怎样，任何的传播都将面临着终结，无论这种终结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还是过程中的偶然性所导致的结果。有时候，传播的终结十分隐蔽，甚至连传播者都未能觉察到它已然发生。

传播既是一种自然资源，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进化优势，也为文明内部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礼尚往来提供了基础，尽管这种礼尚往来的潜能通常未能完全现实。根据进化生物学，人类的意识所特有的模拟能力（simulation）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意识；而这种模拟能力包含了意识自身的外化形式和可交换形式（exchangeable forms）的模型（Dawkins，1989：59）。传播的积极潜能在于其所产生的怀疑与延误，这两者使得人类在采取行动之前具有反思与协商的能力——这种反思与协商或体现于当下，或诉诸长远，或通过小说、科学以及其他思想实验（experimentation）的形式得以实现——从而避免了出现无法补救的后果。传播是人类的一种能力，让人们思考事物如何有所不同。

传播包含着争论。这种争论在大多数情况下涉及的是琐碎的事务，但有时也关涉重大的事件。哲学领域中所论及的是“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Gallie，1956），如“自由”、“艺术”等。即使大多数人对于上述概念的核心意涵表示认可，它们的内涵与隐喻仍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如巴里·克拉克（Clarke，1979）所强调，我们必须进一步区分事实上争论的主体和可争论的（contestable）主体这两种不同的概念——与大部分的态度和行为一样，大多数的概念都可以成为争论的主体。这一点常见于民俗方法学研究传统中被称为“破坏性实验”（breaching experiments）
(7)

 （Garfinkel，1967）的研究——例如，通过在自己家里扮演一个客人，来观察家人的反映，并研究自己与家人的互动——这一方法可以将日常社会交往中的那些看似随意、但非常实用的成文规定凸显出来。我们有可能对任何一个事物产生质疑，这种质疑也可以发生于任意时刻；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多半不会这样做，因为这种做法不现实。与科学的观念（Woolgar，1988）或者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
(8)

 的观念（Davidson，1973-1974）一样，传播的观念也始终充满着争议，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争议并不见诸研究或一般性交谈之中。然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新媒介出现之后，传播的观念就变得具有争议性。

口头语言和符号的出现，使得人类能够就那些处于当前时空与经验世界之外的事物进行交流。“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们第一次发现了对于符号概念的明确表述。这一表述将一个符号视为诠释者所观察到的一个事件或事件的一种状态的概念，它使得符号相应地成为那些暂时不在场的事件或状态的证据。”（D. S. Clarke，1990：1）作为试图建构起传播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的最初尝试之一，于尔根·鲁斯克（Jurgen Ruesch）
(9)

 和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
(10)

 将人类所具有的识别其他生物体所发出的信号的能力称为信号系统（signals）——某一事物的信号（signals of something else）以及为某人所制定的信号（signals for somebody）。言语和手势使得人们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可能的世界，交流与传播则将这些世界加以分享。符号的在场使得现实的不在场成为可能。书写、印刷、电子以及数字媒介各自以其独特的方式，极大程度地拓展了人类对于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想象、表征以及交流的能力。媒介的在场不仅使得现实的不在场以及传播者的不在场成为可能，而且使得现实与传播者同时不在场也成为可能。

当传播涉及选择的可能与权利的问题时，或者当传播涉及为数众多的人们，在他们挑战现有的世界观、既得利益以及根深蒂固的身份认知时，传播的风险就非常高。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大部分的人类历史而言，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深刻影响了信息的可利用程度以及传播渠道的开放性。信息的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中，仅仅由特定的社会个体所掌握的内容——受到物质工具和思维判断标准的影响。上述两者不仅致力于根据所发现的样貌描述世界，而且依照人类的目的对世界施以改造：这方面的例子包含了望远镜与显微镜、用于描述与研究的自然语言（nature language）
(11)

 和正式语言（formal language）
(12)

 。为了将信息形塑为相对固定的形态，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整合并形成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64）
(13)

 笔下意义深广的媒介：人的延伸。它不仅存在于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同时也延伸至人类的想象世界之中，这些想象世界包含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传播中的信息易得性（accessibility）——那些由特定的个体所掌握的内容——既成为信息与传播技术发明和普及的目的之一，也成为教育并提高社会上不同群体识文断字、计算能力和交往能力的目的之一。最后，信息与传播手段的社会组织制约了其施为性（performativity）
(14)

 ——人们如何以言处事（do things with words）（Austin，1962）；广义上而言，即人们如何借助特定的媒介完成特殊的事情（Katz，1959）。从政治网站到网络银行和在线游戏，再到日常生活中通过手机媒介所实现的微合作（micro-coordination），数字媒介让我们重新关注交流与传播的施为性特征。从历史上来看，无论对于个体、社群、社会、文化还是对于人类种群的生存和生活质量而言，传播与行动之间的关系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为我们的生活而交流与传播。


 二、案例分析：关于天气的讨论

人类的传播活动探索着物质世界中不确定的边界。经由不断地摸索，人类通过交流与传播确立对于自然界的改造范围，并将其记录在持久留存的媒介之中，例如个体记忆以及人类基因库。记录下的经验为未来的行动提供了宝贵资源。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有一句名言（这句名言被他的同事查尔斯·杜德利·华纳［Charles Dudley Warner］
(15)

 所引用，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Dudley_Warner）：每一个人都谈论天气，但却没有一个人拿出任何对策来。

当人们还在不经意间谈论着气候时，全球变暖已经成为21世纪初公共讨论与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气候问题必须进一步讨论，而人类对于天气也许已经采取一定的举措。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气候变化这一现象？我们又应当对其采取怎样的对策？这需要将传播置于人类历史与自然进化的长远视野之中。

为了使下述讨论更为集中，我不打算就环境问题与新兴的信息传播工具的特殊联系展开论述；我也不提倡当前的语境下对环境政策的目的与方法持有的某种特殊立场。我要表达的第一点非常简单，今天的情形已与我们的上一代人大相径庭。我们需要对自然环境这一公共事件采取集体行动。因此，围绕自然环境这一公共事件展开交流与辩论，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大约1960年左右，出于现实的考虑，人们普遍将气候看作是恒常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20世纪这一百年间，气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1950年左右出现了全球变暖，随后是相对的变冷。最近，不同类型的极端灾害性气候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于几乎世界上的各个地区。这些极端天气不仅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且给许多领域的规划带来了困难。（Lamb，1995：2）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围绕上述相关知识的传播以及随后采取的行动，都与那些公开化的、可利用的、开放的媒介不可分割。环保行动主义者的主要阵地之一，就是国际传媒界以及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
(16)

 。戈尔出演了关于全球变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而与此相对的一个立场，则可见于政治科学家比约恩·隆伯格（Bjørn Lomborg）
(17)

 及其著作《怀疑的环境保护主义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
 ）。比约恩·隆伯格不仅质疑了全球变暖的证据以及相应的举措，还在接受采访时呼吁人们“冷静一点”。《冷静一点》（Cool it
 ）也由此成为比约恩·隆伯格第二部著作的书名（Lomborg，2007）。2007年，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共同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虽然未解决争议，却为争论与探讨的话题带来了变化，并由此而推动了对于自然以及人类在自然中地位的探索。

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行为究竟恰当与否，首先取决于我们可以获得的气象与地理信息，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取得历史上的相关记录。其中，保存下来的资料包括了“小冰河时期”（little ice age）
(18)

 的记录——这个名字源于上个千年中期的一段非同寻常的寒冷天气。若干学科领域均已对小冰河时期展开了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克服了至今仍横亘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巨大鸿沟。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19)

 的一项经典贡献（1972/1967），就在于他描绘出了“自公元1000年起的气候史”，并作为在此期间的人们生活环境的背景。这一描述参考了许多相关事物，如葡萄酒收获的日期。而另一项研究则通过将气象学与艺术历史相结合，呈现了数百年来小冰河时期对于自然绘画（nature painting）的色彩与风格的影响（Neuberger，1970）。

尽管小冰河时期的确切时间仍然是一个争议中的话题，但它的最早起源一般被认为是在大约1300年，结束于大约1850年。围绕这一话题的争论既体现了对于间接证据（mediated evident）所持有的截然相反的理解与诠释，同时也体现了气候变化与人类文明、自然与文化研究的不同理论路径的差别。强烈的环境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一样，都是站不住脚的。人类发现并进而改变了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则有助于我们解释某些长期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变化：

例如，我们考察在小冰河时期漫延欧洲的洪水危机——1315年至1319年间的大饥荒，成千上万的人饿殍遍野；1741年的食物短缺；1816年，所谓“见不着夏天的一整年”——上述这些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例子。这些危机本身并未危及西方文明的持续存在，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对于现代欧洲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中一些危机源自气候变化，而另外一些则由于人类不恰当或错误的经济政策与政治政策；而诸如19世纪40年代间爱尔兰爆发的土豆荒等许多事件，则受到上述三者的共同影响——这次事件导致了超过一百万人的丧生。不仅如此，它的政治影响迄今为止还影响着我们。（Fagan，2000：xv）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当数1788年发生于法国的大面积小麦收成危机。危机导致了谷物与面包的短缺，而这些都成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

在若干世纪中的动荡时期，天气所引发的可能后果带来了形形色色的说法，它们或源于实践反思，或源于形而上的反思。这些反思之中，只有极小数一部分是由“那些有许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乡村牧师与绅士科学家”（gentleman scientist）
(20)

 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其中的一个人描述道，1316年的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仿佛《圣经》中所记载的大洪水（THE FLOOD）”（Fagan，2000：xiii，38）。除了口头资料外，经验性资料还包括了上文提及的葡萄酒的收获情况、粮食的浮动价格、树林圈和冰层核心的分析数据。每一种新的证据类型对测量技术、测量范围和测量标记系统都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这些发现为严肃的科学共识（或争议）提供了佐证，并成为政策协商的讨论内容；同时，它们仍然处于评估之中，“需要现代仪器记录以进行统计学分析，或者得到历史数据和其他来源的相关指标的佐证。而这些内容对于把20世纪与早先时期相互比较，并确定其温暖程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Fagan，2000：54）。

总之，为了预测与绘制天气变化的情况，正规的测量工具逐渐代替了非正式的观测活动。显而易见的是，对于生活在冰河世纪的科学家与业余观测者而言，今天的这类信息是他们所无法想象的——也是当时情况下他们无法接触到的。当前，关于气候变化的资料虽然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触手可及的信息，但它们还是主要面向那些小范围的科学社群，因为这些群体掌握着该领域中特殊的信息与传播能力。上述局限将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即便整个社会已经广泛地建立起来一种共识，即：自19世纪中叶始，人类活动就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根本性、长期性的影响。实际上，对于那些地理上分散的、文化异质的公众群体而言，只有当大众传媒以平实的语言、文字和图像的形式重组这些重要信息，才有可能推动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和辩论。气候变化将传播的重要性提升至全人类的层面。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仍然必须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在本地范围内采取行动，这些信息的获取依赖于多级的交流与传播活动。媒介与传播研究考察人们如何开展与结束他们的传播活动，以致力于消除分歧，进而解决所共同面对的环境与其他现实问题。


 三、理论和实践中的交流与传播

1．理论与双重诠释

十年之前，罗伯特·克格雷（Robert T. Craig，1999）在一次重要的反思中，呼吁学界对于传播理论中不同学派与立场的相对优势给予更多的思考。通过梳理七大主要的研究传统（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学和批判学派），罗伯特·克格雷从元理论的视角（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对各个不同研究传统的独特之处进行了比较与对照，以期推动研究传统之间的对话。尽管这一反思最初只局限于传播领域内部，但克格雷（Craig，1999）在注释中也讨论了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于学科本身是由社会所建构的，因此，它们与其他所有的由社会所建构的客体一样，都是以符号为形式，通过传播得以建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传播研究可以宣称自身是基础性学科，它可以解释其他所有学科？是的，当然，这种观点至多只是一个笑话！……这其间，颇具讽刺意味之处在于，每一门学科都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一厢情愿地占据着整个体系的核心位置。传播也不例外，但作为一种元视角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a metaperspective）——即关于视角的视角
(21)

 ——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所处情境的讽刺之处。

在我看来，想要了解我们所处情形的讽刺与严肃之处，传播扮演着关键角色，人们也因此而合乎逻辑地期待着传播研究能够具体阐释传播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所拥有的潜力与局限——无论是在其他研究领域中，还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在这篇文章中，克格雷（Craig，1999）同时提出，纵使传播研究并非一个领域，归根到底，传播仍然具有其特殊性。他在这其中暗示了下述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他提出对于（传播）理论进行重新界定，抛弃将（传播）理论视作为追求宏大理论（grand theory）而不断探索的观念，而是把它视作一种元视角，“依据这一视角对不同实践理论的相对优势展开讨论”。传播围绕着现有的不同概念的相对优势开展讨论，无论它们涉及的是理论发展、是气候变化，还是社会变化。其次，克格雷注意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之间存在着的紧密联系：“在传播这一实践性学科中，理论的角色在于提供概念性资源，从而推动对传播问题展开思考。”（p. 130）在其他科学领域与社会领域中，传播也许并未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它也常常被认为是答案的部分内容。

作为传播实践活动的一种类型，学术研究旨在对数量有限的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与考察。因此，所有的学术领域都可以被看作是在从事着诠释的工作，它们以各自特殊的考察视角对世界进行诠释。相比自然科学与物理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客体是历史实在（historical reality）
(22)

 与文化实在（cultural reality），而生活其间的社会个体和机构往往已经对上述两者进行了诠释。颇为重要的一点是，当研究者将他们的见解回馈社会，他们将有可能改变这些实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23)

 的论著得到了包含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实践运用，从而对20世纪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24)

 的研究将“潜意识”（unconscious）引入心理学、广告学和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媒介与传播研究也是参与到吉登斯（Giddens，1979）
(25)

 所概括的“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s）”之中的众多学科之一。它特别着眼于人们对于如何传播以及为什么传播的认识。用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
(26)

 的话来说，人类传播与文化的研究试图确定“究竟是什么决定或影响了人们对自己的认知”（Clifford Greertz，1983：58）。

媒介通过下述两种不同方式参与到了双重诠释的传播过程里。首先，描述、分析和交流的媒介使得不同研究领域的诠释活动得以开展，同时，它们也局限了上述诠释活动的种类。从历史角度来看，彼时可利用的媒介为学者与公众理解他们所共同经历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经历的未来创造了条件，但它们同时也限定了理解的方式。其次，媒介在人群中的普及，使得理解与诠释实在、并对其展开行动的方法得以民主化，不论现实之中这种民主化是多么的不够完美，但它仍然促使更多人投身于传播活动之中。正是这种传播与行动之间的相互依赖，使得大众传媒重新成为20世纪社会冲突和学术兴趣的焦点。总而言之，无论是对于作为行动者的人类，还是社会实践活动而言，传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2．实践与实用主义

罗伯特·克格雷（1999）的论文因其所蕴涵的对话与包容的思想而摘取了两项重要的专业奖项：2000年美国国家传播协会的“论文纪念金奖”；以及2000年国际传播学会的“最佳论文奖”。论文中述及的元模式（meta-model）影响了许多新近出版的教科书（如Craig and Muller，2007）。尽管如此，事实上，论文中所讨论的七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并没有因为克格雷的倡言而展开任何持续性的对话。在稍后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克格雷（Craig，2007：125）也表示，“尽管我的这篇发表于1999年的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引注，但它在主要的学术文献中却并未得到充分的批判性讨论”。在本书中，我所秉承的观点是，首先，我们不仅需要讨论与比较，而且还需要通过整合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中的若干关键命题，推动这一领域发展。媒介融合是否可能发生？又将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为了对这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理论与方法论的融合是裨益良多的。

其次是有关融合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无论这一成果整合了哪些内容。克格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承认，“不可能存在绝对中立的元模式”（Craig，2007：141）。在科学研究领域中，每一种传统也都立足于自身，一厢情愿地占据着整个体系的核心位置。在极少数明确针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之中，其中一篇论文（Russill，2005）影响了克格雷（Craig，2007：141），促使其对自己所提出的元模式进行调整，并从工具的视角出发，描述了他自己对于理论的观点。他讨论了下述两方面的实际问题：其一，传播作为第八种研究传统；其二，传播同时还作为“一项主要的实用主义事业……尽管它包含了与其他无法进行相互比较的方法（incommensurable approaches）的对话，并乐于与这些方法开展对话”。在本书中，我围绕实用主义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将其既视为一种涵盖广泛的元理论（meta-theoretical）与现象学框架，同时又作为一种应对理论—实践断裂的一般性方法。尽管认识论和所有的理论一样都充满着争议，但哲学的实用主义仍然值得我们投以特别的关注，它往往成为思想史中的一股暗流。思想史对于媒介与传播研究而言所具有的解释价值，是近期才被学界所共同意识到的。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1989b/1975）
(27)

 的文化研究方法把传播视为一种社会仪式（social ritual），这一研究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极具影响力。它使得实用主义成为传播研究中新的选项，与凯瑞所认为的狭隘的、占据主流地位的、着眼于传输与效果的研究相对应。截至21世纪初，传播的实用主义理念孕育成形，并逐渐发展为一种传统（Bergman，2008；Perry，2001；Simonson，2008）。

实用主义为其创始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28)

 所提出的学术研究道路提供了“第三条路线”（Skagestad，1981）。实用主义平衡了人类文化与传播研究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诠释关系和因果关系、解释学和物质主义、微观路径和宏观路径，并可以被视为一种跨学科的推理与论辩方法（Hacking，1992），以致力于弥合艺术与科学之间的传统鸿沟。实用主义以知识生产的传播观念为前提：它诉诸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而非个体的衡量标准。实用主义要求采用一种“传播的目的的视角”审视知识，探究研究问题、分析范畴和实证性发现将给研究结果带来怎样的实际差别。实用主义同时也假设了知识永远都难免存在着错误——即使是科学家或是门外汉，他们都同样依据着自身所拥有的、有瑕疵的知识采取行动，这一过程日复一日，甚至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针对这一普遍性过程中不同的传播技术与传播机构所具有的潜在以及实际运用，我提出如下三个步骤：首先，回溯思想史中传播的观念，同时思考新兴的、数字媒介研究的领域中传播的观念；其次，重新审视具身化的（embodied）传播与以技术为中介化的传播（technologically mediated communication）之间的区别与界限；最后，建构一个新的研究议程，这一议程将对于社会交流活动中传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研究。


 四、本书的梗概

1．第一编——传播的批判

将自身描述为“批判”的研究通常表明了对于社会中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传播形式的否定，并隐含着对于那些赋予传播和社会以合法性地位的研究方法的否定。立足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当前批判学派的媒介研究包含了两大传统：政治经济学（Murdock and Golding，1977；Schiller，1969）和文化研究（S. Hall，1980；Williams，1875/1958）。在本书中，我将致力于发展一支不同视角的批判分支，其渊源历史可以追溯至现代哲学的核心人物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29)

 。18世纪末期，康德陆续出版了其三卷本的批判论著，试图以个体对于真、善、美的认知与追求为基础，建立其思想体系。康德的批判探究了知识本身的可能性条件——任何知识的形式。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可能性条件的产生并非依赖于知识生产者个体，而是知识生产者的群体——这使得交流与传播成为其中的关键。传播使得差异和区别得以清楚呈现，而差异和区别包含着人们对于实在和信念的理解，它们成为社会个体或集体行事的准则。公开的传播成为人类探索与研究的一种独特活动，并蕴藏着一种将所有公民囊括在内的民主意涵。传播也因此而扮演着人类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相互协调的角色。传播的批判始于本章，并在第二、三章中得以进一步阐述。它围绕着差异所产生的影响展开考察，而这种差异的影响使得个体、群体和机构思考事物何以形成差别——正是这种思考，使得人们在发现事物之后对其展开了传播与批判。

第二章的讨论立足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如果说，柏拉图发展了实在（reality）
(30)

 作为思想的统一体和先验领域的理念，那么，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一种多样化、分散化的实在的存在，这些实在表现为不同的经验性现象（empirical manifestation）。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推动了人们探索不同的物质、制度和话语因素，及其综合影响如何塑造了交流与传播活动。工具和技术蕴含交流和传播的潜能，但这些潜能中只有一部分在特定历史语境下，通过其间的社会机构得以实现。现代思想史自康德始可以视作由一系列的转向所构成，这些转向与传播的具体载体和过程有着密切关系，而人类正是通过传播把握并参与实在。与康德和皮尔士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注意到了思想史的关注点从知识的认知概念向知识的传播概念的转变。通过考察哲学界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31)

 ，我具体讨论了维特根斯坦为20世纪的哲学所指出的两个转向：其一是语言的结构转向，其二是在所谓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
(32)

 ——亦即社会语境下的传播——中语言的运用。上述转向同哲学中那些“永恒的”问题一起，都成为传播理论与媒介研究所传承的一部分内容，即便哲学与传播这两个分别有着丰厚成果的领域通常彼此影响甚微。

第三章反思媒介与传播研究，拓展传播批判的视野，并深入其当代研究领域。批判中所包含的批评并非针对具体的传统（由克格雷所指出的七个或者更多，甚至其他不同的传统），而是针对传统之间所设置的壁垒。当媒介环境中的巨大变化试图推动该领域在理论与方法论上重新反思时，上述壁垒往往出现并阻碍这一领域的发展。媒介与传播领域诞生于20世纪后半叶，以应对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传播技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日益集中化。从国际上来看，媒介与传播领域发展并形成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这两大独立的阵营，同时还部分拥有来自自然科学的成果。信息、传播和行动三个关键性概念在整合这一领域的同时，又分割了该领域。借助于上述三个关键性概念，我探究了这些主流思想的共同基础，并以实用主义的术语将它们重新表达为：产生影响的差异
(33)

 （信息），在其结果中得以实现的观念（传播），从信念到行动的转变（行动）。作为偶然性向必然性转变的一扇特殊的机会之窗，传播具有一定的范围，其范围取决于可利用的媒介所特有的可设计性（programmability）。尽管传播无所不在，媒介也无处不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差异形式都等同于传播，也并非任何有用的客体都是媒介。

2．第二编——三个维度的媒介

本书的中间部分建构了一个新的框架，用于理解当前变化中的媒介环境。首先，我提出了将研究焦点从媒介转向传播——这一研究议程强调了对于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传播活动的重新整合与重新塑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媒介融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交流与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open-ended migration）。其次，我将人类纳入传播平台的范畴。从历史和进化的意义上而言，面对面的交流并不必然地代表标准或理想状态的传播形式，并作为其他传播形式的衡量标准。诚如约翰·杜伦·彼得斯（Peters，1999：8f.，21，264）所言，作为一种真正的“私人化接触”的“交流的梦想”也许不可能始终通过亲身接触得以实现：“物理性在场同样无法确保‘交流’的发生……简而言之，对话也许只是两个人轮流面对彼此说话。”我们总是以虚拟的形式彼此相伴（K. B. Jensen，2000）。当前媒介研究的核心任务在于重新思考具身化传播和技术中介化传播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避免一度对于人工智能——它即将出现于你身边的计算机上——的言过其实，并对当前那些涉及机器人未来的推测持审慎的态度。第二编围绕着媒介作为物质、话语和机构三个组成部分的定义展开，力图为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

第四章讨论了传播的物质条件。通过重新考察媒介理论的传统，我对于书写、印刷、电子和数字媒介拓展人类传播能力的特殊方式进行逐一评述。其所涉及的人类能力的延伸，则可以联系到常被引用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cLuhan，1964）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我注意到了在数字媒介诞生之前，网络传播或多级传播早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同时，我从三级传播的角度考察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传播的当前结构形态。媒介理论通常强调不同技术在形成新的意识和文化形式过程中的内在偏见，我则重新强调了“可供性”（affordances，也可译为“功能可供性”）这一概念：即不同物质所具有的成为媒介的潜能，而媒介则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形态中产生嬗变，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蓄动能（结构性影响）。物质技术只是在最初的阶段决定着传播。而第三维度的新媒介本身也将逐渐变为旧媒介，让位于有可能出现的第四维度的媒介。第四维度的媒介则进一步将传播的能力整合入自然客体与人造产品之中，后者不仅包括了人的身体，也包含了社会的物理基础结构。通过将“新兴的”、数字媒介置于历史的视角，嵌入式媒介给传播的观念带来了新的挑战——这种挑战同时也是针对媒介作为交互界面的实体这一观念的挑战。

第五章讨论了作为传输的物质手段的媒介——如电话线或比特流——与作为表达的话语形式的媒介——如言语或移动图像——之间的关系。作为人类表达与经验的通常记录形式（general register），传播的形态——如言谈、音乐、书写、绘画、模仿等——提供了分析层面，介于作为物质资源的媒介与作为意义的话语的媒介之间。为了准确地描述数字媒介所具有的语言与图像的复杂性，我将重新讨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人文学科的概念：对于话语的理解应当立足于文本网络而非孤立的文本。为了对传播的复杂性展开讨论，我将使用“元传播”这一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所谓元传播，即关于“传播的传播”，它推动着传播的发展。尽管其结果尚未可知，但数字媒介中的元传播表现出一种不同的重要性顺序。数字媒介的元传播涉及了谁对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媒介、在怎样的语境下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内容以特定方式得以记录与重复利用，而这些特定方式引发了重要的政治与伦理问题的讨论。元传播与传播一样，均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但两者都为个体、机构和社会提供了一系列选择，以供其协商和实践。

第六章将媒介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机构——“启发思维的制度”（institutions-to-think-with）——它引发了整个社会对其普遍共存的反思与协商。传播巩固并形成文化；伴随着时间推移，它将意义赋予人们的行动和社会结构。为了将第二维度与第三维度的媒介置于现代社会的恰当位置，我将回顾尤尔根·哈贝马斯
(34)

 所提出的公共领域模型。诚如公共领域所呈现的，传播的权利（the right to communicate）与其他的公民权利和人权一样，不仅需要历经千辛万苦方能获得，而且需要不断巩固和发展。数字媒介不仅促进了新的传播形式的出现，同时也激发了新的类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行动，这些行动不断拓展着传统的公共领域模型的边界，诚如个人博客和对等生产向我们所呈现的。同时，数字媒介重新引发了传播权利中相对被忽略的一个方面的讨论——拒绝发送或接收信息的权利。创新共享运动（Creative Commons movement）
(35)

 提倡具有一定程度选择性的版权原则——即某些权利有所保留——它提出了下述更具广泛性的观点：个体、群体以及机构需要基于自身考量而保留某些传播的权利。上述权利的平衡揭示了当前作为实践领域的传播所面对的重要的政治、道德和实际问题。

3．第三编——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双重诠释

媒介与传播研究既无法预测媒介的未来，也不能规定传播的理想化实践形式。尽管如此，除了对当前媒介的存在形态进行纪录、诠释和解释，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还不断地对当前媒介如何可能就有所不同的问题展开协商与讨论——亦即双重诠释。如果说，媒介是启发思维的制度，那么研究就是第二层面上启发思维的制度。媒介研究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社会上新的技术和新的制度催生出对于传播的知识的结构性需求。伴随着每一代新媒介的出现，这一问题可以描述为：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希望表达什么，对谁，产生什么影响。

在第七章中，我首先讨论了这一领域中的方法论情况，并认为新媒介为既有方法注入了新鲜血液。尽管数字技术为研究的总体方法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并成为网络化传播的研究的必要组件——即它们同时作为分析的手段与分析的客体，但新媒介也使得这一领域重新回归到既有的论争之中，即究竟存在着一种还是多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在此，我强调了不同的方法和方法论的互补性。一方面，传播研究依赖于多种形式的证据和分析，它包括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自然法和实验法、历史分析与当代分析。另一方面，这一领域又需要若干不同类型的推论和归纳方法。除了演绎和归纳的方法，我提出了推论的第三种类型：溯因（abduction，也可译为“逆推法”）。溯因在理论的发展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这种对于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开放不仅仅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实际的策略——我们需要利用我们能够共同想象到的所有的方法论，从而掌握更多关于传播的知识。总而言之，我倡导一种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科学理论：传播的物质、机构和话语内容都是真实的。它们必须通过适当的方法和方法论得以发掘，而这些方法和方法论应当进行整合，这种整合并不是发生在最初阶段——即在研究的初级范畴和初级过程层面——而应该在最终阶段，从而应对传播中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和难题。

最后，第八章讨论了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部分实践中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影响。学界时常呼吁对交往行为开展评价与调整；这些诉求来自政治利益团体、政策制定者以及代表着全体公众的新闻工作者。理论家、专业人士和公民的共同标准是所谓的规范化的传播理论：它详尽地说明优秀的媒介机构和良好的传播实践的要求，以促进它们致力于实现更加和谐的社会以及社会成员的美好生活。哲学实用主义对于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桥梁的传播有着特殊的兴趣。通过回溯尤尔根·哈贝马斯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36)

 所推动的两次颇具影响力的实用主义的发展——我就其间的一些尚未实现的潜能展开讨论，以期推动传播理论与交往实践的发展。第一维度、第二维度及第三维度的媒介何以有所不同，网络、大众以及人际传播又将如何以不同的形式结束，实用主义为针对上述系列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和公开讨论构建一套议程。



————————————————————


(1)
  “communication”一词可以译为“交流”，也可以译为“传播”。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它的主要意涵是“交流”；在此之后，特别是大众传媒业兴起后，“communication”才获得了“传播”的意涵。相关讨论可参见〔美〕彼得斯著、何道宽译，《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中的“译者前言”，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本译著中对于“communication”的翻译主要视情况而定。


(2)
  柏拉图，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3)
  约翰·杜伦·彼得斯，美国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传播学教授。


(4)
  也称“对等协作生产”或“大众生产”，是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经济生产的一种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大量的人彼此协作（通常是通过网络手段）完成有价值的项目，这不仅有别于公司生产（由一个中央决策过程来决定做什么，谁来做），也区别于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不同的工作被标以不同的价格，以吸引有意的人来做）。


(5)
  迈克尔·舒登森，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介社会学学者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学及其历史、大众文化。其中《发掘新闻》是他的成名作，开创了美国新闻史研究的社会科学流派。


(6)
  传播的目的在于结束传播。作者在这里借用“end”的一词多义性，即既可以译作“结束”，也可以译作“目的”。这一用法还可见于后面的“matter”一词的使用。


(7)
  “破坏性实验”，即通过破坏生活世界的某些成文规定，以观察行动者的主动反应；通常用以证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现实感的简单隐性原则，从而把握社会现实被建构以及重构的过程。


(8)
  概念图式，也称作“概念框架”，是概念和命题的网络，用于组织、描述和解释人类的经验。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概念图式，它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化。一种概念图式就是一种语言的支柱。


(9)
  于尔根·鲁斯克，美国精神病学家，主要著作有《交流：精神病的社会母体》和《非言语交流》。


(10)
  格雷戈里·贝特森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许多传播学研究议题的发现者和开创者。他对20世纪最重要的三个基础性理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丰富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开创了元传播、双重束缚、关系传播和学习的传播机制等研究的先河。


(11)
  自然语言通常是指一种自然地随文化演化的语言。


(12)
  正式语言通常指在某些特定场合或语境下所使用的一种仔细的、非个人的公共说话模式。


(13)
  马歇尔·麦克卢汉，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文化学者，媒介环境学的开山祖师。主要著作有《机器新娘》和《理解媒介》。


(14)
  施为性，也译作“表演性”，强调从语言的实施行为的功能出发来把握语言特征。它不像语言的反映功能那样重在对事物的静态描述、反映和再现上，而是在主动地实施、创造和构建行为，因此是一种实践性的体现。简言之，施为性强调言就是行。


(15)
  查尔斯·杜德利·华纳，美国的散文与小说家。


(16)
  阿尔·戈尔，美国政治人物，曾于1993—2001年间在比尔·克林顿掌政时担任美国第四十五任副总统。其后成为一名国际上著名的环境学家，由于在环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上的贡献受到国际的肯定。


(17)
  比约恩·隆伯格，丹麦人，曾担任哥本哈根的环境评估协会会长，哥本哈根商学院客席教授。


(18)
  “小冰河时期”始于13世纪，在17世纪达到巅峰，并最终在大约200年前减缓了活动趋势。在它的巅峰时期，北欧一带饥荒肆虐。有人认为挪威和瑞典有一半的人口在饥荒中丧生。与此同时，全球各地冰雪蔓延：埃塞俄比亚的部分地区白雪皑皑，中国的农作物歉收，苏必利尔湖面开始结冰。


(19)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新史学”的推动者之一，研究领域包括乡村史、气候史、城市史、宫廷体系、君主制度等。他于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为他带来世界性声誉，并标志着年鉴学派的“人类学转向”。作为历史学家中气候史的创始人，近年来，他先后出版三卷本《人类气候比较史》，将气候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20)
  绅士科学家是指财务上独立的，以从事科学研究为个人爱好的科学家。


(21)
  视角本身可以成为谈论的对象，即元视角（meta-perspective）。


(22)
  “reality”在本书中统一翻译为“实在”，指存在之所是，与“现象”对立。具体内容可参见第16页中关于“实在”的注释。


(23)
  卡尔·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主要著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最广为人知的哲学理论是他对于人类历史进程中阶级斗争的分析。


(2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犹太人。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称为“维也纳第一精神分析学派”，以别于后来由此演变出的第二学派及第三学派。著作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等。其成就对哲学、心理学、美学甚至社会学、文学等都有深刻的影响，被世人誉为“精神分析之父”。


(25)
  安东尼·吉登斯，英国社会学家，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吉登斯以他的结构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而闻名。他与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路”（Third Way）政策也影响了英国甚至其他国家的政策。


(26)
  克利福德·格尔茨，美国人类学家，解释学人类学的提出者。


(27)
  詹姆斯·凯瑞，伊利诺伊大学俄巴那香槟分校传播学院院长，曾任美国《传播》杂志主编、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美国新闻记者协会主席。他是美国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所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为美国传播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主要著作有：《作为文化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1989）、《转变时代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
 ，1992）、《电视与新闻》（Television and the Press
 ，1988）。


(28)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是美国最伟大的学术体系缔造者。他是数学、研究方法论、科学哲学、知识论和形而上学领域中的改革者，他的“逻辑”所涵盖的很多内容现在被视作科学哲学和知识论。他发现并创建了作为记号语义学分支的逻辑学，发现逻辑运算可以用电子开关电路完成，因此预见了电子计算机。


(29)
  伊曼努尔·康德，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著作包括《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判断力批判》（1790）等。


(30)
  实在，指存在之所是，与“现象”对立。这个词有时用作世界的同义语，或指一切存在的总体。维特根斯坦即是在这个意义上断言，世界是事实的世界，而不是事物的世界。但有时，它也用来指独立于我们的意识和意志的客观存在。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形而上学专门讨论关于实在的一般原理。


(31)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32)
  “语言游戏”这个概念由维特根斯坦提出，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强调了语言活动的意义，旨在通过语言的使用过程研究语义。维特根斯坦的根本主张是不要把语言看作孤立静止的描述符号，而要看作体现生活的动态人类活动。


(33)
  也可译为“差异之源的差异”。


(34)
  尤尔根·哈贝马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35)
  创新共享（Creative Commons）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也是一种创作的授权方式。其主要宗旨是增加创意作品的流通可及性，作为其他人据以创作及共享的基础，并寻找适当的法律以确保上述理念。


(36)
  理查德·罗蒂，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1967年出版其《语言学的转向》一书，使得“语言学转向”这个当代西方哲学的关键词从此流传于世。


第二章　“我犯错，故我在”

——思想史中的传播与实用主义


 一、与经典的交流

纵观人类历史可以发现，传播理论不仅继承了经典的问题，而且探寻着相应答案。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围绕着关于实在的各个方面知识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而展开；那么，传播研究则围绕着媒介与讯息展开分析与考察。通过媒介与讯息，人类交流并思考对于实在的不同认识，并根据这些不同的认识付诸行动。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1)

 就提出了基本的传播模式的三个构成要素：

言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则是言语的符号。正如每个人的字迹各不相同，同样的，每个人的声音也各具特征。尽管如此，那些代表内心经验的符号对所有人而言却都是一样的，这正如那些经验所反映的图像对于所有人也都是一样的。（Aristotle，2007b：n. p.）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它们在人类头脑中的印象，人类对于事物及其印象的口头或文字表达——这些成为知识（knowledge）
(2)

 与传播领域绝大多数理论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的重要性与相互关系吸引着哲学、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长期关注。尽管如此，知识和交流知识——包含失败的交流在内（Peters，1999）——的观念之间建立广泛而确切的联系却没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具体而言，直至19世纪后半叶，上述两者之间才逐渐建立起相互联系，并得以发展。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基本命题均源自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3)

 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我的出发点则是另一个命题：“我犯错，故我在。”（Erro，ergo sum）——我犯错，因此我总是已然存在于和其他事物的相互关联之中，这些事物既包括了自然环境，也包括了传播过程中的其他社会个体，而后者无论对于我们的生存还是实现美好生活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

本章回顾了思想史中关于认知、传播与行为的一系列关键理论。需要强调的是，哲学中的实用主义传统提供了建构当代传播理论的基础，而传播理论则强调了人类知识、交往实践和社会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伊曼努尔·康德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1787）从人类个体的角度出发，提出下述三个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Kant，1998/1787：n. p.）与此相对应，从集体与交往的角度出发，实用主义对康德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重构，将其变成了下述三个问题：“
我们

 能知道什么？”“什么应当是社会共存的目的与手段？”“交流与传播如何通过可协商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希望和恐惧？”本章从亚里士多德出发，简要地对康德哲学中的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
(4)

 进行回顾，然后重点阐释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的理论体系。这是因为，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皮尔士的研究最为频繁地与符号学研究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皮尔士还提出了概念与方法论上的许多深刻见解。直至今日，这些见解才逐渐被学界所认识，并整合进入传播理论和科学理论体系中。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本章并非那些思想家的详传，也不想由此将他们的著作划归为传播理论的先驱范畴；本书的目的在于系统化，而非进行历史研究。我采取的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91b：94）所提出的“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方法，对所选择的历史命题进行一种“双重诠释”（Giddens，1979），从而实现“古为今用”的目的。诚如罗蒂所言，“重新语境化”即指：“一个人从习以为常走向质疑与探究——从目标的直觉改变，到经过缜密的计算推理，迈向革命性科学或政治（revolutionary science or politics）”
(5)

 ，这一过程意味着一个人把他的想法或信念放置到一个“全新的语境中。［而这一语境］既可以是一套新的解释理论，也可以是一个新的比较类别；既可以指一类新的描述性词语，也可以是一个新的个人目的或政治目标；既可以是这个人阅读到的最近的一本书，也可以是和他刚刚交谈过的那个人……”。这一细微的变化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在新旧语境之间划分出一条界线——一方面是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诸如那些重要思想家的烟波浩渺、众说纷纭的文献；另一方面则是当前的问题情境和分析议题。在本书的每一个案例讨论中，我虽然强调重新语境化，但同时也努力向读者提供充分的背景素材；这些素材对于重新语境化而言，也许是颇具争议性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呈现哲学研究中的两种不同的读解方式——循规蹈矩式（priestly）和预见式（prophetic）——的区别（Liszka，1998）。前者不仅要求最大限度地依循作品本身的文字叙述与精神内涵，而且也要求最大限度地与既有的学术诠释社群保持一致；而后者则允许读者推断作品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语境中所具有的重要性。

诚如读解经典有可能夸大经典在当前的重要性一样，对于经典的读解同样也有可能将差异扩大化，而这有时候体现为一种自以为是的、对抗性的读解方式。在批判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类意识的范畴类型所作出的贡献时，康德将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进行前后对比，并指出其方法上存在严重不足：

任何一位像亚里士多德这样敏锐的学者都无疑会对基本概念感兴趣。然而，缺乏任何的指导性原则，亚里士多德只是颇为随意地列举概念进行论证。在对范畴体系进行归纳和研究时，亚氏首先发现了十个概念，将它们称为十大基本范畴（predicaments
 ）。随即他相信自己又发现了另外五个，而后就将它们命名为后范畴（post-predicaments
 ）。这种随意性无疑使得他的范畴论述是带有缺陷性的。（Kant，1998/1787：n. p.）

同样，皮尔士深受康德的影响，他甚至坦言自己将《纯粹理性批判》烂熟于心（Peirce，1931-1958：1.560）。但在一次对康德的总结性评价中，皮尔士却认为，“［虽然我非常赏识］康德，［但他］只不过是一个迷茫的实用主义者（a confused pragmatist）”（Peirce，1931-1958：5.525）。

通过与经典文献的交流，我试图尽可能地探究什么是“宽容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Wilson，1958/1959：532）。这一原则提倡，在理解他人的观点与论述时，我们必须首先假设它们都是理性和有价值的，以期通过这种合理性最大限度地扩展相互理解的可能（更多的讨论可以参见Davidson，1973-1974）。宽容原则可以视作一种道德规范，它体现了传播过程中对于他人的权利的尊重。而在我看来，宽容原则属于一种实用主义的原则，提倡建立一种一视同仁的观念，从而确保传播的质量。只要我们的交流与传播持续，就需要我们最大限度地理解对方所表达的内容，甚至包括那些试图误导我们的内容——因为它们也有可能是理性和有价值的。这诚如社会学家伊坦·戈夫曼（Erving Goffman）
(6)

 （1983）在他近期的一部著作中所指出的，传播既要求双方具备认知上的容忍，又需要得到社会理智的承认。就与历史素材交流而言，那些经典文献的叙述与争论所未曾预见，甚至是无法预见到的重大价值，恰恰就是我们获益良多之处。


 二、重现亚里士多德

在著作《理想国》（Republic
 ）以及其他与苏格拉底（Socrates）
(7)

 的对话中，柏拉图（Plato）提出，我们通常感知的世界只是一个间接的映射，在其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理想形式的原初实在（primary reality）。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具有多样性和分散性——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这些表现形式都可以被视作是平等的，这一点依赖于我们的观察视角和语境。我们通常所说的传播的“内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内容不仅介于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而且介于可能的实在与显现的实在之间。任何事实或虚构的话语都只是代表了实在的一小部分，这些话语表征也只有部分被其受众理解和重述——谁将会接下来采纳或是拒绝其中的（部分）意涵，谁又将据此意涵采取行动，其效果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等。在传播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中，不断发生着从可能向现实的转变——它们或通过话语，或通过认知，又或通过行为得以表现。而这其间所发生的转化与变迁，即亚里士多德的“潜在与现实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主义立场与其致力于实现专业科学领域多元化的构想同时出现。这种现实主义立场使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框架很容易就适合于经验性研究。然而，自17世纪始，亚里士多德在中古与文艺复兴时代的经典地位便开始频频受到挑战。其原因在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物理学》（Physics
 ）曾被作为现代实验科学突破性发展的一个部分，而此时这本著作更多被视作是软自然哲学（soft natural philosophy）而非硬自然科学（hard natural science）
(8)

 。相应地，这部论著中涉及的一系列原则概念——如物质、形式、潜在、实现等——也都随之被认为无法提供建构一套全面描述自然界的体系的基石。尽管如此，上述一系列原则被认为更合适充当思考的工具（Hilfsmittel）（Wieland，1962：230）——它们既为探索自然（与文化）中特殊体系的可能存在提供了前提和途径，又为相应的研究提供了适当的方法。根据沃尔夫冈·维兰德（Wolfgang Wieland）对于亚里士多德的重新诠释，他所提出的原则的核心之处并不在于它们的描述性，而是在于一种反思式的运用。从传播理论的视角来看，亚里士多德的原则提供了一套基于日常语言结构的分析框架。而日常语言则是带有修辞色彩的惯用语句（rhetorical topoi
 ），或者说是一种司空见惯、但同时也是日常交谈和科学分析所依赖的东西。由此，原则与那些使得思考与讨论成为可能的实在的相应内容之间并无冲突。这是因为，原则已经服从于人们与现实世界的具体互动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具体交流活动。维兰德（Wieland，1962）也因此而总结道，亚里士多德的原则并不涉及“唯名主义”（nominalism）——唯名论只承认物理特殊性的真实性，并认为所有的物理特殊性只拥有一个共同的名称，而如原则这类的抽象概念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如维兰德所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并非唯名主义，因为语言本身并非唯名主义”（p. 339，作者翻译）。语言并非我们所能完全掌握的，却是我们证明自身对于特定事物有所了解的首要媒介。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心理印象和交流表达都是同样真实的。

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
 ）这本书中，亚里士多德具体阐释了潜在（potential）与现实（actualization）这两个概念。他尤其对于其中最为费解的概念，即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表现都具有同样的真实性进行了解释：

人们试图寻找潜能（potency，可能性的存在）和完全实在（complete reality）两者间的统一与差异。但如上所述，直接的质料（the proximate matter）与形式是统一的，前者可以看作是潜在的（potentially），后者则可以看作是现实的（acutally）。因此，上述问题就好像在问，通常这两者统一的原因是什么，每一个事物成为一个统一体的原因又是什么；每一个事物都是一个统一体，潜在与现实以某种方式融为一体。（Aristotle，2007a：n. p.）

潜能（potentiality）
(9)

 这一概念就其本身而言恰恰是“不可定义的”（indefinable）。为此，亚里士多德运用特殊例证对其进行了解释，如后世评论家之一的叙述所示：

总体上来说，现实性（actuality）之于潜在性（potentiality），正如施工者相对于设计者，清醒者相对于熟睡者，看见的人相对于有视觉但却闭着眼的人，用质料塑造而成的事物相对于原先的质料，完成品相对于原材料。（Ross，1923：176）

在当前的语境下，上述案例清晰地表明了亚里士多德不仅将潜在和现实的原则运用于物质实在（material reality），而且同样也运用于意识与传播中所显现的实在。

将实在视作是一系列多样化与分散化的实体，其中每一个实体都具有若干种不同的潜在状态，并通过语言以及其他传播方式对上述状态进行表达，这不仅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而且迄今为止仍是对于人类知识与传播的核心挑战。这是因为，对于基本的人类经验而言，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中的普通事物都是以一种具体的形态存在，即使这种状态会受到其他事物的影响而发生改变——这就好比台球比赛中黑色八号球撞击其他台球，并使得后者发生移动一样。此外，对于状态的改变而言，其背后过程却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常说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它可能会吓人一跳，也可能砸伤了人，还可能由此而引发了围绕着苹果为什么落地的奇思妙想。亚里士多德在其论著中也区分了两种不同意涵的潜在：一种是希腊语中的原意，即，“一个事物所具备的、使另一个事物发生某种变化的能力。另一种则是亚里士多德主要感兴趣的，即一个事物从一种状态演化至另一种状态的潜力”（Ross，1923：176）。潜在与现实的原则通常被称作“二元性”（dualities），这一原则也假设了第三种要素或状态（instance）：一种外部或内在的因素引发的变化过程。问题在于，是什么引发一种潜在向一种现实状态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是在单一实体中，还是在一系列的组织或者结构中：亦即“使潜能转化成为现实的动因”（Aristotle，2007a：n. p.）。

显而易见的是，对于不同的自然和文化领域而言，其间的转变过程也不尽相同。亚里士多德从事物的目的因（final cause，也可译作终极因）
(10)

 ——亦即事物存在的目标或目的——中找到了对于事物的状态与变化的最终解释。在一种固有的、意涵丰富的宗教经验体系中，同时，这种宗教体系只具有一个既定的目的；这时候，现实（actuality）才是确定的：“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只有上帝才是真实的，因为他总是在该出现的时候以合适的形象出现，只有他不存在任何不可预测的潜在。”（Ross，1923：178）如果从一种俗世的、现代的世界观角度来看，包括自然事物、人类生命或社会关系在内，任何事物的目的和变化都是完全无法预知的。无论是目的，还是实现目的的最佳途径，它们都取决于个体反思和公共协商，而上述两者的实现又都依托于历史语境下可利用的媒介。在媒介研究领域，将不同的信息传播技术所拥有的潜力和其实际社会运用进行对比，这成为一项意义深远的研究。而媒介所拥有但尚未实现的潜力——及其无法预料的后果——也呼唤研究界给予更多的关注与讨论。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把潜在与现实作为“敏感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运用于本书的不同讨论之中，这些讨论涉及传播的物质、话语和制度基础。“敏感性概念”有别于操作性或“决定性的概念”（definitive concepts），后者指“对一类事物共性的准确表述”（Blumer，1954：7）。在本章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潜在和现实的原则与思想史上的另外两次转折联系起来。这两次转折，一次与认知有关，另一次与交流和传播有关。树立潜在与现实这两种状态的转变或博弈——亦即“引发变动的原因”（Aristotle，2007a：n. p.）——的视角，将有助于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同时涵盖个人的认知层面（我能知道什么？）与传播实践（我们能知道什么？）的内容。尽管亚里士多德将潜在和现实的原则运用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的人类知识，但恰恰是后者——即人类如何获取关于潜在的实现的真知灼见（actual knowledge of a potential reality）这一问题——占据了现代哲学的舞台。


 三、康德与若干哥白尼式的转向

哲学的历史包含着一系列的“转向”（turns）。每一次的转向意味着哲学的主流都经历了重构假设前提、重新界定关键问题或者重新确定首选的分析流程的过程。简单回顾一下，几乎所有的古代与前现代的哲学理论都雄心勃勃地希望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解释实在。它们提出：“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的古典哲学家假设了构成世界的四大元素：火、空气、水、土。自17、18世纪始，现代哲学界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对于上述问题进行了重构，形成了更为恰当的表述方式：“世界上哪些是可知的？”在20世纪中，许多哲学家开始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以探寻：“（我们所谈及的）‘可知’和‘世界’究竟指什么？”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一变化过程体现了哲学研究从知识的客体转向作为知识的前提条件的主体，进而转向有可能衔接起哲学方程式主客体两端的形式载体的过程。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哲学逐步意识到了语言与其他交流的方式不仅是接触世界的具体切入点和观点的载体，也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必要条件。20世纪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也加入了这一转向之中，朝向信息与传播的形式载体方向发展，这诚如我们所见到的诸如控制论和符号学等学科传统。

当代传播理论的孕育过程中，康德将第二次认识论的转向寓于他的下述问题中，即“我能知道什么？”。他将这一次转向称为“哥白尼式的转向（Copernican turn）”
(11)

 ，其名字源自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2)

 。在《天球运行论》（1543）中，哥白尼论证了行星的运行无需依赖“地心说”的假设前提，并最终证明与确立了以“日心说”为核心的现代宇宙学体系。与此类似，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也把他的哲学体系展示为一次同样的视角反转。具体而言，康德试图将哲学界的关注焦点从知识的客体本身转向范畴；而后者则是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类把握客体的工具。一个人能够掌握什么哪些内容，取决于作为认知主体的这个人本身。

一个转向将地球置于物质世界中的次要地位，与此同时，另一个转向将人类个体主体置于物质世界的中心，天文学与哲学的这两个转向参与了传统文化与社会向现代文化与社会转型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之中。其间，文艺复兴运动
(13)

 再次确立了人作为宇宙中心的观念，并推动了人文学科（humanism）的发展，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研究与教育领域（Kristeller，1961）。诚如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
(14)

 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类不仅成为理解世界上存在的万事万物的参照，而且成为改造自然、使其为人所用的参照。不仅如此，宗教改革运动
(15)

 进一步对教堂在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中“任何应然”（what ought to be）这一问题上的权威提出了彻底的质疑。“宗教信仰应属于私人事务”这一观念越来越频繁地成为公共议题的内容，这部分得益于印刷媒介的扩散影响（Eisenstein，1979）。

在康德看来，无论是从描述—认知（descriptive-cognitive）（我能知道什么？）的意义上而言，还是从规范—伦理（normative-ethical）（我该如何做？）的意义上而言，人类个体都是通过理性解决怀疑的最终决定因素。然而，在康德看来，人类并非孤独地存在于宇宙的中心，宇宙的存在有着其目的或目的因。由于人的理性，上帝没有被质疑。对上帝的信仰可以被视作道德行为和个人幸福得以实现的前提：“根据纯粹理性的原则，上帝和未来生活这一对假设是与理性加诸我们身上的责任密不可分的。”（Kant，1988/1978：n. p.）

对于康德而言，如果上帝是理性存在的最终状态，那么，理性存在的最初状态就是人类理解的范畴（categories）
(16)

 。在康德生活的年代，宗教教条主义（religious dogmatism）、简单经验主义（simple empiricism）和怀疑主义（skepticism）挑战着哲学的地位。为了打破上述观念对于哲学所形成的挑战，康德提出，人类确实掌握着实在的知识（knowledge of reality），而这恰恰是因为人类本身提供了必要的范畴——或“先验形式”（transcendental form）——它使得人类能够把握自然界中即便是最为基本的物理事件。这些范畴是人类知识的前提条件，而人类的知识既是综合的（synthetic），又是先天的（a prior）——通常被视作相互矛盾的统一体。所谓先天，是指人类的知识并非单纯由感知经验获取，而是将其假设为逻辑结构或意义结构；所谓综合，则意指人类知识所涵盖的某些重要现象或领域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意义。典型的例子即为原因（cause）与影响（effect）这两者的关系，如先前提到的台球撞击和苹果下落。康德认为，因果范畴既非“外在”于实体或事件，也非“内在”于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的心理分析之中。事实上，因果范畴是在感知之前，使我们意识到事件将要发生的前提条件。范畴不仅使得经验的具体状态成为可能，而且为经验增添了具体的形态。它们衔接起了基本感知和后续的认知活动，并推动了对诸如具体因果问题的确切性质的探询。就此而言，范畴仿佛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雅努斯（Janus），它同时面向着认知和探索活动的主体与客体。康德的范畴理论介于潜在世界与心理的实际状况之间，协调着上述两者，并引入了特殊的第三种状态，从而解释人类个体主体与实在的交往活动。

康德的哲学体系是持续不断的反思的结果。如同之前和之后的思想家一样，康德试图将两种类型的世界统一于范畴的稳固基础之上。在康德笔下，这两种不同的世界是“自在之物”（das Ding an sich）
(17)

 和“为我之物”（das Ding für mich）
(18)

 。如同其他的哲学基础一样，他所提出的这一体系也充满了争议性，这种争议性不仅仅体现于进一步的逻辑考察之中，而且体现于那些非常新的经验性证据的形式之中。众所周知，原子物理学引入了互补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这一原则认为，至少在物理现实的原子层面上，“研究客体与测量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现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Bohr，1958：72）。事实上，某些事物既是粒子，同时又是波，只是这两种形态并不存在于同一个观察和测量的语境之中。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的同事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曾经明确表示，量子物理学撼动了康德哲学的基础：

无论何时，当我们试图从原子现象的研究中推论其规律，我们发现我们不再将客观的过程与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而只是与彼时的观测条件联系在一起……康德不可能预见到，在一种超越日常经验的实验领域内，我们不再有可能将观察看作他们所说的“自在之物”或“客体”……（Heisenberg，1971：122-23）

更为根本的是，进化论认为，人类进化史中的智人（homo sapiens）
(19)

 理解实在所依赖的范畴也是一个随着自然选择而变化的主体。自然界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客体，它包含了智人这一特殊的动物种类；而智人则会对自己在自然界中所处的一席之地展开思考与讨论。从两千五百年的西方思想所显现出的趋势看，它是以不同表象不断地重复着相似问题——现实主义（realism）相对于唯名主义（nominalism），物质主义相对于理想主义，以及哲学中其他的“永恒性”问题——这一趋势也许见证了一个绝对真理，即：进化受制于人类通过认知与传播而共同掌握的内容。就其本质而言，类似下述此类的问题——人类求知的历史局限性是否可以从我们的进化环境中推演出来——都无法从人类自身处得到答案。

康德所向往的是一种最初的认识论——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
(20)

 。这并非意指一种规定了一小部分权威教条的、贬义的基础主义，而是一种从描述的意义上而言的、精心建构起来的研究的基础原则。不仅如此，康德的认识论建立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基础之上。个体被赋予了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与责任：“启蒙主义的口号也因而成为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Kant，1970/1784：54）相对而言，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提出了可错论（Fallibilism）以及社群主义（communalism）的认识论体系。包括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内的人类都必然会犯错，但作为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中的一名成员，他们将有可能获得确信的结论，哪怕这只是在最终时刻。“一个稳固的基础”这一惯常的隐喻通常最后被发现很可能只是空中楼阁，抑或是“一根受到最脆弱的衔接环节所制约的链条”。与上述隐喻恰恰相反，皮尔士更偏好如下的隐喻：“一根由无数纤维所拧成的缆绳——尽管每一根纤维都是纤细的，但只要这些纤维的数量足够多且连接足够紧密，这根缆绳就是牢不可断的。”（Peirce，1931-1958：5.265）皮尔士以自己的立场体现了思想史发展中另一个哥白尼式的转向。


 四、皮尔士实用主义
(21)



1．符号（Signs）与解释项（interpretants）

与康德一样，皮尔士也发展了一套概念与分析范畴的宏大体系。但与康德截然相反之处在于，皮尔士并未将自己思想的主要成果体系化。因此，他的研究贡献广泛地分散于逻辑学、数学、符号学以及哲学领域。迄今为止，他的作品仍然频频作为权威著作得以出版（Peirce，1982：vol 1ff.）。因此，阅读皮尔士的著作应当，或者至少需要运用到预见性的读解方法（Liszka，1998）。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系列集刊和评论的传播影响下（关键性概念，可参见Peirce，1992-1998），皮尔士的符号学在近几十年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也部分来自他的科学理论（例如，可参见Colapietro，1989；Joas，1993；Sheriff，1987；Singer，1984；笔者对于皮尔士及其实用主义理论在媒介和传播领域的研究讨论，可以参见K. B. Jensen，1995）。这其中，公认的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皮尔士对于符号的广泛界定。符号不只是单词、图像以及其他的外在称谓：它既是人类意识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衔接主客体的组成部分。

被广为引用的皮尔士对于符号的定义之一如下：

符号，或称为“代表项”（representamen），它是某种条件下所指之物的代表。通过向人们言说，符号使解释者在其头脑中产生一个对等的或更加深刻的符号。对于产生的这个符号，我称其为原初符号的解释项（interpretant）。它本身代表了某物，即它的对象（object）
(22)

 。（Peirce，1931-1958：2.228）

皮尔士的假设前提是：感知、认知、反思与传播等活动都需要以符号为中介。相应地，符号可以分为许多种类——从基本的感觉印象到简单的叙述表达，从视觉描述到计算机算法。与此相似，符号所指涉的客体也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它们分布于实在的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这些客体包括了物质实体、潜意识、集体信仰等，它们都应当被视为是真实的。最后，解释项是一种“二阶符号”（second-order signs）的形式。通过解释项，人类不仅适应实在，而且与实在相互作用。

皮尔士的思想及其对传播的最关键的启示在于解释项。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解释项区别于解释者，即进行解释活动的人类主体。作为一个认知与交流的范畴，解释项代表着解释过程中的某一个环节——符号阐释过程（Semiosis）
(23)

 。解释并非单一或统一的行为，即通过符号这一工具一劳永逸地将外在实在的特定方面内在化。解释项也不是利用人类心灵中已经存在的本质事物（in there）以描述外在事物（out there）。符号（“代表项”，representamen）或解释项并不构成事实（fact）的一个基本的、原初实在的次级表征（secondary representations）。相反，实在一方面呈现着自身，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的符号将自己呈现于经验之中（Bergman，2004：299-309）。符号并非“自在之物”（das Ding an sich）和“为我之物”（das Ding für mich）之间的分界；而是维系我们与实在接触的三维界面（three-way interface）。

近几年符号学的发展中，皮尔士的三元符号模式日益引人注目，并逐渐取代了二元论的概念与分析范畴。所谓二元论，是由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959/1916）
(24)

 的符号学中所提出来的语言学框架。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皮尔士的符号学试图在思维和分析的统一图景中消除主体与客体在认识论上的分歧。通过对康德的继承和批判，皮尔士反对下述观点，即感知是一种交互界面或第三种状态，它通过一个基本范畴的狭小渠道，发生于主客体初步接触的短暂时刻。与此相反，皮尔士提出了一个广延的符号阐释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一个由感知、认知和行为符号类型相互关联的复杂体系。图2.1呈现了一个解释项如何既扮演一个需要进一步诠释的符号，同时又作为一个坐标而指向即将介入行动的客体。虚线部分说明了符号在衔接诠释者与世界的过程中所扮演的构成角色（constitutive role）。同时，图2.1还呈现了个体认知与人际交流之间的平行关系：传播者通过符号与实在中的其他主体以及客体建立联系。从今天来回顾，皮尔士推动了哲学发展中的半个交流的转向。他不仅将康德的范畴重新定义为符号，而且还将研究活动的过程界定为带有现实意涵的交流与传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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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意义生产过程

2．信念与行动

与符号学相似，在哲学界，尤其是美国哲学界中形成实用主义的传统之前，实用主义在思想史中有着漫长的谱系（Lobkowicz，1967）。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代表人物包括了三位领军式的人物——皮尔士（Peirc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25)

 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
(26)

 以及一系列的思想家和评论家（相关的综述可参见Menand，2001）。他们所争论的话题围绕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展开——既包括对于实在的领会和体悟与具体的接触之间的关系，又包括了伦理原则和道德选择的关系；既包括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关系，又包括传播与行为的关系。毋庸置疑的是，理论与实践的概念受到历史环境变化的影响。康德与启蒙运动都相信并积极提倡“人本主义”的精神。而卡尔·马克思则成为哲学界第一位提出“人类在改变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也改变自我”这一观点的哲学家（Lobkowicz，1967：139）。传播和其他集体努力一样，都将产生结构性后果。

皮尔士以略带隐晦色彩的实用主义格言（pragmatic maxim）将实用主义总结如下：

想想看我们设想那些自己所构想的客体对象具有怎样的效果，而这些效果又将产生哪些影响。由此，我们对于这些效果的设想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一客体的所有想象。（Peirce，1986：266）

进一步加以解释，这其中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实践”（practical）和“设想”（conceive）。一方面，皮尔士试图将自己的研究区别于同一时代的那些纯粹抽象的概念分析。由此，实用主义超越了人类意识的哲学领域，进入社会实践的哲学领域。另一方面，皮尔士意识到，只有当我们以多种恰当的符号构想——并考察——我们的研究客体，我们才可能把握到它们所蕴含的潜在的实际效果。因此，实验室实验（laboratory experiments）和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s）
(27)

 都应当得到积极的提倡。事物的实际效果累计形成差异，这些差异体现于存在及研究的物理、生物、社会以及心理学等层面上。正规的科学研究和非正式的学习活动有着相似的过程。皮尔士（1931-1958，5.51）甚至将源自经验的学习过程和通过开玩笑或恶作剧（practical jokes）的形式所进行的教学活动相提并论，他说“我不记得哪个人曾经提倡过开玩笑或恶作剧的教学方式。不过，这揭示了我们最佳的学习方法：它就是经验”。我们从犯错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作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信念”（belief）的概念将哲学态度与日常事务联系在一起。为了能够与符号阐释的过程性概念和经验的实际意涵相对应，皮尔士认为，人类的信念是意识流向实际行动转变的要素。信念并非关于事物的心理表征，而是构成了与事物相关的一种倾向——对于实在中某种情况的参与。信念受制于那些有待付诸行动的观念。在19世纪后半叶，即皮尔士写作的年代中，这种将意识看作是一种过程（processual）与差异（differential）的理解在哲学界与科学界广泛传播。英国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28)

 在其颇具深远影响的著作《逻辑学体系》（A System of Logic
 ，1843）中就此观念进行了积极的提倡。除此之外，苏格兰的哲学家贝恩（Alexander Bain）虽然名气不大，但他关于信念与行为的不可分割性的观念对于美国实用主义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贝恩提出：

脱离开与行动的关联，信念没有任何意义。但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和现实之间的区分却可以用于说明信念不指向行为，但仍然有意义的情况。对于那些还未付诸行动的客体而言，我们的信念就是在恰当时机来临时，“一种蓄势待发的态度或倾向”。通过修身与教育，我们掌握了一系列科学与历史的信念。也许我们永远不太可能有机会依照这些信念而采取行动。但当意料之外的情形发生时，我们却已然有所准备。这种已然就绪的准备构成了信念。（Fisch，1954：419f.）

在许多当代的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表征（representation）与倾向（readiness）之间的一种实用主义区别，后者往往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29)

 的“习性”（habitus）
(30)

 的概念，即指将行为具身化、社会化的一种倾向。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84）则以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描述那些活动于意识或外在话语层面之下、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指导社会行动者的范畴。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围绕信念和行为的研究更多针对潜在的“效果”与实际的“效果”而言——媒介如何影响人类，而人类又是如何运用媒介（Katz，1959）。在过去几十年间，许多研究已经强调了上述两者的交替变化。这些研究关注传播活动或“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中作为积极参与者的受众。而“诠释社群”这一概念则可以追溯至皮尔士。

图2.2总结了皮尔士的符号学与实用主义理论体系对于媒介与传播研究而言的意涵。图表建构了一个基于符号模式的轴线，呈现了信息、传播与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点我将在第三章中进行具体阐释。我们通过信息表达并呈现对于实在的理解，特别是那些介于符号与客体之间、仍属于本质上可争议的（essentially contestable）关系；传播则为个体讨论和群体协商提供信息。传播的目的与诠释预示了人类对于自然客体、人工产品以及其他社会个体的行为反应，这种行为的范围包括了本地到全球的不同层面。自皮尔士始，哲学的发展至少经历了两次额外的转向，它们不仅围绕着交流与传播展开，而且对媒介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0世纪哲学界中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则两次为哲学界和其他一系列的学科与研究领域设置了研究议程。在第二阶段中，维特根斯坦的主张得到了经典的实用主义与近代传播研究理论的簇拥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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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信息、传播与行为


 五、案例研究：诠释社群

“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是媒介、传播和文化研究等跨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常见概念。它认为意义并非“存在于”媒介或其他话语之中。意义的存在离不开诠释单位的介入（相关文献综述，参见Holub，1984）。从根本上而言，观念并非那些存在于解释行动之前的，或者外在于解释行动的信息或团体（Fish，1979）。更恰当地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中的媒介研究均试图对作为一种文化过程的意义生产活动展开考察。在上述过程中，意义的潜在依托于特定的主体、语境以及目的得以实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定性的接受研究（qualitative reception studies）着眼于普通媒介受众如何具体地理解与评价不同类型的媒介产品——它们不考虑文本分析和其他专家的意见内容（K. B. Jensen，1987）。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现有的研究已就受众分析中的诠释范畴与社会统计学范畴之间的相互关联深入地开展了讨论。

受众与媒介的接触就好比主体与客体的接触。皮尔士将人类的认知活动设想为一种社群活动，并暗示了它也是一种交往活动。这样，从一开始，皮尔士就将自己同现代哲学的出发点——普遍的怀疑论——相互区别。而现代哲学的出发点正是笛卡尔所总结并予以解答的一种绝对确定性：我思，故我在。皮尔士抛弃了上述的问题与答案。他站在批判的常识主义（critical common-sensism）的立场上，认为“这一最初的怀疑论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让我们在哲学中不去假装怀疑那些我们内心中并不怀疑的事物”（Peirce，1958：40）。只有当怀疑具有实际的后果时，它们才是有意义的；不仅如此，也只有公众而非个体能够解答这些怀疑：

除非真相被看作是公共的——即任何人只要展开调查，并真诚地探寻不变的信念；同时，这一过程持续得足够长久，他就能够被说服接受——否则，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接受一种完全无效的、只属于他个人而不被他人所接纳的信念。（Peirce，1958：398）

在所有的人类求知活动中，无论它们正式与否，正是社群为其提供了一个交流与传播的平台，它鼓励理性的怀疑，并推动对于怀疑的解答的交流。不仅如此，对于社群而言，它也只可能在最终阶段时获得真理。皮尔士将“超个体的诠释单元”（transindividual unity of interpretation）（社群）和“经验的长期有效性”（validation of experience in the long run）（最终阶段）这两个前提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哥白尼式的转向”（Copernican turn）。这种整合“也为皮尔士摆脱休谟的怀疑论，同时，不需要恪守当时被业界所普遍接受的康德所提出的命题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提供了可能”（p. 101），这其中也包括了被作为哲学界权威的康德所提出的范畴论。

虽然皮尔士的“哥白尼式的转向”围绕着交流与传播而展开，但从当代视角来看，他却并未将其表述成为一种传播理论。一方面，皮尔士发展了符号作为实在的传播媒介的理解，以用于实践和反思的目的（尤其是他后期的符号学作品中，参见Bergman，2004：242-256）。另一方面，与先前的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一样，皮尔士预先假设了一种固有的、意涵丰富的世界的存在。某种程度而言，实用主义试图以一种宗教的世界观调和革命性的自然科学（Kuklick，1977：26）（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出版时，皮尔士20岁）。论及实在的最终状态时，皮尔士则相信哲学家们所谓的“反事实的”（counterfactual）论据：所谓实在，只有在我们拥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探索和交流时才有可能
 获知。因此，皮尔士更愿意将诠释社群视作一种抽象的概念而非操作性的范畴，更不要说研究的民主原则了。尽管一些评论家给皮尔士戴上“逻辑社会主义”（logical socialism）（Fisch，1984：xxviii）的帽子，但实际上，皮尔士不仅曾经猛烈地抨击民主，而且还批判过“普选制和孱弱运作的政府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Peirce，1958：402）。

另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将诠释社群的概念进一步推向了一种抽象理念的方向，他就是乔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
(31)

 。罗伊斯认为，“从逻辑角度而言，团体优于个体”（Parker，2004：n. p.）。在提倡唯心主义的绝对形式的同时，罗伊斯特别关注犯错作为一种无可争辩的事实（a fact of life）以及犯错作为研究中不断出现的可能性这两种区别。众所周知，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偶尔产生错误的想法，例如，我们把东西落在哪里了，我们答应何时赴约？在罗伊斯笔下，恰恰就是错误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识别错误的能力，证明了圣贤作为一种公理的存在。甚至于，在任何前述例子中，个体心智也许并未认识到这一原则。“一个想法之所以能被称为是错误的，唯有当它在实际中被囊括进一个更高的想法之中，而这一过程不仅使得起初的想法完成了它的使命，也随之将前后两个想法进行了对比。”
(32)

 （Royce，1969/1885：351）罗伊斯根据皮尔士的符号与社群的概念对自己的原则进行了定义。在传统观念下，唯心主义认为现实的所有方面都可以整合于一个绝对精神（an Absolute Mind）之中。但罗伊斯提出，“实在是思想或符号的集合，而思想或符号则产生于无数的心智集合的诠释过程中”（Parker，2004：n. p.）。

从当代视野来看，诠释社群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构成，它参与了如学术研究、公开辩论以及其他形式的协商与讨论。专家和大众团体的交流与沟通成为包括自然领域和文化领域、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专业知识回馈整个社会的重要途径。然而，如同宗教信仰一样，科学发现与民主成果不仅是偶然的，而且并没有得到任何保障。在一个缺少最初基础（first foundations）或者最终状态（final instances）的世界中，谬误论获得了比皮尔士所隐喻的还要强烈的意涵。而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格言同样适用于格言本身。因此，我们必须知道，作为进一步研究和后续行为的基础，相对较短时间的研究可以提供些什么？

只有在当前就显示出“效果”的前提下，研究的“长远性”才具有意义。如果这样的效果存在，那么这些“效果”将产生一种“实际影响”或实用主义的意义。如果“效果”不是那么明显，那么，我们不允许所谓的“长期性”削弱或破坏当前本体的重要性。（Wells，1996：322）


 六、语言学转向

在现代哲学中，讨论次数仅次于康德的“哥白尼式的转向”的，就是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Rorty，1967）。“语言学转向”这一术语指称对于语言的结构与功能进行细致分析的方法，它尤其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界中，并成为一种不仅可以把握客观实在的结构，同时可以了解这类知识的条件与不足的出色方法。当皮尔士强调符号的异质性时，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把重点放在以语言学为基础的、逻辑建构的实在表征上。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Wittgenstein，1972/1921）中，维特根斯坦提出，所有知识都必须建立在关于实在的最小特征的基本命题上。对自然规律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推论或归纳而言，它们也应当能够最终还原为对于基本现象的直接观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立场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思想史中，甚至早于康德以及其确立可知世界在人类意识的中心地位。相应地，哲学的目的就可以视为重新建构实在的基本结构跟语言结构和逻辑结构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后两者表达了人类对实在的潜在理解。通过这种方式，维特根斯坦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logical positivism）的某些核心议题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当这一原则运用于历史学与社会学领域，包括文化和传播研究中时，它引发了20世纪研究学界在理论与方法论上最为激烈的几次论争。如果仅仅允许部分的基本符号［表征实在］，那么，我们该如何就那些涉及权力、美丽或者常常激发人们采取行动的道德等一系列的内容展开交流与传播？

在19世纪上半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33)

 成为实证主义的开创者。孔德曾经是皮尔士批判的对象。这是因为，皮尔士提出的认知与探索的三元式概念跟孔德的二元论与简化论思想截然不同：

孔德［与其他实证主义学者］只是采纳了他们所认为的感知的第一印象。但事实上，这些内容完全不属于第一印象，而只是知觉的对象，即心理活动的产物。他们［上述实证主义者］不仅将知觉对象与我们的知识的理性部分的相互关联割裂，而且武断地把前者称为“现实”（real），后者称为“虚构”（fictions）。（Peirce，1955：267）

对皮尔士而言，上述问题的关键既在于一种符号（感觉材料）向其他符号（推断结论和行为意向）转变的过程，也在于进入上述每一个阶段的符号类型的多样性。如果说，实在是由多元化分布的实体构成，每一个实体都具有不同的潜在状态，那么，试图在所有的可能性之中达成一个共识，必然会产生一个缺乏说服力的，甚至毫无意义的结论。或者，它可能迫使科学研究只探索实在的某一部分特征。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在他第一本著作的结语中就已经为上述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维特根斯坦说，“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保持沉默”（Wittgenstein，1972/1921：151）。然而，在许多时候，沉默并不是一种选项。现实环境迫使我们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或者我们发现自己必须站出来反驳其他观点。

需要补充的是，“语言学的转向”对于哲学之外的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意涵。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近年以来，那些强调语言和话语作为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组成部分的理论有时被称为一次语言学、文化研究或叙事学的转向。在人文学科领域，对语言以及其他符号和象征、符号和象征的结构和功能的细致分析，长久以来就是历史学和美学所选择的方法论。语言学的转向在20世纪的各个学界中均得到了重新强调——无论是早期俄罗斯形式主义（formalism）
(34)

 （Erlich，1955），还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占据人文学科中垄断性地位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Culler，1975）。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通常将语言视作一种正式的、标准化的接触实在的界面，从而便于对实在展开系统的研究——这种方法利弊兼备。一方面，对于人文学科中仍占据代表性地位的定性研究而言，结构化与系统化的分析模式不仅提供了一种新的系统方法，而且提高了研究精确度与主体间性。另一方面，如后结构主义所示，语言有可能最终成为一个与研究客体割裂的、自我封闭的客体。不仅如此，研究中对口头语言的狭隘强调，对于非语言的艺术作品和大众音像媒介尤为不公平。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分析实践，语言学的转向相对忽视了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实践的角色，亦即忽略了真实的社会个体通过交往与传播活动参与到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也正因为此，思想史的最近一次转向凸显了交流这一观念，并重新与传播与社群这两个实用主义主题建立起联系。


 七、一次交流的转向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抛弃了自己提出的语言结构作为实在的结构的镜像的观点。他转而将语言界定为一系列复杂的话语活动——“语言游戏说”（language games）——语言活动无法脱离它们所建构的生活形式或生活实践。用一句格言总结维特根斯坦的第二阶段思想——“［语言的］意义存在于使用之中”（meaning is use）（Wittgenstein，1953：20e）——这一格言也归纳了近年来学科与跨学科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广泛变迁。意义既非存在于语言的形式之中，也不存在于它与实在的一致性之中，而是存在于一系列的目的之中；社群交流的语言（以及其他形式）则是服务于上述一系列或普通或特殊的目的。哲学上，这一区别有时被称为“知道所指（knowing-that）”和“知道如何（knowing-how）”之间的区别（Ryle，1949）：前者突出的是知道的“客体”；相较而言，后者指知道如何与客体产生联系。总而言之，哲学发展的最近一次转向强调了研究中心的再度转向，即从语言作为一种表征的媒介，转向语言作为一种交往的载体。

在本章的最后一节的标题中，我使用了一个不定冠词——一次（“a”）交流的转向——我认为，相较于前述的若干次“哥白尼式的转向”以及语言学的转向，交流的转向仍然处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对于这一过程中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地位与潜在贡献继续展开讨论。在进入下一章之前，我回溯哲学中的三个经典问题，并以其作为总结。这三个问题即“这个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这个世界？”以及“‘了解’与‘世界’这两个词究竟是何意义？”。一次交流的转向也许有助于我们将关注转向一种中间立场，它介于最初的假设与最终的结论之间，介于文本意涵和其所对应的客体之间：我们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它的解决方法？为什么会是实在？事实上，对于人类而言，实在提供了无数种实现共同目标和社会交往的潜在可能；尽管如此，这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够通过表达与行动得以实现。

一次交流的转向被认为是隐喻着一次实用主义的转向。这其间，争论的焦点在于我们——无论是作为个体、家庭、社区、国家、文化还是种族——准备付诸实践的信仰。公开的传播是人类研究探索的特有方式（a privileged instance），它包括了将所有公民囊括在内的民主意涵——“任何个体都是一个特殊的个体”（anyone as someone）（Scannel，2000）。斯坎奈尔（Paddy Scannell）将这一论述特别地同广播结合在一起，但其实际上拥有着更为普遍的应用前景。现代传播媒介面向着任何有能力并愿意参与其间的个体；但在实际中，它所面对的总是某种社会角色、文化身份以及想象的共同体（Anderson，1991）的受众。相比之下，思想史中的大部分理论不断努力树立起“特殊的个体可以是任何一个个体”（someone as anyone），或者完全客观（view from nowhere）的立场（Nagel，1986）。历史的发展表明，无论是最初的假设前提还是最终的结论，它们都有可能是错误的。我们无法变成其他人。然而，我们可以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将他们视作独特的个体；我们也可以将传播活动委托给那些在原则上服务于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社群与机构。

正因为此，无论是从整体上而言的传播的物质与社会条件，还是具体而言的现代媒介，它们都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此，无论是在理论语境还是实践语境中，它们总是成为不断被争夺的目标。传播可以被视作一种先天综合（synthetic a priori）——把握事物共同之处以服务于实际目的的前提。媒介则是知识的生产与散播的重要资源，它使得知识跨越时空，遍及社会个体。然而，直至最近五十年左右，这一系列的问题才逐渐与媒介与传播研究建立起相互联系，进而被纳入这一学科领域中。第三章的话题将围绕着媒介与传播领域当前的发展情况而展开。



————————————————————


(1)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


(2)
  这里的“知识”（knowledge）是指了解实在的方式。


(3)
  勒内·笛卡尔，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是近代唯物论的开拓者且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


(4)
  康德将他的“知识论”分成两个部分：先验的直观和先验的逻辑，这两个部分结合并统一起来，形成“科学的知识”。


(5)
  库恩认为，科学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一类是“革命性科学”（revolutionary science）。“常规科学”是渐进的，所谓发展式（development）的前行，是可以叠加在原有“科学体系”（即“范式”［paradigm］）之上的。而“革命性科学”则不然，其前行是革命性或颠覆性的，颠覆原有的范式。这种新的知识不能与原有的科学知识做简单加法，因为它与原有知识的范式不同。所以这种新增知识是一种“革命”（revolution）而不是“发展”（development）。科学的进步往往是以“常规科学”的“发展”和“革命性科学”的“革命”相互交替、螺旋式的向前推进的。革命性政治同样有此意涵。


(6)
  伊坦·戈夫曼，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戏剧论的倡导人。


(7)
  苏格拉底，著名的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古希腊三贤”，更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8)
  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是指广义的“物理学”。自然则是指自身具有运动来源的事物的形态或形式，这些形态或形式只有在思想中才与事物相分离。


(9)
  源自希腊词dunamis，意指一主体引起另一主体变化的力量或能力，或一主体受另一事物影响的力量或能力。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潜能的重要性是通过它与本体变化的关系，在本体变化中，潜能与质料相结合。在这种意义上，潜能是一个事物可能的但尚未实现的状态。


(10)
  目的因，源自拉丁文finis，“终结”或“目的”。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明理论，目的因是四种原因之一，其他为质料因、形式因和动力因。通过诉诸目的因，我们可以经由一个事物的目标或目的来说明它。一个基于目的因的说明称作目的论说明。


(11)
  也有译作“哥白尼式的革命”。


(12)
  尼古拉·哥白尼，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


(13)
  文艺复兴（意大利语：Rinascimento，由ri-［“重新”］和nascere［“出生”］构成）是一场发生在14世纪至17（16）世纪的文化运动，在中世纪晚期发源于佛罗伦萨，后扩展至欧洲各国。这场文化运动囊括了对古典文献的重新学习，在绘画方面直线透视法的发展，以及逐步而广泛开展的教育变革。传统观点认为，这种知识上的转变让文艺复兴发挥了衔接中世纪和近代的作用。尽管文艺复兴在知识、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都引发了革命，但令其闻名于世的或许还在于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以及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博学家作出的贡献。


(14)
  普罗泰戈拉，希腊哲学家，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5)
  宗教改革运动是欧洲16世纪兴起的一次改革运动，以其反对教会的极端统治和压迫而闻名。其实质是资产阶级反对宗教对其发展的阻碍而发动的一场大规模反封建的社会政治运动。其从罗马教廷出售赎罪券开始爆发到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改革国教而到达高潮，在欧洲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6)
  人类理解的先验性范畴。


(17)
  “自在之物”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又译“物自体”或“物自身”。它指认识之外的，但又绝对不可认识的存在之物。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一词的理解是：在自然界中还未被人类认识的物质。自然界是人类可认识的。


(18)
  与“自在之物”相对。指已被人认识或改造、体现人的目的和需要、为人所用之物。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一切活动，特别是能动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它使统一的物质世界一分为二，造成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分化与统一；随着实践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介入，自然这个“自在之物”日益转化为“为我之物”。


(19)
  早期智人（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日文文献中称为旧人，是介于猿人（晚期猿人）和新人（晚期智人）之间的人类，是人类发展的第三阶段。


(20)
  基础主义，一种认识论观点，认为有些信念可以正当地直接掌握（即在感性知觉或理性直觉的基础上），而无需经由其他信念推论而来。在这样的观点下，其他种类的信念（也就是关于物质对象或科学理论实体的信念）并不被认为是基本或基础的，而需要由其他信念推论而来。


(21)
  通常也可翻译作“科学实用主义”。


(22)
  也可翻译为“所指”或“代表项”。


(23)
  符号阐释过程，也可以译为“指号过程”。符号阐释过程涉及三种因素：符号、该符号的所指物、该符号的解释项。


(24)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瑞士语言学家。祖籍法国，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


(25)
  威廉·詹姆斯，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是教育学家，实用主义的倡导者，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也是美国最早的实验心理学家之一。1875年，建立美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26)
  约翰·杜威，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与皮尔士、詹姆士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27)
  思想实验，即当真正的实验在实践上甚至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时候，试图通过想象一个情境来检验一个假设。它设想对世界作出某种干预会产生什么结果，但并不真正实施这种干预。这一工具被哲学家和理论科学家所广泛使用。它发挥想象来表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


(28)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


(29)
  让·鲍德里亚，法国哲学家，当代社会思想大师，后现代理论家，知识的“恐怖主义者”。


(30)
  习性，指协调社会结构与实践活动的主观性情系统，或指阐述共同社会生活的方法。


(31)
  乔西亚·罗伊斯，美国哲学家，绝对唯心主义在美国最重要的倡导者。这个体系认为，终极现实由观念组成，人们的心灵能够认识真理是因为人们的心灵是“绝对”（或称“世界精神”）的一部分。罗伊斯要为宗教和上帝的信仰寻找哲学基础。他发展了一种建立在彼此忠诚原则基础上的伦理哲学。


(32)
  即指，第一个想法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有了第二个、更高的想法，这个后来的想法使得第一个想法成为一个已完成的确定的想法，并与之进行对比，从而使得第一个想法被认为是错误的。


(33)
  奥古斯特·孔德，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著有《实证哲学教程》、《实证政治体系》、《主观的综合》等。


(34)
  俄罗斯形式主义是1915—1930年在俄国盛行的一股文学批评思潮，其组织形式有以雅各布森为首的“莫斯科语言学学会”和以什克洛夫斯基为首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其成员大多为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俄罗斯形式主义反对俄国革命前处理叙述材料的传统方式，转而重视艺术语言形式的重要性，认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在于它的文学性，而文学性存在于形式之中。这一词中的“形式”主要指语言形式。


第三章　产生影响的差异

——媒介与传播研究的科学与艺术


 一、学科的冲突

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诞生于若干学科、院系的融合交汇处，而这些学科与院系本身都有着超过200年的历史。在1798年前后，大学作为近代研究机构的角色逐渐形成（Fallon，1980；Rudy，1984）。在这期间，康德指出了大学中不同院系间的冲突。他认为，人文学科（哲学学院）而不是神学院，应当成为其他学院开展针对实在的自然和文化特征研究的基础（Kant，1992/1798）。大约100年前，社会科学逐渐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它们为日渐复杂的现代社会提供了相关的知识与专业管理人才（Murdock，2002）。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作为跨学科领域的媒介与传播研究逐渐形成，并致力于研究在社会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的、以技术为中介的传播活动。媒介与传播研究不仅汲取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自然科学的方法。纵观其简短的历史，这一领域始终是一片学科院系纷争的领域（关于该领域的历史，参见K. B. Jensen，2002d；Park and Pooley，2008）。尽管如此，大多数学者在原则上会同意，学科之间的
彼此割裂

 对于新知识的生产而言是有害无益的——但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在现实中避免
权威主导

 （imperialism）
(1)

 （K. B. Jensen，1995：141-145）？

本章将就媒介融合背景下理论与方法论融合的可能性展开讨论，并着重探究信息、传播与行为的观念。媒介是信息的载体——它们以文本、图像和声音的方式表达关于现实的表征和洞见。媒介是传播的渠道——它们不仅让传播者接触信息，而且能够彼此交流。同时，媒介还是行为的方式——无论是在开始或是结束阶段，传播都具有施为性。尽管大多数的研究传统都会对上述总体描述持认可的态度，但信息、传播和行为这三者无论是作为名词、概念，还是作为现象，均呈现出一种模糊性。这一模糊性可见诸那些在标准的传播模式基础上发展出的不同模式；而这里所谓标准的传播模式，指的是那些对教科书以及最前沿的理论发展产生持续性影响的模式。在此，我将差异（difference）视为一种具有中介性质的敏感化概念（a bridging and sensitizing concept）。经典的实用主义很早就预言了关于信息的最新定义，即信息是产生影响与变化的差异（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这一概念见诸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传播理论，尤其是系统论与符号学的研究中。而不同实在领域中差异的博弈，让我们重新回顾与审视第二章中谈到的人类认知与传播的第三种状态，它涉及了亚里士多德的潜在与实现原则、康德的先验性范畴以及皮尔士的三元性符号。差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与分析的一般性坐标，它出现在认知与传播转化与变迁过程中的关键时刻。为了深入考察从传播到行为的变迁，我以数字媒介为例，在社会结构化理论（social structuration theory）的宏观语境之中，重新审视交互性这一概念。在本章后半部分，我将沿着传播的上下边界，对传播的范围展开考察——包含了作为一种现象的传播的范围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传播研究的范围。在我看来，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设计与操控媒介，而所谓不同的媒介就是从不同的维度对媒介进行建构所产生的结果——如技术、话语以及制度的维度。以上这三个维度的媒介使得传播者能够思考事物是如何有可能变得有所不同。


 二、意义存在于何时？

普通语言学习惯于将信息描述为讯息或数据的一种属性，或者是人类传播的目的——这就好像把信息视为一个客观实体，它可以在不同空间之间迁移，可以被［人们］购买或拥有。而这一概念具有严重的误导性。（Krippendorff，2008b：2213）

尽管如此，“信息”却成为绝大部分研究中传播“内容”的基本概念。同时，对于那些从意义出发对内容展开讨论的研究传统而言，它们倾向于从本质主义的角度对研究实体展开研究，并探寻：“意义存在于哪里？”意义依附于哪一种物质实体、话语结构、精神状态或行为实践中？而我则提出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意义存在于何时？”（When is meaning？）（K. B. Jensen，1991）——我的目的并非避而不谈如何对传播的相关构成展开经验性研究，而是更注重对人类认知与社会交往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语境中信息与传播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辨识与区别。

与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从皮尔士到维特根斯坦等一系列学者在人类意识的不同模式上的分歧一样，总体上而言，传播的模式的作者们对于其组成部分并无分歧，但经常在各组成部分的地位和关系的问题上形成根本性分歧（McQuail and Windahl，1993）。一个意料之中的现象是，不同的学科根据他们各自研究的实在的特定内容来界定传播——传播或是物理符号（Shannon and Weaver，1949），或是话语符号（Jakobson，1960），或是社会实践（Lasswell，1948）。同时，学界也意识到传播所具有的多元性，因而经常通过隐喻或类比的方式，建立起实在领域和学术院系之间的联系。其中一个例子来自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对于克劳德·香农（Claude E. Shannon）（1948）的信息理论的经典评论。在这篇论著中，韦弗提醒道，“信息不应该与意义相互混淆”（Shannon and Weaver，1949：8）。同时，传播的技术、语义以及有效性应当有所区别。尽管如此，在评论的结尾处，韦弗仍然预见并展望了传播的一般性理论（a general theory），“毋庸置疑，（这一理论）将不仅考察传播渠道的能力，而且（即使这一术语是正确的！）重视考察受众的能力”（1949：27）。无论上述讨论准确与否，它们都指出了问题的关键。

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通过词语和符号得以交流与传播：跨学科领域尤其需要借助此类资源，从而实现不同学科领域间术语和概念集合的往复转译。差异——一种基于差别和关系的方法，它针对传播的构成与过程开展考察——提供了这样一种资源。为了区别信息是“一个客观实体”的表述，克里彭多夫（Krippendorff）（2008b：2213）采纳了格里戈里·贝特森（1972：351）关于信息的定义。贝特森认为：“‘信息’也许可以简单定义为任何的差异，这类差异将对此后的某一事件产生影响
 。”贝特森充分认识到，这个世界呈现出无穷无尽地差异，而这些差异或许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同时，贝特森回顾了康德的观点，即在作为一个“自在之物
 ”的一段粉笔中，“存在着不可胜数的潜在事实”。他进一步描述了这其中的极少量事实是如何获得了相关性（relevance）而成为信息的：

无论是一段粉笔与其余的事物之间，还是在粉笔与太阳或月亮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在一段粉笔内部，每一个分子的位置和可能处于的位置这两者之间也都存在着不计其数的差异。我们只是从这数量众多的无限之物中选取出非常有限的部分，这一部分即信息。（Bateson，1972：428）

不仅如此，差异还以不同的形式和状态得以呈现，如“……热力发动机（heat engine）中典型的力量、影响等……这其间所蕴含的能量……就是两种不同的温度之间一种差异的变化结果之一”（1972：351）。世界上万事万物——小到亚原子，大到行星——都有着不计其数的潜在的集合与序列。这其间，只有一部分最终得以实现。接下来，这些差异中极少数的事物将最终以人类视野中的信息形式得以实现——或通过个体的理解与认知，或通过社会交往。从媒介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差异可以从下述例子中得以一窥：新闻业在新闻筛选的过程中所选择与呈现（或抛弃）的信息；那些以面对面的方式得以（或未得到）再度传播的每日新闻；差异也可以指涉那些应对自然灾害的新闻或即将到来的政治选举而采取的举措（或不采取举措）。

贝特森的论述基于控制论的传统——所谓控制论，是“关涉动物与机器中的传播与控制”的科学（Wiener，1961/1948）（相关概述，可参见Heims，1991）。控制论强调对于自然过程以及文化过程的正规描述，两个过程据称都包含某些信息的初级结构。控制论的进一步假设之一是，这类初级结构将进入更加复杂的差异结构之中，而这些差异结构包含了如生命组织的功能到信息科技的编码：

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最简单的感知过程是基于下述推测：例如，原生动物的向性运动（以阿米巴虫的生长反应为例）必须持续性地告知生物体，某一方向上有光线，而另一个方向上没有光线。信息的许多片段也许比这一案例更为复杂。但无一例外的是，信息的初级单位必须至少包含下述这两个方面，即强调一方真实的同时，否定那些相反的、多半为不明确的另一方。（Ruesch and Bateson，1987/1951：175）

在这里，导致传播学者与哲学家产生分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于这种信息的结构究竟是初级的（elementary）还是最小的（minimal）这一问题上的准确判断；它究竟是一种经验性现象，还是一个分析单位，或者两者皆是，又或者两者皆不是。一方面，贝特森和其他控制论专家都继承了康德的观点；而康德则认为，差异并非“存在”于客体之中，而是通过人类对客体的关注与分析得以建构。另一方面，同样对于控制论专家而言，假设差异的复杂形态是由某些“信息的基本单位”构成，或者说，差异性可以简化为某些“信息的基本单位”，这种观点十分吸引人。由此，贝特森的构想认为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原始差异（Ur-difference）
(2)

 ，或者一个隐藏的信息本质。

我将差异看作是与亚里士多德的潜在与实现的原则同一层面的状态，并以其作为讨论人类传播时的敏感性概念（Blumer，1954）。同时，我并不提倡一种反还原主义（anti-reductionist）的观点，即那种对于简化不同的交往表达和经验的复杂性，或重述其间的特殊性的立场的否定。我将在第七章中讨论到一些必要的方法论上的平衡。以我们平时接触数字媒介界面为例，大多数使用者有过下述经验：当你距离屏幕图像足够近，你就可以通过图像的自然外形和颜色看出它们实际上是庞大的小像素的组合。而无论是像素还是它们的外形，它们的状态都可以在软件和硬件中进行修改——即0或1的赋值状态的改变，0或1代表着媒介的物理结构内部的最小状态。而某一层面和差异是否具有决定性，这取决于我们——作为使用者，或作为交互式界面的设计员，或作为程序员——所拥有的不同目的。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差异都是等量齐观的。然而，受到人类及其交往目的的影响，其中一些差异比剩余的差异具有更加特殊的地位
(3)

 。


 三、案例分析：三种产生影响的差异

某种程度上而言，格里戈里·贝特森采纳了查尔斯·桑德尔·皮尔士的观点——特别是后者的溯因的概念——却没有将其影响考虑在内（Bateson，1979：142-144；Bateson and Bateson，1988：37）。控制论和符号学这两种广义的传统之间有着许多相互关联和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
(4)

 （Heims，1991；L. E. Kay，2000；Wilden，1980）。一种基于信息和传播的差异性以及相关性的概念同样成为费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索绪尔将其科学称为现代符号学）的研究基础。作为符号学的第二位奠基者，索绪尔与皮尔士同处一个时期（但两位思想家都未关注到彼此的研究），他建立了一个研究“社会中符号的生命”（the life of signs within society）的框架。

符号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意义并非任何给定符号的固有属性，而是符号间相互区别的一个特征。声音、字母和单词经由彼此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得以界定；语句、书籍、图书馆以及文化则可以视作更为复杂的差异形态而加以考察。作为现代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奠基人，索绪尔将下述两个观点进行了整合：其一是所有的意识都是“本质上相互区别并具有排他性的”（这一观点同时也盛行于实用主义以及19世纪的其他思想中）；其二则是一种古而有之的观点，言语声音和语言意涵之间的联系具有任意性（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的文化使用不同的文字和书写系统）。索绪尔的

杰出贡献在于同时构想了语言的声音和概念两个方面，十分清晰地阐述了两者的本质以及相应的心理过程……两种差异的结构，它们通过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力量得以整合。（Joseph，2007：14）

在人文学科的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中，索绪尔的这种将口头语言作为一个整合体系的观念拓展到了其他符号系统，如表达的声音形式与视觉形式。此外，如流行时尚和食品之类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它们同样可以被视为符号或媒介。这种将整个文化和社会视作意义系统的结构性概念，对人类学（Lévi-Strauss，1963/1958）以及社会科学中的批判性研究（Althusser，1977/1965；Foucault，1972/1969）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索绪尔提出的符号的系统化概念也不断遭到批判，认为其忽略了意义生产的过程，这种批判特别是来自后结构主义者（poststructuralist）。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或者去结构主义）质疑体现于意识或传播过程的意义的稳定性。通过将差异的概念极端化，后结构主义论者认为，索绪尔所论及的差异的两种序列（order）并非同步：听觉或物质的能指并没有——或者说无法——指向任何概念能指的共享实在。为了使这一点成立，后结构主义采取的分析策略是细读（close readings），即通过细读来揭示文本中的内部矛盾，并削弱其间固定的意图。相较于西方哲学中其他的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立场，后结构主义的宏大叙事并不仅仅表明了人类的知识是不确定的或新的科学研究的形式是必要的，而且在于指出了对于现实、自我或他人心灵的洞察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于差异这一概念的关键性重构来自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73/1967）以及其所创造的词语“趋别”（différance，也可译为“延异”）。这一词语来自法语中的一个动词“differer”，它包含着“区别”（differ，与之不同、不一样）和“拖延”（defer，延宕、通过暂时的曲折调停而推迟欲望的满足）
(5)

 。它暗示了意义、洞见或者互为主体间性的片刻总是受到差异的影响而被拖延着，这一点颇受后结构主义论者的欢迎。据此，他们的观点是，任何意义的固定化都是一种来自特殊认识范畴的权力的实践，或者说对于权力的屈从，甚至是一种压制其他世界观的话语暴力。与此相对应，大多数后结构主义的论著将自己视为一种集批判性与社会进步性为一体的事业，并偶尔携带有革命的潜力（Kristeva，1984/1974）。

一些学者认为，皮尔士所提出的符号和符号阐释的过程式概念（processual conception）表明了皮尔士已然预见到了“趋别”。这个术语既代表了对于索绪尔的一种替代，也表明了皮尔士在后结构主义出现之前就已成为其同盟。然而，事实上而言，考虑到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立场，其研究总体上否定了这种读解。德里达发现，“皮尔士在我所说的对于先验性所指的解构这一方向上走得太远，而先验性所指曾经能够赋予从符号到符号的参照一种可靠的结果……能指的自我身份持续不断地遮蔽自身，并始终处于变动之中”（Derrida，1976/1967：49）。终其一生，皮尔士始终针对自己眼中其他人对于“实用主义”这一词语的滥用进行反驳，并将自己的哲学重新命名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pragmaticism）。对于这一新名词，他补充道，“它已经足够难听了，因此不至于被他人所绑架”
(6)

 （Peirce，1955：255）。

然而，即使符号的部分社会运用能够得到规范，符号也从未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法就是对差异进行重构，并根据实用主义的格言，提出下述问题：哪一种类型的差异在传播中得以体现？对于个体诠释与社会交流而言，它们将产生怎样的实际后果？为了将差异这一抽象概念运用于具体的分析工作之中，对于解释项（interpretants）的范畴施以关注将是有所帮助的。皮尔士提出了解释项的若干种不同类型学，它们并不具有连贯性，却可以用于指涉传播过程中的不同阶段（Johansen，1985：250f）。下述三种主要类型对应着交往过程中的三个时间点，其中任意一种都可以根据其对于整体过程所带来的影响，从概念上以及实证方面展开具体解释。

•　话语性差异（discursive differences）。皮尔士以“直接解释项
 ”（immediate interpretant，或译为“直观意义”）指涉一系列潜在的意涵。直接解释项即“符号所产生的、或者合理地被期待而产生的那些未经分析的总体效果”（Peirce，1958：413）。媒介话语多多少少具有可预测性，并预示着进一步的诠释。这一点体现于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73）所提出的传播的“编码—解码”模式。该模式假设，一个给定的媒介信息的话语结构“倾向于”、或向受众暗示了一个特定的诠释内容。举例而言，广告被假定为服务于某一产品或某种服务，即使读者们抵抗或克服其间的这种意涵。而无论是首选的理解方法，还是其他可能的理解方法，它们都可以作为一套话语差异或关系结构加以分析。重要之处在于，这些结构本身包含着多重的理论概念——或作为“信息”，或作为“意义”——它们也因此而适合于不同研究传统中的经验性研究。

•　解释性差异（interpretive differences）。相较于索绪尔的差异体系，皮尔士强调诠释变化的过程。与后结构主义相比，皮尔士揭示了特殊的意义以现实形式得以呈现的具体时刻。“动态解释项
 ”（dynamic interpretant，或译为“动态意义”）是“一种直接的效果，它由符号产生，加之于符号的一个解释者（interpreter）之上”（Peirce，1958：413）。在霍尔（1973）的模式中，解释性差异的例子可以是对于广告展开一种商议式和对抗式的解码，将其视为日常娱乐或资本主义的宣传（但同时也包含着权威的解码，它使得商品和相关的生活方式渗入顾客心理）。在其他理论视野中，研究有可能着眼于那些广告暴露之后的品牌回忆，或者是借助不同媒介抵达特定数量的潜在消费者的相对成本（千人成本［CPM］）
(7)

 。

•　施为性差异（performative differences）。第三种类型——最终解释项（the Final Interpretant）——围绕诠释的终点或者诠释的过程变化。皮尔士通常将其描述为反事实的术语（counterfactual terms，指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但违反现存事实），即作为“符号有可能对任何思想所产生的效果，而此间的环境则允许符号发挥出其全部的功效”（Peirce，1958：413）。此外的子类型还包括了情绪解释项（emotional interpretant）、精力解释项（energetic interpretant）、逻辑解释项（logical interpretant）以及一个“最终的逻辑解释项”（ultimate logical interpretant），后者构成了习惯的改变或者“一个人的性格或倾向上的变化，当这个人受到某一种愿望的驱使，并以某一种行为举止应对所感知的环境”（转引自Johansen，1933：165）。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表达，诠释的结果意味着一种对于特定行为的倾向，如购买或抵制广告中的产品。传播转化为行为；而所谓行为，也包括了不作为的方式。

如上所述，尽管皮尔士并未就诠释发生、产生影响的不同社会语境进一步展开阐述，但他关于这一系列阶段改变——话语性、解释性以及施为性的差异——的论述直接对应着交往与传播实践。正是通过交往与传播实践，文化与社会得以延续。诚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提出的，皮尔士关于符号的三向模式把握住了个体诠释和传播互动之间的类似之处：从结构上而言，解释的一个阶段对应着传播的一个转向（图2.1）。这一模式同时强调了作为人际关系和宏观社会结构的特征的信息、传播与行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图2.2）。自1940年以降，有关信息、传播与行为的学科界定与操作化的讨论占据了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中绝大多数理论发展的舞台。


 四、从信息到意义

自从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忠告传播学界提醒其不应混淆信息与意义这两个概念（Shannon and Weaver，1949：8）以来，传播研究领域就致力于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消极方式来定义的信息差异同样可以成为一种对于意义的存在和社会联系的积极体验。一定程度上而言，意义的总和大于信息的总合。而更主要的问题则应围绕着如何界定、描述与分析传播的构成。当我们以一种非常灵活却又大相径庭的方式对这些构成进行选择与组合时，其间的自由程度又有多少？

在图3.1中（K. B. Jensen，1995：50），我区分了意义的四种理念型概念（idea-type conceptions）
(8)

 。该图比较了大部分研究传统中对于传播的讯息、内容或文本的不同界定方式。一方面，意义的构成也许可以被视作一种预设的或固定的内容（为了区别对于传播产品或过程的不同强调，我将上述构成视为单位和/或
 事件）。另一方面，我们假设这些组合式结构构成了包含叙述、辩论或其他体裁在内的一系列预定义范围或固定范围的讯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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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意义的四种模式

在这一图的左上角是确定性（deterministic）模式。确定性模式假定预设的内容和结构的结果是一种对思考与言说内容的规范化构造（a law-like configuration）。极少有研究者提倡该观念的强硬立场。因为，传播体现了人类经验与社会交往中不确定性的程度。尽管如此，研究传统在不同程度上都关注到了作为传播先决条件的生物环境与技术环境。生物层面上而言，物理与精神能力既使得人类认知与传播得以实现，又成为其间的制约因素（Capella，1996）。技术层面上而言，不同媒介常常以不均衡的（biased）方式（Innis，1951）拓展了人类的能力，并使得某些表达与经验的方式优于其他方式。

与确定性模式相对应的，是图3.1右下方的非确定性（indeterministic）模式。这一模式暗示了现实之中思考或表达的内容是不受约束的。这一观点的强硬立场可见于后结构主义处，它认为信息的差异化结构将始终损害着围绕特定意义的（句法结构理论上的）结束点（closure）。与此相似，某些诠释社群（Fish，1979）也认为，文本在本质上而言是无意义的，它面向着个体与意义的情境敞开。相对温和的立场则认为，公共机构中的传者（艺术家、电影导演、流行歌曲作家等）可以被理解为是有选择地实现了文化传统，这可以从他们的经历与历史背景中得以反映；诚如个体受众通过与媒介的私人接触而使特定意义得以实现一样。

剩下的两种意义的理念型概念代表着当前媒介与传播领域中的两支相对分离的主要流派：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和人文研究的定性研究。两者众所周知的区别，在提到传播中的“内容”与“文本”时体现得尤为明显。随机类型（stochastic type）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代表就是定量的内容分析：即“对于传播中显性内容的客观、系统与量化的描述”（Berelson，1952：18）。这一分析过程致力于建立讯息样本中特定传播载体或内容单位的可能性分布——上述传播载体或内容单位包括了单词、论点、图像、评论等。我们首先确立内容单位的限定范围；其次，制定一套对其进行编码的分析范畴；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一系列为数众多的因素是如何融入差异化却彼此关联的结构之中。更为重要的意涵在于，广播新闻、电视连续剧以及在线聊天程序的结构之中包含着的特定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构成具有选择性，其组合传递着言外之意。内容分析传统的一个主要贡献在于，它密切关注媒介中的实在的表征，从而记录并质疑那些围绕着公众事件与社会热点的、广泛传播的信息表现形式。

最后，意义的生产模式（generative model）植根于人文科学，其典型就是以媒介与文本为话语的定性研究（Wetherell et al.，2001）。20世纪初期俄国形式主义（the Russian formalism）之后的文学理论和美学（Erlich，1955），以及转换语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9)

 （Chomsky，1965）兴起之后的语言学，它们都共同认为，相对少数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s）生产出大量的，甚至不计其数的“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s）；而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单个句子或故事之中，也存在于书本或电影之中。作为一种预置的母体，深层结构同时具有高度抽象性和适应性。因此，它们产生了许多变化形式，如睡前故事或广告。这些变化形式的基本主题和结构可以视为是相似的。睡前故事之所以吸引孩子们，或者说广告之所以吸引消费者，并非因为这两个群体不够成熟或易上当受骗，而是在于其间有意义的信息结构。

总而言之，每一种讯息的理念型概念或话语分析都涉及了信息和意义差异结构的某一方面内容——它们都将有助于媒介与传播研究变得丰富多样。学者经常提醒他们的学生，如何开展研究有赖于研究客体与研究原因：经验性研究所限定的范围和问题决定了什么是合适的数据搜集与分析方法。只有掌握了构成传播的话语性差异的全部内容，研究才有能力针对此后的解释性差异与施为性差异展开分析与判断。


 五、传播——介于传输与仪式之间

媒介与传播领域的基础性问题可以阐述为：“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产生什么效果？”（Lasswell，1948）这一问题也可以换一种表达：谁与谁分享了什么，经过怎样的交流过程？传播的本质在于分享，并使之普及（Peters，2008）。在上述这些不同的表达中内含着两种迥异的传播模式。三十年多来，这两者始终被视为是相互对立的。

1975年，詹姆斯·凯利（James W. Carey）在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中强调了传播的传输模式与仪式模式之间的区别（J. W. Carey，1989b/1975）。按照凯利所述，美国主流的、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媒介研究将传输模式默认为前提。这一模式强调信息从传者经由大众传播这一集中控制的系统，最终抵达受者的传输过程。形成这一现象的背景则是信息与传播以及相关的研究活动在一个新兴的社会基础结构中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这一新兴的社会基础结构依赖新的自我规范方式，并通过密集监视与登记得以实施（Beniger，1986）。媒介对于社会个体及其态度与行为所产生的功能性（functional）/功能失调性（dysfunctional）的影响也因此而被置于研究议程的重点：社会对于受大众传媒影响而形成的暴力与宣传持有恐惧；而绝大多数的受众反而更加欢迎广告。传输模式的隐喻之一是，某种程度上而言，媒介是与社会相互分离的机制——它是积极目的或消极目的的实现方式；媒介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

与此相反，凯利的仪式模式则认为，媒介必然产生影响：传播是一种意义的分享，也是形成社区的条件之一。而仪式从来不是空泛的。回归到实用主义立场之上，凯利引述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观点：“社会通过传输和传播而存在；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社会存在于传输和传播之中。”（J. W. Carey，1989b/1975：13f.）与此相应，传播应当被视为既是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的一个构成要素，也是两者间的一个中介性因素：“一个象征性过程，现实凭借这一过程得以生产、维持、修复与改变。”（p. 23）凯利的著作在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他所提出的仪式模式也与欧洲大部分将文本作为社会和文化仪式具体介质的人文学科的媒介研究彼此呼应。纽科姆（Newcomb）和赫斯基（Hirsch）（1983）对仪式这一视角进行了发展，提出了传播的文化论坛模式（a cultural forum model of communication）。他们以电视为例提出，我们可以把一种文化中最受欢迎的、普及范围最为广泛的媒介看作是一个论坛，亦即古典意义上对于共同关注的事情发表意见与开展讨论的场所。“在通常的流行文化中，尤其是电视文化里，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同样重要。”（p. 49）（对于互联网络作为一个文化论坛的讨论，参见K. B. Jensen and Helles，2009）尽管如此，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谁参与到讨论活动之中，他们是如何参与的：在论坛的仪式过程中，谁处于传递讯息的位置，他/她又将什么样的内容传递给他人？

通常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夸大新技术对于既有传播实践所带来的改变；但毋庸置疑，数字媒介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传输与仪式的概念的新视角。与其他媒介一样，数字媒介不仅让信息触手可及，而且使得人们更容易接触到信息的提供者。用一句广告语来说，电视观众与网络用户都吸引着商业利益与政治利益的眼球。与早期媒介的不同之处在于，网络化的媒介让大量的社会成员成为传播者——他们既可以提出问题，也可以回答问题；可以通过一对一的形式，也可以通过集体的形式；可以以同步的方式，也可以以异步的方式，从而成为彼此间互相关注的客体。这也带来了新的形式的解释性差异与互动性差异。在网络上，社会行动者本身构成了信息的开放式资源，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动态数据库（dynamic databases）。数字技术让信息呈现出一种大相径庭的数量级形式，而且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在新的传输和仪式结构中访问与接触信息。

社会通过传输得以存在和延续；同样，社会在仪式之中得以存在和延续。无论是通过推送（push）的方式还是拉动（pull）的方式，信息在这一过程中都得到了传递；仪式则促进了传输。现阶段传播理论的任务在于如何将传播者与讯息的变化以及双方在数字媒介中的互访性（mutual accessibility）概念化。与媒介的互动性预示着人们彼此之间的互动。而传播则成为交互性与互动性的特殊集合（constellation）。


 六、施为性与交互性

1．呈现可能的世界

相较于传输与仪式，或者信息与意义，人类与社会行为的范畴鲜有成为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理论发展的中心。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引发了（input to）传播，或者是传播过程的产物。从输入（input）这一侧来看，编辑部的决策和法规影响并制约了传播的内容；从结果（output）这一侧来看，传播通过受众影响着话语和举止。因此，通过对传播与行为的总体关系的三个方面加以阐释，将有助于我们把行为重新置于理论发展的中心。

第一，人类的所有行为本身都可以视为传播。这些行为也许是带有意图的叙述，或携带意义的偶然性行为，又或者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2001年9月11日对于美国的恐怖袭击是一种有意图的极端化表现。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传播行为——生命的消逝和物质的损毁达到了一种象征性的目的。而在偶然性这个方面，我们通过服饰和其他视觉表象、身体声音（body sound）以及整体的行为举止，持续不断地与他人进行交流。毋庸置疑，世界上任何事物、事件或行为都可以被视为传播的媒介，因为人类持续不断地将意义赋予他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Ruesch and Bateson，1987/1951：6）。诚如格里戈里·贝特森的学生之一，保罗·瓦兹拉威克（Paul Watzlawick）
(10)

 所言，人类“不能不
 传播”（1967：49）。

第二，所有传播都是一种行为方式；它产生于某一语境下，带有一定的目的。表达意味着行动。这正是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观点（Austin，1962；Searle，1969）。彼此间谈论天气或双方认识的人，或者近期的新闻，成为一种保持与改变社会关系的方式。语言的施为性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今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成为其间实用主义与交流的转向的一部分。上述研究者站在后期维特根斯坦（1953）的立场之上，而后者将语言视为一系列的语言游戏或话语，而非现实的镜像。而用凯利（1989b/1975：23）的话来说，上述一系列的语言游戏或话语使得现实得以生产、维持、修复以及改变。语言游戏服务于真实，它永不停止，并与其所建构的生命体和社会实践无法割裂。这种情境以经典的实用主义名言来表达，即“如果人们把某些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因此就是真实的”（Thomas and Thomas，1928：572）。

第三，传播预示着行为。传播是一种自省式、循环式的行为形式：它强调所传播的行为与所践行的传播。传播探索事实与可能之间的关系——在若干研究领域中，什么被认为是可能的世界。诚如科幻小说和所谓的“反事实的史学”（counter-factual historiography）——即描述了如果核心历史事件朝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将会发生什么事情（Hawthorn，1991）——所示，许多不同的实在是可能的。然而，只有其中一部分实在在物质或逻辑的意义上是可能的，这一点已被哲学逻辑（Divers，2002；Kripke，1980）以及文学理论（Ryan，1991）所验证。对传播理论而言，关于上述多重现实的一个尤为有趣的表述来自哲学家和科学理论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波普尔列举出了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指物理客体或状态的领域；第二世界包括了意识、精神状态或行为倾向；第三世界则衔接起上述“外在的”与“内在的”世界，是“思想内容的世界”，包含着科学与诗歌（Popper，1972a：106）。第三世界作为交互活动的交流载体，它包含了所有媒介所包含的对于实在的描述内容，无论它们是虚构的、规范的还是带有争论性的。

波尔的体系与皮尔士提出的符号或意义生产的三元模式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外在”的客体、“内在的”解释者以及中介符号。然而，波普尔直至研究后期才注意到了皮尔士的哲学（Chauviré，2005：209）。他进而将第一世界作为原初实在的基础（bottom-line）。然而，上述两位思想家也共同认识到，认知和传播不仅仅只是作为与自然环境以及他人初步接触的瞬间，它同时还包含了与其他人的可能世界的接触。传播借助于可获得的媒介维持着共有的可能世界的稳定和延续。伊曼努尔·康德（1998/1787：n. p.）同样认为，时间首先是人类理性的一个范畴：“时间是任何现象的先天正式条件。而作为一种外在感知的纯形式（pure from），空间只是一种外在现象的先天条件。”不仅如此，时间的范畴为传统的美国实用主义与欧陆哲学提供了一个交汇点。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981/1890）和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1)

 （2005/1907）的论著都强调了人类经验的流动与世界上事件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数字计算机处于传统哲学逻辑和现代技术的接合点上，它重新强调了时间所扮演的制约性因素。时间决定了哪些内容首先为人所知。“命题逻辑先前仅仅局限于对事实的陈述；而当时间加入其中之后，便创建了一种算法语言，它能够通过对过程与要点的描述实现对计算机的操控……任何能够通过逻辑方式得以陈述的事物都可以通过算法转换，成为可供计算机识别的内容。”（Krippendorff，2008a：1156）
(12)

 通过将时间加入逻辑之中，计算程序不仅可以用于新信息的批量生产，同时也可以提供表述实在与参与实在的不同定性方法，例如，原子物理和遗传学领域。而当前关于次原子现实（subatomic reality）和人类基因组的科学知识——以及对于上述两者所开展的实验研究——均无法离开数字计算机。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类难题和选择都能成为形式逻辑（formal logic）或形式计算。尤尔根·哈贝马斯（1971/1968：137）在对皮尔士的逻辑研究概念展开批判时说道，“思考有可能以演绎推理方式开展，却无法在其间形成对话”。人类的传播实践和算法一样，也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展开。但与算法的不同之处在于，交流并不受限制于某一种集中化的视野或过程，抑或一个共有的逻辑。所有处于网络之中的计算机都无法将互联网络未来设计的优缺点纳入其计算结果。同时，交流与传播的可能世界跨越空间，并受到散布的社会主体的介入影响——这一影响通过交互性得以实现。交互性这一概念通常被作为一个流行语，而一些研究者希望将这类术语遗弃（Aarseth，2003）。但交互性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不仅仅局限于数字媒介这一案例之中。

2．交互性

今天，交互性普遍与计算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一观念源自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学概念——它包含着面对面的互动，同时也包括了不同社会结构层面上的间接联系，例如，议会和证券交易所中的交流与互动。从最基本的层面出发，人与人交流与人机交流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性。交互性起源于批处理时代，那时技术人员对大型电脑上程序的初始结果进行检查，然后通过所谓交互模式进行修改（J. F. Jensen，1999：168）。交互性指普通用户通过一种连续的结构化方式操作计算机（相关的综述，可参见Kiousis，2002；McMillan，2002）。在引入媒介与传播研究后，这一术语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因为媒介与传播领域既探究人们与媒介的交互性，又考查人们彼此通过媒介而实现的交互活动。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交互形式。人们利用可支配的媒介，并通过传播来协调共处的社会结构。

在转入下面一系列章节对新（旧）媒介的交互特征进行讨论之前，将交互性和交互与社会理论中另外两个关键概念——“行动”（agency）
(13)

 和“结构”（structure）（Gidden，1984）进行简单的联系与讨论，将对我们有所帮助。如我在第六章中所要讨论的，媒介与传播仍处于社会理论中的盲点。图3.2呈现了媒介、行动与结构三个概念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我将媒介的范畴等同于行动和结构，它既包括了面对面交流，也包括了以技术为中介的传播活动，是所有社会交流活动的三元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Giddens和Peirce的讨论，参见Collins and Hoopes，1995）。交互性Ⅰ、Ⅱ、Ⅲ的术语重新强调了社会互动的三种维度彼此间的相互依赖以及每一种维度的交流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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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互文性的三种类型

交互性Ⅰ是计算机科学家以及普通计算机用户一般所称的交互性：点击网络链接，在聊天服务中输入信息，或者在计算机游戏中向“敌人射击”。这里，交互性意味着对于一系列预置选项的持续选择。就关键的结构化方面而言，它对应着普通交谈中的话轮转换（Sacks et al.，1974）。通常情况下，大众传媒在这一方面提供了十分有限的交互性：它包括选择收音机频道，翻看报纸的体育版，提前阅读侦探小说的最后一页。然而，媒介如果想要获得信息，就离不开用户的引导、关注和诠释等举措。

交互性Ⅱ指媒介与社会结构中其他机构的关系。从理论以及传播类型的视野出发，媒介可以被认为是扮演着看门狗（watchdog）的角色，以及与权力对抗的第四权力（Four Estate）（Cater，1959）。从广义上而言，媒介建构了文化论坛（Newcomb and Hirsch，1983）。这其间，不同的社会系统与其他所有的可能性世界都有可能得以表达。从历史与跨文化的视野来看，一个核心问题是：基础性技术是否成为拥有上述潜力的媒介？它又是如何成为这种媒介的？在第四章中，我将讨论技术对于社会与文化的相对决定性，以及社会与文化对于技术的相对决定性。

最后，交互性Ⅲ涉及社会结构与其成员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了市民个体、国家政治机构以及国际合作组织。不计其数的个体构成了社会，他们展开跨越时空的交流与传播；传播赋予这一过程以目标和意义，并使得单一行为融入更大规模的整体行动之中。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市民通过公共领域的媒介参与到民主政治、政党以及群体运动之中。而最新的案例就是远程医疗：医生通过私人的、虚拟的医疗形式与病患交流，诊断并治愈病患。无论是人的身体还是国家（body politics），它们同样依赖于传播得以延续与革新。


 七、传播的范围

鉴于媒介与传播在社会交往中的普遍存在性，下述问题应运而生：什么不是传播，什么不是媒介？“媒介”这个单词的历史与词源为我们提供了部分的答案。牛津在线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OED）（访问时间2006年1月5日）上记载，古典拉丁文medium指的是某种中间的实体或状态。古典时期之后的拉丁文以及12世纪之后的不列颠资料中，媒介则指从事某事的方式。一方面，媒介可以视为一种偶然性的存在，它使得现实世界中的诸多现象相互关联，或将现实世界与可能性世界相互联系，诚如万物有灵论（animism）与唯心论（spiritualism）中所论述的。而在诸如亚里士多德、康德和皮尔士所叙述的固有意义宇宙之中，整个世界就是媒介。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了古代的球体音乐（the music of the sphere）的观念（J. James，1995）（当代的类似事物是“DNA音乐”，即从DNA序列之中得出音乐合成［Gena and Strom，2001］）；中古基督教宇宙论中的“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4)

 （Lovejoy，1936）。这其中，万事万物在“存在巨链”中都拥有神所赋予的位置，“存在巨链”的相关内容可以在《圣经》中读到（对大多数人而言，则在教堂中获悉）。上述例子还包括了来自大自然的体验。而最新的例子则是在格里戈里·贝特森的著作中被频频提及的有着诸多不同版本的泛神论（pantheism）（Bateson，1979；Bateson and Bateson，1988）。

另一方面，从现代意义上来看，媒介是一类特殊资源。人们运用与发展媒介，用以服务于人类行动的目的，而这些人类行动大部分带有明确的意图或争议性
(15)

 。世界、生命和自我都不具有固有的意义。不仅如此，牛津在线英语词典在对于媒介的现代解读中区别了以下两个方面——媒介作为一种艺术的形式、物质、技术与媒介作为大众传播的渠道——这两者均源于17世纪中叶，当交流的总体观念才刚刚开始形成之时（Peter，1999）。媒介作为表达或仪式，以及媒介作为传输的双重意涵成为了这一领域的历史遗产。然而，直到1960年，“媒介”才成为一个术语，用于描述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的不同技术与机构（Scannell，2002：194），并进而受到特定学术领域的关注与研究。

关于媒介与传播的界定可以从同样作为跨学科的符号学处得到启发。艾柯（Umberto Eco）（1976：19-28）曾经发问，什么构成了符号的范围？或者说其上下边界在哪里？在其下边界，符号以及其他传播的载体涉及下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声波和电子信号在内的自然条件和过程；人类对于上述两者的感知，通常称为刺激；以及遗传的结构和神经生理的结构。所有这些人类传播的条件都可以视作是贝特森（1972：351）所说的信息，即产生影响与变化的差异。而在其上边界，媒介与传播融合进入了文化产品、实践和制度之中，如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工具以及从事商业交换的商品。在上下边界之间，传播体现了人类所特有的、以协调行动为目的而进行审议的能力范围。

纵观历史，新技术与新的社会机构通过可利用的、可接触到的媒介改变着传播的范围。在下边界上，硅芯使计算机与传播能力上了一个新的数量级。而在上边界上，作为一种机构的互联网络诞生于军方，经科学领域而进入社会生活的商业领域，并因此成为公共交流与传播中普遍可及的媒介。与其发明与发展的过程一样，媒介常常由于某一预期的目的而得以改变——即可控制性（programmed）。而这种改变一旦发生，媒介仍将具备可控制性的特征；所不同之处在于，对于管理者、规范者和用户而言，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或不同的程度控制不同的媒介。


 八、可控制的媒介

媒介是可编程控制的，这不仅是就通常的编码机器执行文件而言，也是指媒介作为人类表达经验和社会互动时所具有的灵活性。媒介本质上区别于其他的工具、商品、基因和刺激物；不同媒介对于其所承载的信息、传播和行动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控制可能。在本书中，我强调传播是对于明确信息的转发（the relaying of categorical information），而这里的明确信息是指可以得到承认的信息，它可以在传播过程中得以重新分类——重述、反馈以及重组。不仅如此，传播实现了对于信息的重新语境化。重新语境化同时产生于下述两个过程中：一方面是论述或叙述进入其他相关语境；另一方面则是其他语境渗入进入当前语境，以反驳或对比当前语境中的论点或叙述。信息通过传播在行为语境之中穿梭。关键之处在于，信息可以通过重新编码和再媒介化，跨越不同的物质载体与感官形态——如书籍和计算机、口头语言和移动影像。

第二部分中三个章节的共同主题是新兴的数字媒介所具有的潜在——它们所拥有的特殊的可控制性（programmability）和交互性，它们对当代社会中交往实践的影响。这几章将回溯媒介的三个典型的、互补的概念，即我在本章开篇时提及的：媒介同时是物质的载体、表达的话语或情态形式（modal forms）以及全社会对于交互活动的形成与限制加以规范的制度。

•　物质。一种媒介是一种物质——它有着特殊的、可控制的以及历史的形态——它使得表达与交互成为可能。自1870年起，声音的记录技术不仅使言谈与歌曲的保存成为可能，而且使声音成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为在那之前，声音转瞬即逝。20世纪初，便携留声机的发明使得录制下来的声音获得移动性（Nott，2002：33-43）。1979年后，人们带着随身听（walkman）就可以拥有一种兼备移动性和私人性的音景（soundscape）（Bull，2000；Gay，Hall，Janes，Mackay，& Negus，1997）。时至今日，手机用户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私人世界和公共世界、物质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来去自如。

•　形式。不同的物质载体通过可操控的表达和经验形式实现人类的交流与传播，这些形式包括了言语、歌曲、静止与活动的图像。这些形式一方面基于生物和人类的感觉；另一方面，形式深受历史悠久的差异和教化的影响。我们参与媒介话语，后者并非作为通常的情态或感知的差异，而是作为传统的类型。小说、广播剧、音乐电视、虚拟世界等都欢迎我们以基于历史与文化的特定方式对其展开诠释。

•　制度。媒介是社会中特殊的、随历史而变动的制度——可控制的、启发思维的制度。个人与集体在媒介影响下，就其本身及其在社会与整个世界中的位置展开描述与反思。书写、印刷和电子媒介分别延伸了文化在空间的发展，并使得帝国与民族—国家得以延续。当前，媒介与传播研究正在经历——并试图把握——媒介史的又一次转型。

第四章到第六章针对媒介的上述三个方面逐步展开论述与阐释。在此之前，我需澄清下述内容：以下每一章节中都涉及了三个维度的媒介，即：人的身体，它是面对面的交流活动得以实现的物质平台；大众传播的技术性生产手段，它以模拟信号传输为特征；数字技术，它催生了一对一、一对多以及多对多的网络化交流。为了对上述这些不同形式展开比较与对比，并深化媒介融合的思想，讨论将不仅仅围绕着某种媒介展开，而是在每一章中均涉及三种媒介类型的某一个方面。表Ⅱ.1描绘了论述的结构。还需要强调的是，我将三个维度的媒介的类型学作为一种实用主义风格——一种易犯错的体系，它拥有一定历史，并带有一定目的性——的启发式工具（heuristic tool）。我旨在建构一个框架，对变革中的媒介环境施以概念化，并进而展开分析。数字媒介和网络化传播给诞生半个世纪之久的媒介与传播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


(1)
  既不彼此割裂，也避免权威的主导。此处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譬喻一种权威主导，一种对多元知识的拒斥；与之前的“割裂”，亦即对于学科的排斥和割断，形成对比。


(2)
  “Ur-”在德文中意思为“原初的”。


(3)
  原文直译为“一些差异比剩余的差异更加平等”，是借用了《动物庄园》中的一句讽刺表达：“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All animals are equal，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这实际上是指“更享有特权（more privileged）”。


(4)
  家族相似这个术语可以追溯至尼采，但主要通过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本性的讨论而广为人知。传统的本质主义认为，像“语言”或“游戏”这样的一般词项必须有单一的共性，以便把归之于它的所有东西联系起来。但维特根斯坦驳斥了这种观点。在许多一般词项之下的词项就像一个家族，其不同成员以不同的方式彼此相像，形成一整套交叉重叠的相似性。这些关系和相似性就叫做家族相似。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表明，不必脱离实际的日常语言来探寻一种终极的深层结构，每个词项在此结构中会有一种统一的本质。因此，我们应该描述这些为任何研究所需要的关系，而不是去寻求说明应用词项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的定义。这种对于家族相似的说明，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于试图一般性地解决传统的共相问题。


(5)
  区别相应于希腊词diapherein，与空间性相关；并且是所有概念对立的根源。与此不同，拖延关系到时间性，涉及这样一种知觉的改变，它发生于确定语言链条和超语言世界的意义关系中。用“趋别”这样一个新造词，德里达试图表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关注焦点是“在场”，而语言的意义却总是被拖延着的，因为语言的意义与语言的使用相联系，不能作为结构而呈现于语言之中。


(6)
  意指被他人滥用。


(7)
  千人成本是将一种媒体或媒体排期表送达1000人或“家庭”的成本计算单位，是衡量广告投入成本的实际效用的方法。


(8)
  理念型概念是一种透过经验观察以及逻辑假设所建构出的模型，一个“想象的模型”。换句话而言，这个模型虽然是通过经验所建构的，但无法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理念性概念具有超越真实世界的特质，其建构的目的在于通过理念型（ideal type）以比较其与经验性现象的落差与偏离，并寻找出这个落差与偏离的原因，从而达到“诠释性理解”，亦即掌握其主观意义下的因果关系。


(9)
  转换语法是由乔姆斯基区分的三种语法中最重要的一种（其他两种语法是“有限状态语法”和“短语结构语法”）。转换语法是短语结构语法的替代物，它提供了一套进一步的转换规则，用于表明一切复杂的句子都是由简单的成分构成的。这些规则变换着成分，进而重新调整结构，以达到句子的表层结构。转换规则则表明，任何不同的语法形式都可以表明把否定句转换为肯定句，把疑问句转换为陈述句，把被动句转换为主动句。转换语法被看做是对其他语法形式的改进，它也提供了一种模式去说明说者根据有限的材料生成新句子的能力。


(10)
  保罗·瓦兹拉威克，美国心理学家，出生于奥地利，是通信理论的领军人物。在家庭治疗和一般心理治疗上也有很高的成就。


(11)
  亨利·柏格森，法国哲学家，文笔优美，思想富于吸引力，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12)
  逻辑＋时间＝计算。


(13)
  也译作“能动”，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中的概念。结构化理论是探究个人的社会行动及其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理论。吉登斯反对社会学理论传统上的将宏观与微观、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主观与客观视为彼此独立存在的两极，他认为宏观与微观、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主观与客观双方都是相互包含的，并不构成各自分立的客观现实。他的这一辩证观点全面地体现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所阐述的结构化理论之核心——行动与结构的二重性原理中。吉登斯将“结构”理解为不断地卷入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之中的规则和资源：结构具有二重性，即社会结构不仅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而且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中介，它使行动成为可能；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又改变着结构。行动与结构之间相互依持、互为辩证的关系反映在处于时空之中的社会实践中。　


(14)
  按照这一观念，世上的存在物是有高低等级之分的。其一般顺序是上帝（神）、智灵（天使）、人类、动物、植物、物质世界。


(15)
  媒介作为偶然的存在或有目的的资源。


第二编　三个维度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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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媒介物质

——传播的物质条件


 一、最初决定论

传播媒介处于物质实在和非物质实在之间。印刷制品、电影胶片、电磁信号和比特流都属于物质现象。而不同的物质载体（material media）使得我们能够接触并体验多种多样的现实世界、可能世界，甚至纯粹想象的世界。凭借与众不同的建构方式（programmable），数字媒介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有可能使得物质实在与非物质实在之间的界限产生根本性改变。围绕上述界限的研究则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起学界对于人工智能持续不断、屡败屡试的探索（这一领域的文献综述，可以参见Boden，1996；Partridge，1991）。此后，早期有关新媒介的研究主要着眼于虚拟信息空间、虚拟文化和虚拟社区（David Bell & Kennedy，2000；Benedikt，1991；Jones，1998）。随后的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则针对机器化生物（cyborg）的发展和后人类（posthuman）时代
(1)

 的生存主题（Haraway，1991；Hayles，1999）展开讨论。人们曾认为数字计算机将有可能消除勒内·笛卡尔在现代哲学的奠基阶段所提出的关于“广延实体”（res extensa）和“思维实体”（res cogitans）的二元对立。尽管这一期待没有完全实现，但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媒介延伸了思维实体。

本章通过对不同媒介的考察，重新审视实现与约束传播的物质条件。尽管数字技术极其灵活广泛，但同其他任何一种工具或者技术一样，数字技术也具有其相应的社会适用范围。因此，无论对于哪一种媒介而言，物质条件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之所以首先强调这一前提，是因为近几年的媒介与传播研究往往倾向于回避关于决定论的问题。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部分是由于研究者试图将自己同早期的、或当前仍然流行的那些宣扬媒介强效果或者直接效果的观念拉开距离，部分则是受到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不明确的社会建构理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影响（相关的批评性讨论，可参见Hacking，1999）。在这一影响下，研究总是合乎逻辑地被期待能够解答——或者至少可以阐释清楚——媒介决定社会或者社会决定媒介这一根本性问题。

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2)

 对于上述问题进行了重构。他（1983）提出了最终决定论（determination in the final instance）与最初决定论（determination in the first instance）的区别框架
(3)

 。在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霍尔质疑了绝大多数的批判性理论不加分析地采纳社会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既决定人类生活，又决定人类如何创造历史的观点的做法。与之相反，霍尔一方面承认经济基础与物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行为与社会交往，另一方面强调技术的发明在社会运用中具有相对不确定性和可变性。技术具有产生意料之外，甚至无法预见的深远影响的潜能。

举例而言，在过去十年间，手机短信息服务（Short Message Service，SMS）成为推动移动通信技术风靡全球的关键因素（Castells，Fernández-Ardèval，Qui，& Sey，2007）。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短信息在发明之初只是作为一种单向服务，它被服务提供商用于告知消费者有等待接收的语音信息（Gow & Smith，2006：55）。这跟今天短信息的双向交互的传播形态大相径庭。尽管短信息已经成为移动传播第一畅销的服务，但无论从技术的潜在可能，还是总体的盈利驱动来看，都无法对今天短信息的风靡做出解释。因此，技术因素（以及经济因素）充其量是为收发短信息的社会行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种物质的潜在最终都将通过一种社会形式得以实现。格里戈里·贝特森则认为，不同物质得以实现的特定方式形塑了物质之间的差异，并且影响着消费者的日常交流和服务商的盈利情况。从上述观点出发，最初决定论隐喻着一种对待传播的物质基础的不同的、或者说否定的观念。虽然新技术重新划分了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界定，但它并未准确地预测什么能够成为可能。因此，技术的社会应用必须植根于物质；这种应用往往需要经历一系列漫长的、累积式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与重构，并且经历“文化的创造”（culturally invented）（Carroll，1988：143）。这正如泥土变成石碑，金属形成模具，电磁演化为广播一样。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资源和文化发明使得某些形式的表达、表征和交流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这些物质条件也局限了其他形式的表达、表征和交流活动的实现。

显而易见的是，传播的物质条件不受任何人类个体的掌控。我们的身体所具有的理解、认知与交流能力与我们所受到的社会化和教育经历密切相关，并由此而限制了我们的传播能力。我的身体“是拥有一个世界的普遍媒介”（general medium for having a world）（Merleau-Ponty，1962/1945：146）。与此相应，人类能力向各技术领域的延伸（McLuhan，1964）是一种集体的成就。这一成就不仅限制了作为“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的社会个体，而且将后者根植其间。技术为集体协商与团队合作创造了特殊的可能性。与人类一样，物质媒介同样伴随着时间的推进而经历着社会化——编码（programmed）——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适应着不同的文化语境。

在接下来的第一节中，我将考察三类物质媒介的原型的特征——这三类物质媒介分别是：作为人际交流媒介的人的身体、经典的大众媒介以及数字化的信息传播技术。我将立足于上述三类媒介的当前形态，重点讨论传播实践在不同的物质媒介平台间的变迁。数字媒介使我们重新回顾了早期大众传播研究中的成果之一，即二级传播的过程，它指技术媒介所实现的大众传播经由社会群体中的舆论领袖而最终抵达社会群体（Lazarsfeld，Berelson，& Gaudet，1944）。而当前的媒介环境则可以根据三级传播的视角得以分析与理解。在本章的中间部分，我将通过三个核心概念具体分析物质向媒介的转变过程。这三个概念是可供性（affordance）、嬗变性（emergence）以及技术动量（momentum）。物质为我们的表征与交流提供了多种不同的可能，进而使之得以实现。作为交流与传播中的特殊资源，物质还具有着持久性与共享性。一旦形成某种媒介形态，物质就获得了一种自我发展的动力。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将简要地就当代文化进行讨论，视其为一种新兴的和转型中的媒介环境，并将媒介的发展趋势指向第四维度（media of a fourth degree）。在当今这个时代中，数字媒介无处不在，使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获取所需的信息，联系上任何我们想要找的人；它们无孔不入，融合进普通的事物、人造产品、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数字媒介也许已经不再被我们视作媒介。尽管如此，无论整合与融入何种事物，媒介都是拥有一定影响力的物质力量。


 二、三个维度的物质载体

1．媒介理论

人类传播的物质条件是媒介理论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宏观而言，媒介理论提出了以下一系列问题：“不同的传播方式所拥有的相对固定的特征是什么？这些特征是如何在物理、心理以及社会层面上塑造与影响不同的媒介，使它们既区别于其他媒介，又不同于面对面交流？”（Meyrowitz，1994：50）通过整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学术视野，媒介研究考察了某一种具体的物质媒介如何使得特定的传播活动得以实现，同时致使其他的传播活动无法实现。从广义上而言，媒介研究探索不同媒介如何引发意识和文化形态的变迁。形式承载着意义，或者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话来说，“媒介即信息”（1964）。作为麦克卢汉的导师，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1951；1972/1950）的一个关键观点就是：从历史与地理的角度来看，帝国、宗教以及其他社会结构在时间与空间的扩张，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它们所拥有的传播资源得以解释。值得一提的是，英尼斯（1951）强调，特定的传播媒介显示出倚重时间或空间的特定“倾向”。倚重时间的媒介，如石碑上的碑文，它们性质耐久，有利于传承，却不能很方便地携带。与之相反，倚重空间的媒介，如携带方便的莎草纸，它们质地轻便，有利于政治帝国的空间扩张和远距离的行政区域控制等；但相较于石碑文，莎草纸则容易损坏或遭偷窃。

某种程度上而言，媒介理论是媒介史的产物。“我们今天频繁使用‘媒介’这个名词，它已然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个概念。但事实上，这个名词的出现仅仅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Scannell，2002：194）“新的”电子媒介的出现，尤其是电视的普及，推动了媒介这一观念的建立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叶，互联网络这一技术获得突破性进展后不久，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94）在其一部权威的论著中，回顾并将（媒介）历史划分为口头、手抄、印刷以及电子文化四个不同阶段。今天，数字媒介重新开启了对媒介史进行划分的讨论（关于这一领域的综述，参见Finnemann，2008）。这其中，研究还涉及了对技术为中介和技术嵌入的传播活动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考察。在十五年前的论述中，梅罗维茨（1994：50）默认将“面对面交流”作为一种无中介的（un-mediated）传播的底线，每一种“媒介”与其都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弄明白：“面对面交流”的传播媒介是什么。

从不同物理工具的发展来看，媒介形成了一类特殊资源，拓展了不同的行为语境下人类的身体——这一资源既包括工具、技术，也包括新近出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个体制造与使用工具，从事独立的工作。而通过使用工具，人类实现了对物质或能源的分步骤加工和制作。”这可以从石斧到钢笔的运用中一窥究竟。当技术发展至印刷报刊或广播阶段，则提出了“集体合作的要求”，并“有可能将先前对物质或能源的加工和制作的若干过程连接起来”。技术通过上述方式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并为现代性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如今的发展阶段，元技术是信息式（informational）或数字式（digital）的。它们

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在社会与物质世界中行动的自由程度……不断延长加工制作的生产链……使生产的步骤与顺序变得极为灵活……可投入的原材料类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化……实际可能产出的产品变得无限多样。

不仅如此，元技术“既是合作式的，也允许社会生产网络中的独立生产活动”（Braman，2006：56-57）。

为了对三个维度的媒介进行必要的简单说明，我以声音媒介的不同类型为例，这些类型包括了演讲、音乐以及公开或私人场合中的音乐背景环境。同时，我还将讨论不同类型的声音媒介在多元化传播语境中的地位（具体可参见K. B. Jensen，2006）。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相较于传播的视觉形态，声音更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如果拿收音机做个比喻，它就像媒介研究中的“灰姑娘”一样不太受到重视［Scannell，2002：198］）。直至手机、MP3随身听、在线广播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环境感知（ambient everyday environment）
(4)

 出现后，声音才获得足够的重视（Bull & Back，2003；Nyre，2008）。尽管我的讨论也潜在地涉及媒介发展史的阶段性划分，但我的主要目的在于对照与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的媒介环境。

2．身体和工具——第一维度

从历史学和传播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人类看作一种媒介。人的身体是一个多功能的物理平台，它可以实现包括演讲、唱歌、舞蹈、戏剧表演、绘画和艺术创造等在内的活动。无论是幼儿的成长过程，还是专业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活动，它们都使得上述能力得以培养，并成为技能。人的身体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类充分且必要的传播物质条件。在社会化以及文化涵化的影响下，人的身体进而成为兼备生产性与接收性的传播媒介。相比之下，如书写用品或演奏乐器之类的工具则显得既非必要也非充分，它们仅仅只是显著地拓展了人体机能及其传播能力。第一维度的媒介（media of the first degree）——人的身体以及它们在工具之中的延伸——不仅将现实与可能的世界具象化（externalize），而且赋予我们每个人彼此交流与传播的能力，以实现思考和工具性目的。

最经常与演讲以及口头交流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是具身化传播（embodied communication）。日常生活中的交谈维系着家庭、朋友、邻居以及同事关系，形成了团体与社区。日常交谈也因而成为所有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然而，面对面的交流包含着不同的表达形式。我们与他人相遇的过程，可以看做作为视听媒介（audiovisual media）的社会个体参与到多元化的传播活动之中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我们无法
不

 被对方听到与看到（Watzlawick，et al.，1967：49）。与此同时，我们还利用工具和人工产品创造出具有一定程度上可持续性的媒介图景（Appadurai，1996）和声音图景（Schafer，1977）。历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18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欧洲以及美国的喧哗音乐（rough music）。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姆森（E. P. Thompson）（1991：467-538）的研究所示，当一个社会成员或一个家庭得罪了社区的其他成员，邻居们就会聚集在一起，大唱或大喊，并敲击锅碗瓢盆，以此作为一种惩罚。今天，这种喧嚣音乐仍没有完全绝迹。2005年3月11日，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新闻播报节目中报道了一则消息，印度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官方机构组织鼓乐团到逃税者家门前演奏，以迫使他们交税（http://news.bbc.co.uk/1/hi/world/south_asia/4397907.stm，访问时间2005年7月4日）。

无论是从进化的角度，还是从心理学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口语都是一种有着特定优势的特殊形态。这是因为，语言所传递的明确信息能够被重新类型化（recategorized）。例如，我们可以变换叙述方式进行回应，又或者重组表达先前的言语内容。而这一特征正是其他的传播形态所不具备的。也正因为此，诚如法国语言学家爱弥尔·邦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1985/1969：236）所言，“社会符号可以经语言得以完整的阐释；反过来则不然。因此，语言是社会的解释系统”。言语可以描绘出图片的内容；但图片鲜有能够很好地表达出言谈的内容，除非是在某些特定的美学实验中。

纵观人类发展的大部分历史，毋庸置疑的是，吟游诗人和故事歌手是唯一出现的媒介形态；他们也因此而成为单一的、地区性的信息档案和文化遗产的传播手段。针对原始社会和史前社会的研究文献多将口头文化描述为“情景约束的”（context-bound）和“现实取向的”（present-oriented）（Goody & Watt，1963；Ong，1982；Scribner & Cole，1981）。但媒介理论并未因此而将口头文化视作是低级的，而是认为原始口语（primary orality）——一种“不受任何书写或者印刷知识影响”的文化形态（Ong，1982：11）——无论是和历史过往的意味或不同的未来的意味都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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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观点与翁［Ong，1982：11］在论述广播语言时使用的“次生口语文化”，以及在描述数字化媒介时使用的“第三阶层口语”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原始口语文化中，传播是特定语境下的表达与事件，而非跨越语境的表征和资源。

相较而言，我将书写划分至第一维度媒介的范畴。诚然，手抄本不仅实现了信息到知识的转变，而且通过阅读与反思的流通循环过程生产出更多的知识，由此塑造了千年以来广泛且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科学体系。然而，作为传播实践的一部分，手抄本的流通仍然依赖于社会交往的多级流动。这是因为手抄本往往珍贵而且稀少，它们大多只是提供给特定机构中的核心成员，例如神父、宗教团体的领袖、公务人员等。上述成员再将筛选过的信息连同他们的口头评论一起，在专业化、组织化的等级制度中散布与传播。不仅如此，传播的内容还要受到具体语境的影响。而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社会等级制度将限制公众接触信息（包含获取文化素养）的机会——历史上的情况正是如此。另一方面，由于手抄本的复制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无法避免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错误，这不仅降低了信息的精确性，而且影响了信息的可用性。因此，在誊写的文化环境中，传播仍然是一种由具体社会个体所承担并实现的、囿于本地语境的表达与事件。即便是在一个乌托邦国家，这个国家不仅鼓励并在经济上支持其子民习得读写能力，而且向民众提供充足的手稿，但仍然需要大量的纯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会使得均等地获取文化上可用的信息（culturally available information）变得不可能。就此而言，书写媒介并不具有大众传播的潜力。

正如梅洛维茨（1994：54）所指出的，复制与散播过程的相对低效率，使得书稿只可能成为一种“过渡的文化形式”（a transitional cultural form）。尽管如此，书写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书写不仅是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起草政治议案、管理决策和学术研究的文本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还是与亲朋好友交流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最为重要的是，笔记还是自我沟通的方式。如口头采访、采访笔记、印刷新闻稿等则经常作为新闻学研究中的资料来源（Ericson，Baranak，& Chan，1987：41）。上述资料也为第二维度媒介以及新兴的第三维度媒介中的新闻报道提供素材。作为一种记录的载体，一种在社会中主要机构之间以及机构内部交流的载体，具身化的社会个体和书写文本逐渐被第二维度的媒介所取代。

3．技术——第二维度

迄今为止，对“大众传媒”这个名词，人们已是司空见惯，耳熟能详——它指涉以一小群的传播者为中心，向广泛的受众群体发布相同或相似信息的媒介。众所周知的是，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77/1936）根据复制与扩散的技术特征对大众传媒进行了定义。本雅明的论述虽然围绕着艺术作品，但他同时也隐含地涉及了其他传播活动。本雅明将重点放在了摄影术、电影和广播上，但在我看来，门类众多的模拟技术——印刷书籍、报纸、电影、广播和电视——都可以被囊括进第二维度的媒介的范畴，它们都属于一对多的媒介机构与传播实践。这一类型的媒介具有两个普遍特征。第一，它们实现了对于特定文本的一对一的复制、存储和呈现；第二，它们从根本上拓展了信息的扩散潜能，使得人类能够跨越时空获取信息；同时，它不受参与者在场与否以及数量多寡的影响。

本雅明关注到复制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模糊性”（ambiguity）。在他看来，一方面，这种模糊性造成了艺术作品的“灵晕”（aura
 ）的丧失。这种“灵晕”包含了如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以及艺术家的演出所具有的独一无二性，以及通常有可能包含其间的“先验性”（transcendence）。在场的艺术品或卓越的演员呈现了一种缺失的实在，因而具有了超越生命的意涵。（不仅仅是艺术作品或舞台表演，任何的社会个体都可以拥有灵晕。灵晕既可以从传记或经历中体现出来，也可以从与亲朋好友，甚至陌生人的邂逅瞬间觉察出来。当然，上述这些都并非本雅明的原意。）

另一方面，技术的复制性体现了一种重要的文明的进步。当艺术品和其他文化产品与其自身的唯一性与本地性剥离之后，它们就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用途。不仅如此，复制技术引发了艺术理解上的变化，即艺术从单一形式的表达转变成为社会交流的媒介。由此，本雅明总结道（1977/1936：390f.），艺术自此不再是宗教或其他仪式的附属品：

……［艺术作品的］机械可复制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仪式的依赖中解放了出来。复制艺术品越来越成为针对可复制性而设计艺术品。……艺术的整体功能得以改变。它不再建立在仪式之上，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实践之上——政治。

“可复制性［的艺术品］的设计”（designed for reproducibility）：这句话意味着复制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带有特定社会意涵的、有计划的行为。书籍和报纸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书籍、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品被认为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的必要（尽管绝非充分的）条件（Eisenstein，1979）。与其相应，报纸在政治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则扮演着至关重要的物质载体的角色（Anderson，1991；Habermas，1989/1962）。印刷媒介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公共的传播平台，并具有一种不受宗教和政治机构中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所支配的潜在性。在此影响之下，印刷品推动了现代意义上对宗教与政治的理解，即宗教是一种私人事务，而政治则是一种公共事务。

相较于印刷媒介，记录和传播声音的技术在媒介史上出现的时间稍晚，约是19世纪70年代以降（这一领域的综述可参见Millard，1995）。这一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意味着包括歌曲、音乐演奏、政治演说以及自然环境在内的声音事件，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成为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由此，声音成为20世纪主流大众传媒——广播、电影（从1929年有声电影的普及开始）和电视媒介——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模拟技术在私人空间或公共场合中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声音氛围（soundscapes）。商店与工作场所中的背景音乐（muzak）也因而成为一类重要的、有待研究的都市生活的组成部分（参见，如Barnes，1988；Lanza，1994）。家庭生活中的广播与音乐磁带则成为作为群体活动的钢琴演奏和社区演唱活动的有力竞争对手。伴随着广播、电视和立体音响器材的逐步普及，私人收听（private listening）逐渐转变为随身收听（personal listening）。20世纪60年代后晶体管收音机的出现，进而实现了包括音乐、新闻等的随身携带收听。

不应忽视的是，第一维度媒介所具有的多级传播现象仍体现于印刷文化及电子文化中。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任何历史与文化时期，接触并阅读印刷材料仍然受到经济因素、知识文化素养以及生活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作为社区活动的阅读——大声朗读——依旧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Boyarin，1992）。佩蒂格里（Andrew Pettegree）（2005）对于爱森斯坦（1979）对宗教改革中的印刷出版物和书籍的研究展开了批判与发展，他提出，公共活动不仅囊括了演唱、布道、戏剧以及视觉符号等，而且包含了阅读和信仰皈依的行为。不仅如此，读者本身也可以成为作者，在书本的页边空白部分陆续添加评述或者“旁注”（Jackson，2001）（这类似于数字媒介的使用者标签的功能），并摘抄其间的内容，以用于此后的通信之中。对于广播听众而言，20世纪80年代始，新的研究呈现了受众不仅积极地参与到对媒介文本的诠释活动中，而且还共同将媒介建构成为传播实践的一部分（Lull，1980；Morley，1986；Radway，1984）。因此，面对面交流和大众传播活动之间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关联，而数字媒介的出现则为这种关联与网络提供了新的物质平台。

4．元技术——第三维度

数字计算机不仅复制了先前所有的表征与交流媒介的特征，而且将它们重新整合于一个统一的软硬件物理平台上。在个人计算机时代的开端，艾伦·凯（Alan Kay）和阿黛尔·戈德堡（Adele Goldberg）（1999/1977）将计算机描绘成元媒介（meta-media）。数字媒介将文本、图像和声音整合于许多既有的表达类型之中，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表达类型。而这些既有类型大多源自大众传媒与面对面的交流，如叙述、争论、游戏等。同时，数字媒介整合了一对一、一对多以及多对多的传播形态。第三维度的媒介的典型例子就是网络化的个人计算机，也包括手机和其他便携设备，因为后者同样成为了接入互联网络的终端。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如东南亚和日本——手机和其他便携设备成为互联网络扩散的主体（Castells，et al.，2007）。

在元技术的影响下，传播再次拥有了人际传播中的互动与多元化的交流模式的特征。例如，手机的普及使得以技术为媒介的交谈活动（technologically mediated speech）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通过它协调公共事件或私人活动。网络游戏则进一步整合了多元化的听觉和视觉形态。这种整合不仅仅意味着虚拟游戏世界中的光影声色，它还体现于游戏操作中的团队协同配合，如不同玩家在游戏过程中持续开展的语音交流（Jørgensen，2007）。此外，某些特殊的非现实世界中的虚拟存在感有可能形成现实中的公共事件的参与感。我们以纪念“9·11”事件而建造的“声音纪念工程”（the Sonic Memorial project）为例。该工程除了呈现世贸中心大楼周边的声音，还包含了交互功能，这种功能可以让来访者“添加声音”（http://sonicmemorial.org
 ，访问时间2009年7月15日）（E. L. Cohen & Willis，2004）。

宏观上而言，数字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络吸引着学者将研究视线从媒介重新回到传播，进而梳理两者之间的联系。一种物质载体能够实现多种不同的传播实践；而一些传播行为则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媒介载体上。当新的媒介平台产生时，某些先前存在的传播活动会再度出现并移植到新的平台上，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短信息。因此，尤其是在预见新媒介的潜能时，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往往倾向于回归一种基本的传播模式：雅典式的集会，或是哈贝马斯所倡导的对话机制（1989/1962），又或者Web 2.0时代网民的在线集体智慧（Surowiecki，2004）。当前，不同的数字媒介所对应的传播用途和传播目的仍处于不断探索和建构的过程之中（Kim，Kim，Park，& Rice，2007；Ramirez，Dimmick，Feaster，& Lin，2008）。在下一节中，我将通过一项经验性研究提出包含六种基本传播模式的类型学。我的讨论同时囊括了这六种模式与数字媒介的关系（K. B. Jensen & Helles，2009）。


 三、案例分析：三级传播

表4.1列举并说明了三个维度媒介中的六种不同的传播实践活动。表格顶部划分了同步传播和异步传播两种类别，区分上述这两种传播类别的核心因素是时间：打个比方，跟家人打电话是同步传播，而利用答录机听取留言则是异步传播；观看体育竞技的电视现场直播是同步传播，次日到网上观看则是异步传播。需要强调的是，同步传播与异步传播并无优劣之分，两者均是机动灵活的表达与交流方式，它们服务于不同的社会目的。对于热恋中的情侣而言，一封情书（异步传播）也许远胜于短暂的相处（同步传播）；而一本剧目的印刷版本（异步传播）比它在剧院公映或者电视放映（同步传播）更可能赢得长久的关注和反响。

表4.1　六种传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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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提供“共同创作（collaborative）”环境的网站。

表4.1中，表格的侧栏根据传播活动中参与者的数量和交流互动的本质进行划分，其判别标准是：谁有能力对多少人传递信息？第一行和最后一行的表格中特别标注出了数字媒介的案例。例如，在一对一传播中我们可以看到，手机的迅速普及不仅引发了口头语言的形式和使用上的变化（Baron，2008），而且影响了亲朋好友之间强或弱的社会关系的维系（Ling，2008）。普通的媒介用户随时随地可以通过语音和短信息彼此联络，这使得他们时刻处于家庭、网络、社会和文化之中。

相较于一对一的传播模式，多对多传播模式的发展趋势至今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至少就全社会范围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协调与整合而言。这种传播模式在其发展早期便赢得了瞩目的成就，典型的例子如合作完成的维基百科、开放式源代码以及对等生产的积极性（Benkler，2006；Von Hippel，2005），个人博客、专业博客以及合作博客（Rettberg，2008；Schmidt，2007），社交网络站点（Boyd & Ellison，2007）等。从传播史来看，多对多传播的先例并不多。同步传播案例，包含如市场及露天体育场的传播活动；异步传播的案例则有涂鸦及社区公告牌。另外，传统意义上而言，在诸如党派、工会、文化兴趣小组等的组织、运动和社区中，信息简报等扮演着内部交流的媒介角色，联络部分成员和领导就特定主题的事宜进行商讨。将大众传播活动视为二级传播的观念强调了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同一对一——少数对少数——传播模式的整合（Lazarsfeld，et al.，1944）。数字媒介特别引发了“巴别塔效应”（the Babel objection）
(6)

 （Benkler，2006：10）——如果没有倾听对象，每一位言谈者都会停止说话。

下面将要叙述的经验性研究意在绘制一条基线，以描述平均每位媒介用户参与不同的传播活动的基本情况。调查包括三类基本问题：一是媒介使用情况，包括报纸、收音机、电视、音频/视频播放器、电话以及互联网；二是受访者对于媒介影响的评价，包括政治、家庭、购物、工作、休闲和信仰等领域；三是样本人口的基本特征。此外，问卷细分并调查了互联网络的不同功能类型，如电子邮件、网上购物和网络银行、文件共享、博客等。

我们在2008年夏天完成了在线数据的采集工作。基于丹麦互联网络的早期扩散和高度渗透的优势，采用网络调查不仅高效，而且真实可靠。与早期研究相比，此次我们采用的分析样本是经过缩减处理的样本数据（N＝1425）。分析样本的重要人口统计变量分布反映了丹麦人口总数特征（具体内容可参见K. B. Jensen & Helles，2009）。我们用0—1数值（0为最不经常使用，1为最经常使用）表示受访者对每一种传播模式的使用频度，结果如图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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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交往实践的分布

➢　同步的一对一传播（Synchronous one-to-one，S11）。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类是会说话的动物。在现代传播技术的影响下（McLuhan，1964），交谈活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比例虽未见增多，但在不同语境下却有着复杂而丰富的表现形态。上述观点可以从0.609的样本平均值中得到印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手机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展交流、传播和微观协作（micro-coordination）（Ling & Yttri，2002）。

➢　异步的一对一传播（Asynchronous one-to-one，A11）。令我们颇感惊讶的是，异步人际传播的平均值——0.869——在异步传播的类型中是最高的。对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是，第一，手机短信是异步的一对一传播的一种常见形态，它同时也是一种特别便捷的微观协作方式：人们通过短信彼此协调，安排生活，并可以随时查看这种安排。第二，由于短信只占用极少的流量，因此它的费用并不昂贵。换句话而言，如果说通话很便宜，那么短信就更便宜了。

➢　同步的一对多传播（Synchronous one-to-many，S1M）。曾几何时，推送式广播（push broadcasting）被视作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研究中，其平均值——0.779——接近于异步的一对一传播模式。互动和使用者主导的传播形式越来越多地被受众所推崇，甚至被视为能够将受众从大众传媒的单向灌输中解放出来。这种传播形式不仅仅意味着单纯的娱乐，同时还包含着同步的参与以及知识的获取（Williams，1974）。

➢　异步的一对多传播（Asynchronous one-to-many，A1M）。相比之下，异步的大众传播允许受众自主选择他们（认为他们）喜爱或需要的媒介内容。这一模式不仅适用于报纸阅读或传统的网页浏览，也适用于录制的音像资料——无论是下载资源、时移电视（Time-shifted TV）
(7)

 ，还是电影片的出租——它们都被认为是日常媒介文化中的特殊事件。尤其是录制或出租这类的推送活动需要额外付出劳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此类传播模式使用频度的平均值较低——只有0.435。

➢　同步的多对多传播（Synchronous many-to-many，SMM）。最后两类多对多的传播活动使用频度的平均值都很低，同步的多对多传播均值只有0.285。这其间的原因可能是：其一，自发的聊天活动往往被认为只具有特定的吸引力；其二，这种活动的开展需要努力和保证，却无法预计其结果和参与者。参与者一般都会问一个问题，“有人在么（Is there anybody out there？）？”（The Wall，Pink Floyd，1979）。

➢　异步的多对多传播（Asynchronous many-to-many，AMM）。近些年来，最后的这类传播模式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公众与学者的关注视野。博客的政治舞台竞技、对等生产的经济潜能、互联网站点的社会关系等——它们既为我们带来希望，又有着无法预期的结果。这里所讨论的是各式各样的亚文化和亚公众团体所自主选择的、部分自发形成的论坛。在我们的调查中，这类传播活动的平均值最低，只有0.264。

总之，此项研究显示了2008年丹麦的网络用户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与传播行为，它包括了谈话、收发短信息等日常活动。研究表明，样本群体最不倾向于接触多对多的传播活动。作为一项初步研究，我们的发现试图建构起一个新的研究议程，并重新强调超越媒介/媒介之外的传播活动及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详见K. B. Jensen，待出版）。据此，对于媒介融合的讨论需要基于受众对不同媒介的使用情况而定——具体而言，在受众看来，每种媒介具有哪些功用？它们要求受众施与的注意力强度又是如何？受众在每种媒介上愿意付出的时间、精力以及费用又是多少？最后，在三级或多级的传播活动中，受众又是如何实现跨越不同的媒介载体？


 四、从物质到媒介

1．可供性（Affordances）
(8)



媒介理论中的基本问题是：物质所具有的潜在如何转化成为实际中的媒介？当前，日新月异的数字媒介环境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案例。无论是简陋的工具，还是复杂的元技术，它们都并非先天存在然后被人类发现的，而是人类后天所创造的。与媒介内在的偏向不同，“可供性”这一名词强调了社会和文化施加于媒介的持续不断的改造和影响。因此，如果说英尼斯（1951；1972/1950）的研究围绕着模拟媒介而展开，那么“可供性”这一分析视角对于元技术而言则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可供性”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 Gibson，1979）提出，用于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我们通常会说自己有一个身体（we have a body），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身体（we are a body）（Merleau-Ponty，1962/1945：174）。一方面，可供性指那些与人类有关的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性质；另一方面，这种性质只有通过与特定的生命体相互关联才能体现。例如，树林对于鸟类、猫类和人类而言有着不同的可供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是一个特殊的生物群体：因为我们可以选择和改变包含树木等在内所有的我们接触到的可供性。这种选择和改变既可以是个体行为，也可以是集体行为。例如，在树林里散步时，掉落的树枝既可以当作凳子，又可以架在河上作为临时的桥梁。在剧情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英雄人物将汽车作为掩护，一边休息，一边计划下一步的行动；而在下一幕中，汽车成为追逐歹徒驾驶的卡车的工具，飞过卡车顶部。要拍摄这样的电影，并将其上传到网络上，则需要利用更多的物质可供性和人类技能。

在人类同环境的交互过程中，人类所发现的自然界事物和人工创造物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前者往往具有相似的可供性，而后者的可供性则多少受到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共同影响。电影《2001：遨游太空》（2001：A Space Odyssey
 ）（Stanley Kubrick，1968）中有一个著名的场景：猿人先将骨头当作武器彼此杀戮，之后又将其抛到空中，蓝色天空下旋转的骨头，一瞬间已经转变成漆黑太空里漂浮的宇航器。这个情节隐喻着如航天飞机和汽车一类的人工创造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建构空间环境并容纳人类的能力。而电影和其他传播媒介则是一种独特的包容性工具（enveloping tools），它能够呈现骨头、汽车、航天飞机等不计其数的自然客体与文化客体，从而为个体思考和社会讨论提供素材。由此可见，媒介的能供性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可控制性。

吉布森（1979）的可供性概念影响了包括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在内的一系列研究传统和研究领域。然而，对其加以应用的一个难点在于，可供性这一概念或多或少是明确而且有意识的。但人们在利用可供性之前或者利用它的过程中，又是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它的存在，或是通过何种方式利用可供性？在人机交互界面的设计领域中，唐纳德·诺曼（Donald A. Norman）（1990）早期对于计算机的可供性的论述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力。但他的论述仍然没有清晰地界定“实际存在的可供性和可感知的可供性”之间的区别。在之后的论述中，诺曼专门针对其间的区别进行解释。他说：“作为设计者，你所关心的是，使用者是否意识到了一些动作是可以完成的（或者相反，从不可供性［non-affordance］中推断出什么是无法实现的）”（更多讨论可参见Hartson，2003）。换句话说，如果使用者无法察觉到可供性，那么设计者再怎么强调可供性的“存在”也是白费力气。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强调的一句话：客户就是上帝。尽管有了上述解释，但诺曼的区别仍然存在含糊不清之处。例如，在浏览网页时，我们会意识到计算机屏幕上的链接或按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意识到接下来的浏览链接或点击按键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对于其他人还是自己而言，使用者都未必能够对上述一系列行为展开交流或作出合理的解释，他们也未必能够表达与解释这些选择。吉布森（1979：134）本人也注意到了，感知和使用某种事物跟能够界定某种事物完全是两码事。

这一现象就是通常所称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社会学和文化理论领域中，它或被称为“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
(9)

 （Polanyi，1962），或被称为“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
(10)

 （Giddens，1984），又或者被称为影响个体社会交往的“习性”（habitus）（Bourdieu，1984/1979）。上述研究文献有一个共同观点，即认为信息和传播最终促成了行动。自然事物和媒介所具有的可供性使得我们不断“前进”（Wittgenstein，1953：no. 154）（也可参见Winch，1963/1958：24-33，59）。虽然这种情况并非时常发生，但在一些情况下，我们能够明白、深入思考并告诉他人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和方法。而通过传播活动，我能够从目前的情形中获知他人所掌握的隐性知识，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如何表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实际上他们又是如何做的。通过上述这种方式，我接受或拒绝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一部分可供性，无论这些交往活动是面对面的交流还是以技术媒介为中介的传播。

心理学同样也展开了针对可供性的社会影响的研究。这一概念重新引发了遗传和环境的经典争论：人类身体所具有的各种认知可供性（cognitive affordance）有多少是从遗传或者社会成长环境中获得的？它们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关于社会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s）的研究强调了对于真实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以及日常生活语境——下的认知与交流活动的探究（详见Valenti & Good，1991）。通过特殊的设计，实验研究将人类同时从他们生存的自然处所以及社会环境中分离出来。这其间涉及的自然主义信条可以用一本书的名字来诠释：《荒野中的认知》（Cognition in the Wild
 ）（Hutchins，1995）。书名中的“荒野”不仅指涉外部自然环境，也包括其他社会成员。虽然吉布森（1979）在论述中强调了“无人环境下的视知觉”，但诚如在“吉布森有关社会心理学的早期作品”中所述，吉布森的研究方法“试图同时囊括社会交往的复杂性”（Valenti & Good，1991：80）。对人类而言，自然环境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复杂的可供性是——其他社会成员：

自然环境中最丰富和复杂的可供性是由其他动物提供的；对我们而言，则是由其他人所提供……行为与行为之间相互对应（behavior affords behavior）。整个心理学以及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都可以被认为是对这一基础事实的诠释。（J. J. Gibson，1979：135）

其他人所具有的可供性之一可以具体地体现于他们的言语行为以及他们对我们的言说这一行为之中。通过言谈和其他传播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人能够给予我们的东西。同样的，通过传播活动，我们发现了共同开发自然界中的可供性的方法。在我们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
(11)

 中，其他的社会成员扮演着既无法避免、又必不可少的媒介角色。无论作为一种物种，还是作为文化和社会，人类均在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的影响下延伸着自己的身体（McLuhan，1964）。尽管如此，直到最近，传播研究才开始运用可供性这一概念。而这一举动似乎是为了考察具身式传播与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所呈现出的相似性。伊安·赫胥比（Ian Hutchby）（2001）在试图具体阐释互联网络和手机所具有的可供性的同时，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史和科技社会学研究中夸大物质的灵活性和软件与硬件的可解释性（interpretability）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这一方面的综述，可参见Biagioli，1999）。并非所有事物都能成为传播的物质界面。问题在于：为什么某些物质的可供性，而非其他物质的可供性，演化成为了媒介。

2．嬗变性（Emergence）

嬗变性这一术语指涉的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最终状态发生了本质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无法预测，甚至无法从这一过程的各组成部分的初始状态中得以推断。俗话说，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嬗变性所考察的是某些最具基础性的、本质上隶属跨学科的研究问题。自然、人文以及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制度性划分，使得不同领域通常致力于探究不同的实在领域，但这些不同领域间的交界处构成并影响了各个领域的研究客体、成果以及边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
(12)

 。在物理实在（physical reality）领域中经常被提及的一个案例是“蝴蝶效应”——蝴蝶轻轻扇动一下翅膀最终将导致地球另一端的一场飓风的可能性（Gleick，1987：9-31）。而在社会领域中，“网络空间”（cyberspace）（W. Gibson，1984）则意指一个和上述案例相似的、无法想象的巨大规模的局部传播行为的集体产物。媒介史的发展中充满了不计其数的案例，这些案例都是关于一种技术的社会运用如何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显著改变，甚至产生了始料未及的转变。例如，托马斯·爱迪生在发明留声机之初，设想其作为商业上用于记录口授信件的机器；而今天，它成为风靡大众消费市场的音乐播放器。同样可见的是，早期的电话服务包括了为公众预定音乐会、演讲以及新闻等的功能，在今天看来，早期的电话服务更接近于大众传播媒介而非人际传播媒介（Winston，1998：51-64）。

无论是在强硬还是温和的立场中，嬗变性——其范围和相关性作为一个解释性概念——这一概念都存在着争议性（具体参见Sawyer，2004）。在传播理论中，嬗变性这一名词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首先，传播的范围代表着嬗变性所隐喻的数量级边界。具体而言，传播活动并非受制于那些存在于人体及其技术性的延伸中的微观或宏观的自然界实体，而是受到不计其数的物质实在的结构的影响。同样，文化和国家也无法直接参与交流与传播，而是通过其构成，如国事访问、旅游、媒介产品的输入与输出等形式参与传播。关于嬗变性的研究通常涉及了四个不同的实在层面的范围和转变。这四个不同现实层面分别是物理、生物、心理以及社会层面。一方面，每一个层面的机制与功能必须根据其独特的逻辑性方能得以理解；另一方面，事件与过程在各层面之间持续性地转换和延续。最后两个层面——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或者说拥有一种介于“嬗变的心理和社会性之间的持续性的相互制约和彼此依赖”（Emmeche，Køppe，& Stjernfelt，2000：15）。简而言之，在生物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类与社会彼此塑造与影响，并受到物理条件和生物条件的约束。而精神领域与社会领域之间的交流，则正是传播的场域。

其次，传播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能够重塑自身的条件——传播的载体。不同的物质载体提供了不同的变化种类。19世纪90年代末，流动杂耍演出和娱乐活动中最具吸引力的节目就是电影。因为电影不仅能够展示现实，还可以呈现虚构的事物（Altman，2004；K. Thompson & Bordwell，2003：13-22）。到了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电影逐渐形成其文化形态或外观——一定长度的剧情片。它在固定的时空场合下向观众放映，从而获得盈利；而这些又是在生产、发行和放映的集中化院线体系下实现的。如今，电影越来越多地被视作软件的一部分。它可以在不同物质平台上放映，并允许加以分类与修改。本质上而言，电影跟其他任何形式的数字档案没有差别（Klinger，2006）。不仅如此，在数字媒介中，本地用户不但可以修改单个文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改整个传播系统——包括形式和内容（Finnemann，2005）。而这一点得以大规模地在家庭环境下实现，得益于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爵士在1991年将网络协议和准则公开发布。它使得很短的时间里，网络协议和准则大范围普及，并演变成为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万维网（World Wide Web）。相较而言，网络用户、不同用户组群以及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
(13)

 ——无论它们是在商业领域、公民社会还是公共部门之中——的日常交流尽管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同样重要。他们不断地影响并改变着互联网络，使得互联网络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形态，更成为一种社会组织。

网络化的传播使得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1959）在媒介研究中的一句格言得以拓展：我们不仅要问媒介如何影响人类，而且应该探究人类怎样利用与影响媒介。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们如何影响或改变媒介，以便利用媒介从事不同的事情。数字媒介的出现使得我们重新思考关于传播效果、因果关系以及技术动量的问题。

3．技术动量（Momentum）

毋庸置疑，媒介对社会个体的态度、情感及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是各类研究中最常见的主题（这一方面的综述，可以参见K. B. Jensen，2002a，2002b）。媒介效果也因而成为公共事件与政策讨论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它吸引了大量研究资金的投入，同时塑造了这个领域的合法性地位。相比之下，媒介所具有的结构性与长期性影响难以通过研究术语进行表达——尽管这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瞩目成就，包括不同文化语境或社会群体中的媒介扩散研究（Rogers，2003），关于新媒介的“驯化”（domestication）研究（Haddon，2004；Helle-Valle and Slettemeås，2008），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新”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研究（Briggs & Burke，2005；J. B. Thompson，1995；Winston，1998）。现有针对技术的研究对于我们考察新媒介所产生的系统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技术史上的一项重要贡献，美国技术史家托马斯·P·休斯（Thomas P. Hughes）曾对1880—1930年间电力的发明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影响展开研究。休斯提出，除了照明给家庭生活、工作环境和街头巷尾创造了更加安全舒适的环境，电力还为现代媒介——无论是彼时的印刷报刊还是今天的互联网络——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为此，休斯（1983）在研究中采用了“技术体系”（technological systems）这个术语，而非指代作为有限范围的客体或人工产品的“技术”一词。技术体系构成了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它不仅将人们囊括其中，而且勾勒出了技术体系所建构的社会形态。一旦得以运用，上述系统将获得休斯所称的技术动量——一种类似于冰川所内含的力量的惯性。技术动量无法通过系统本身的规模或复杂程度来进行解释，而要从它与相关的社会机构和实践的整合角度进行考量。发电站和数字网络需要耗费时间进行规划和建设，同时还依赖于持续投资和公共规划，后者通过政治讨论和立法过程加以推进。诸如光、水、通讯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获得与使用则牵涉到意识形态的问题，其相关答案同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新媒介的影响的考察不应视作事件，而应当作为过程，这一过程将伴随时间的推进而逐步产生效果。

休斯（1983）试图在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主义两者之间选择一条中间路线。他特别小心地划分了物质资源变为技术体系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在稍后的研究中，他提出，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也许适合用于捕捉那些相对“年轻”的技术体系的延展性（malleability）；而温和的技术决定论则适用于解释较为“成熟”的技术体系的功能（Hughes，1994）。这其中，决定性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分层递增的过程，其间包含着多重原因——这就是其他研究领域所称的“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多元决定论的概念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
 ）（1911/1900）一书中提出的。它展示了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是如何与久远的记忆和被压抑的经验相互混合，渗透进梦的内容与形式之中。通过将弗洛伊德的这一概念移植到批判社会理论中，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77/1965）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提出了质疑。与前述的斯图亚特·霍尔的最初决定论（1983）观点相类似，阿尔都塞强调了政治因素和文化实践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相对自主性。如果说，起初决定论揭示了物质转换为媒介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那么多元决定论则开始关注进入这一过程并产生技术动量的不同物质、话语和制度的因素。

媒介的技术动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们的普遍存在性。传播活动贯穿于实践与制度之间，而实践与制度则构成了文化和社会；不同的媒介塑造出不同形态的文化与社会——口语、书写以及数字化。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对技术创新和现代文明的关系展开讨论的经典论著《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1934）中强调了他所称的“科技”（technics）具有的包容性特征：

请注意：机械化和系统化从来就不是历史中的新现象；所谓新现象，是指这些功能被建构并植入组织形态之中，而这些组织形式则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表面上来看，没有科学方法和技术目标的强大推动力，文明也能够达到很高的技术熟练程度……华夏民族、阿拉伯民族、希腊民族，他们迈出机械化的第一步的时间远远早于北欧民族……但是，上述民族只拥有机械工具（machines），却没有发展出“机械系统”（the machine）。（Mumford，1934：4）

对芒福德而言，现代的人类生活在“机械系统”中。与此类似，我们可以说，我们生活在（最新一代的）媒介中。媒介既不能与实在割裂，也并非受到实在的推动而发展。媒介与交往实践是我们感知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方式，亦是我们“拥有世界”的基础（Merleau-Ponty，1962）。芒福德（1934：4）对于现代技术所具有的独特性是非常确定的。与其类似，当前的研究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将今天的世界描绘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信息社会（Daniel Bell，1973；Castells，1996；Porat，1977）。即便如此，事实上，所有历史上的人类社会都依赖于交流与传播的资源。从这个角度而言，它们都可以被认为是信息社会或媒介社会（Finnemann，2008）。言谈、书写和印刷曾经拥有技术动量。今天，它们仍然拥有着技术动量。新兴涌现中的第三维度媒介也许只是媒介变迁的一种形式。


 五、第四维度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主要从普及性和渗透性这两个特征出发，描述新一代的数字媒介——它不仅超越了网页时代的Web 1.0、网络横幅广告和导航条，而且超越了社交网络的Web 2.0时代、“赞助商链接”（sponsored link）以及标签（这一领域的文献，具体参见Greenfield，2006；Lyytinen & Yoo，2002）。信息技术无处不在，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而言，这个词已然成为商业领域和政策领域的流行词汇。尽管每个人喜好的术语各有不同，但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是，未来的数字媒介将毫无疑问地同当前的形态如工作站、笔记本电脑和移动设备等截然不同：

普适计算（又称普存计算、普及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或ubicom）将成为人机交互的后台式机时代的模式。在此模式下，信息处理过程与日常物件或日常活动融为一体。如果说，台式机范式是指一位用户持续性地操作一台计算机完成一项工作；那么，在日常活动中，用户在“使用”普适计算的同时，也与多台计算机设备和系统联网工作，而这一过程甚至连使用者也无法察觉。（http://en.wikipedia.org/wiki/Ubiquitous_computing，访问时间2009年6月5日）

作为普适计算理念的提出者，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马克·维瑟（Mark Weiser）（1991）比较了普适性（ubiquity）和虚拟性（virtuality）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别。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的虚拟媒介环境的建立主要基于一个模型，即“［将］世界容纳进一个媒介”（the world in a medium）——通过本地的、静态的和多元模式的交互界面，并借助于虚拟现实眼镜、虚拟现实手套和传动平台等工具，使用者可以进入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虚拟现实之中（这一方面的文献概述，参见Levy，1993）。相反，普适计算融合了不同的自然物体、人工产品和社会环境中的多种媒介界面，进而实现了“世界作为一种媒介”（the world as a medium）的构想。这一发展体现于新近崛起的“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
(14)

 （ITU，2005）。如果说图形用户界面推动了计算机的普及，那么，“有机用户界面”（organic user interface）的兴起则成为新兴的研究焦点（Vertegaal & Poupyerv，2008）。而这期间，交互界面的基本意涵发生了变化，它从一种工具的界面变成了一种皮肤或者生物膜（Membranes）的界面（Rekimoto，2008：40）。与此同时，硬件系统正经历着超越硅电子器件的发展（Munakata，2007），并朝向更加微型化以及物理集成化的方向突飞猛进，例如，在化学和原子层面上的系统集成。而在硬件和人体的融合领域中，生命支持系统和植入技术的例子恰恰表明了媒介正成为人体的一部分。因此，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数字媒介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更多根植于本地的、更加个人化的交流与传播的实现；它使得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与其他传播者展开包括图像、文本及声音在内的交流沟通；也使更多的物理距离或社会意义上的远程操作变得可能，而上述所有这些内容都仍然处于不断想象和持续的实现过程中。

在未来，移动化、普适化以及无所不在的媒介需要我们重新看待传播的观念，特别是传播的范围。例如，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和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使用中，人类是以何种方式与数字产品和其他的物理实在进行沟通交流？认知科学通过所谓的基本层次范畴（basic-level category）来描述人类的认知和传播的范围（Lakeoff & Johnson，1999）。这其中，人体是关键的衡量标准。我们不仅拥有一套特殊的神经构造系统，而且成为一套嵌入实在的特定层面的特殊神经构造系统。我们利用那些与我们尺度相当且在感官可及范围之内的事物：物体发光的表面和演奏的音乐，而非红外线辐射或者宇宙大爆炸的回声（尽管数字技术已经可以将大爆炸的回声转化为我们听得到的声音频率）。基本层次范畴超越了康德所说的理性的先验范畴，使得人类能够根据社会中的人事浮沉、对于亚文化的融入或疏离以及体育竞技或网上拍卖中的排名，从字面上以及隐喻上就何为上与下、内与外、前与后展开思考与表达。“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Lakeoff & Johnson，1980）首先取决于人类的身体。同时，这一隐喻也扩展至工具、技术和元技术之中。我们对于传播及其范围和局限的理解建立在人的身体的可及范围内所表达的话语、类型、文本、形象以及声音之上——而这一系列的表达内容将是下一章的讨论重点。



————————————————————


(1)
  “后人类时代”主要指科技的进步所促成的人类与机器结合的时代。


(2)
  斯图亚特·霍尔，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


(3)
  所谓“最终决定论”，即如马克思所认为的，由于每件事情最终都受到经济因素的直接影响，因此经济因素可以被视作“最终决定”因素；而“最初决定论”，根据霍尔的观点，即经济决定力量是最初状态（the first instance）阶段就开始运作的。经济因素可以成为传播活动发生的背景的一个重要特质，但无法为传播活动的本质提供完整的解释。参见“Culture，communications，and political economy，”in Curran，J. and M. Gurevitch（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Edward Arnold。


(4)
  指当人产生音乐的需要时，整个背景就会根据人的需要做出反应。


(5)
  指由于原始口语是依赖于当下情境的，所以它无法被移植到过去的情境或者是未来的情境中。


(6)
  即指当每个人都能够表达时，就没有人注意谁的话被听到。


(7)
  时移电视是基于网络的个人互动电视技术的一种业务，它可以让用户实现对直播电视的快进、暂停和快退的功能。


(8)
  也有国内译著翻译为“功能可见性”或“可用性”。


(9)
  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958年在哲学领域提出的概念。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他把前者称为显性知识，而将后者称为隐性知识，按照波兰尼的理解，显性知识是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系统（最典型的是语言，也包括数学公式、各类图表、盲文、手势语、旗语等诸种符号形式）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对，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的知识。


(10)
  实践意识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需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意识。它是以人们在日常社会活动中所拥有的有关在各种环境中“如何顺利进行”的知识为前提的。


(11)
  即指群落中生物体扮演的功能性角色。


(12)
  科学研究通常把研究对象以外的其他物体称为外界，把属于研究对象本身并且与外界直接接触的那些接触面称为边界。而边界条件是指边界的形状、边界所受的外力，以及外界给予它的限制。边界条件的性质与外界及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和运动都有关系。


(13)
  压力集团是指谋求对立法者、舆论等施加压力的团体。


(14)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顾名思义，“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其包含着两层的意思：第一，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延伸和扩展的网络；第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


第五章　媒介意涵

——传播的话语、体裁与形式


 一、媒介曾是讯息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讯息”（1964：23）是关于媒介的经典阐述之一。这句名言无论是在研究学界还是公共辩论之中都耳熟能详。尽管对于它的解读众说纷纭，但其核心要点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介不仅成为了特定世界观的塑造者，而且超越了其间的具体讯息与表征。简而言之，形式超越内容。具体而言，麦克卢汉认为，20世纪的视听媒介挑战了先前占据统治地位的、源自“谷登堡星汉”（the Gutenberg galaxy）的文学世界观（McLuhan，1962）。在数字媒介的影响下，我们将迈入“互联网星汉”（internet galaxy）（Castells，2001）。麦克卢汉的思想遗产即在于他提出的媒介为文化和社会增添了新形式的观点：媒介塑造了意义，而文化与社会正是由于意义而得以传播。

不过，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无法预见的是数字技术所催生的“元媒介”（meta-media）（A. Kay & Goldberg，1999/1977）。麦克卢汉曾指出，每一种旧媒介都是另一种新媒介的内容——“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McLuhan，1964：23-24）——他暗示了在媒介交替的历史进程中，旧媒介的特征将几乎完全融入之后的新媒介的形态之中。相比之下，数字媒介尤其受到其间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对于旧媒介的选择性重构的影响。媒介不再是麦克卢汉最初意义中的讯息——数字媒介的讯息不仅囊括了先前所有的媒介形态，而且还远远不止于此。然而，麦克卢汉总的观点仍然适用：不同的表达形式提供了个体经验和社会交往的不同内容。意义产生于形式与内容的交汇之中——亦即传播的话语、体裁和形式之中。

在本章中，我将讨论话语形式和传播功能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了使麦克卢汉和当代数字美学的相关论点得以成立，我提出“功能超越形式”的观点。这是因为，媒介首先是交流互动的资源，其次才成为表达的形式或思考的客体。第一节将探讨不同媒介是如何对人类传播的基本模式实施再媒介化（remediate）——即再现与重塑。这些基本模式包括了言谈、歌曲、写作、静止和移动的影像。第三维度的媒介不仅为语言形式与绘画形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源，同时也成为了相应的多元化语境功能（contextual functions）的资源。为了进一步阐明文本和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节将重新审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我以搜索引擎为例，阐述文本如何通过与其他文本以及与使用语境的相互作用而获得意义。在第三节中，我将引入“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的概念。元传播既指涉关于传播的传播，又包含着信息状态的传播，还包含着传播者角色的传播。尽管任何媒介中的任意传播实践都包含着元传播，但数字媒介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元传播类型，它重构了传播的形式、内容与功能。在最后两节中，我将把传播目的作为具体的话语结构。我们驾驭媒介来实现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轮流表达，并最终完成传播活动。第三维度的媒介扮演着独特资源的角色，它实现了交流的话轮转换（turn-taking）
(1)

 ，并使得传播向其他社会交往活动转变。


 二、媒介与形式

麦克卢汉还有另外一句格言鲜有人闻：“形式即讯息。”（the modality is the message）哈罗德·A·英尼斯（Harold A. Innis）（1951；1972/1950）认为，媒介是具有“政治权力和控制”影响的物质与经济基础结构。受此观念的影响，“麦克卢汉更多地关注新兴媒介的体验将如何影响认知的改变，譬如感官比例上的变化”（Meyrowitz，2008：2801）。形式构成了传播的物质载体和话语载体之间的中介范畴，占据着传播的中间环节。它居于物质与意涵之间，成为表达与体验的记录工具（general registers）：人类感官在面对自然环境时的可供性（关于感知的生物学与心理学的论述，参见Sternberg，2009：254-270）。尽管日常语言中区分出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五种感官，而且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诸如人际交往中触觉的角色，以及偶然间实验在电影节目中融入嗅觉元素（Smell-O-Vision［嗅觉电影］
(2)

 ，1960；Odorama，1981）所带来的影响，但传播研究通常仅仅着眼于视觉与听觉在协调和社会交往中的功能。现实中，传播研究仍侧重于传播的语言模式和图像模式。

考虑到数字媒介对于模拟媒介的大规模重构，我们也许要问：这其间产生了多少种形式？又有多少种可能的形式？一种代表性的研究观点将面对面交流区分为“声音—听觉”（vocal-aural）和“视觉—空间”（visuo-spatial）两种模式。后者包含手势、目光及身体姿势；而前者则可以细化为词汇—句法、声音和韵律（Stivers & Sidnell，2005）——上述区别取决于特定的研究问题以及相应的分析尺度。纵观媒介发展的历史，不同的技术手段以不同的方式分割并重构上述这些形式。就其本质而言，面对面的交流有着多种形式，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彼此的多媒体。读写能力使得读者将其视觉集中于与文本的交流中。而电影与电视借助于声音和色彩的渲染重现了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感知的“逼真的在场”的重要内容（Schütz，1962/1945）。相应地，数字媒介除了实现了对第二维度的媒介的再现与模拟，同时也将面对面交流的元素整合进了技术为中介的传播中。这里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媒介是否能够重塑人的感官能力，而是在于，无论是从生产角度还是接受角度而言，历史上一系列的技术变迁使人类身体所具有的传播潜能不断显现——即实现（actualized）。工具、技术及元技术推动了文化和社会发现与培育新的传播方式，并进而将其制度化。

人类传播的形式至少拥有三项独有的特征。首先是可控制性（programmable），它使得人类传播的形式拥有无限多种表达与交流的可能。其次，人类传播的形式具有可转译性（translatable），尽管意义的某些元素和层面可能在转译过程中遗失。第三，形式还能够被施以再媒介化，或者说应用于不同的物质载体之上。不同的技术为特定形式的重构和转译提供了可能，即对传播形式和功能的复制、强化、分离与模拟。与此同时，技术还实现了不同形式的重组与融合——从手工绘本（带装饰性的西文大写字母和微型画像），到画报和有声电影，再到多种模式的虚拟现实中的运用。

1．可控制性（programmability）

如第三章中所述，媒介在许多方面具有可控制性。形式是不同语境下的常见资源，它们使得人们从现实目的出发，形成针对事件与问题的特定理解。个体层面上而言，正如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
(3)

 研究所示（Halliday，Teuberg，Yallop，& Cermakova，2004），一个普通人日常很大一部分的语言发声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研究分析了大量人们在实际中言谈与书写的数据，而非如何发音或拼写单词的数据）。人类都是从事言语表述与交流的行家。文化层面上而言，人们对于如地图之类的图像表征进行加工与改造，使它们可以运用于探险活动、战争行动和公共管理在内的多种用途（Ehrenberg，2006）。地图同时还可以根据某种普遍性规则来呈现个体、社会以及种族的分布等（Mukerji，2006）。最近，诸如全球定位系统（GPS）等技术运用于汽车和手机中，用户可以对日常生活的地图范围进行标注、着色并规划路线。

2．可转译性（translatability）

人们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对实在的不同内容展开商议、交流和干预活动。俗话说，一图胜千言；寥寥数语同样也可以表达出图像无法呈现的意涵。一方面，模式被认为是不可转译的，这诚如意大利谚语所说：翻译即叛逆（traduttore，readitore，或者“译者，叛徒！”）；另一方面，无论个人还是机构，他们都持续地介入不同形式之间的转译活动中。议会的发言经由转录得以备案；小说被改编成为院线放映的电影；院线放映的电影转换成为可供小屏幕上私人观赏的格式。在手机的使用中，口语指令将有可能取代视觉识别以及键入联系人号码的行为：通过言语行为
(4)

 就可以实现拨打电话。

3．再媒介化（remediability）

诚如那些在艺术博物馆中通常所称的“混合媒介”（mix media）
(5)

 所示，一直以来，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始终是探索和扩展物质与形式传播潜能的领域。1849年，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在一篇名为《艺术与革命》（“Art and revolution”）的文章中提出了“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的观点。这一观点预言了古希腊戏剧中剧院、音乐以及视觉艺术的重新整合。在现代主义艺术中，媒介整合增添了其间的重要意涵，并成为断裂美学或破碎美学中的一部分。而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于一个艺术品中若干媒介的冲突之中，或者是将日常生活中的人工产品与自然客体塑造为艺术品予以呈现的过程中。如果艺术的形式构成体现了对于实在的不确定，或一种无法确定的视角，它们将有可能激发前所未有的全新见解；不仅如此，它们还可能在读者或观众之中培养起一种长期意愿，并逐渐改变他们的观点。在一定情况下，审美激进主义可能会成为政治激进主义，促使人们集体参与对文化和社会的重建或变革活动。现代主义的艺术正是通过这种将过去和现在陌生化的方式，试图重塑未来的崭新面貌。本着这一精神，先锋派的福鲁克萨斯运动（Fluxus Movement）
(6)

 的倡导者之一迪克·希金斯（Dick Higgins）（2001/1965）提出“媒介中介”（intermedia）的概念。“媒介结合”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1812年所提出的“媒介物”（intermedium）的概念。但希金斯所针对的是在不同媒介形式之间传递讯息的艺术作品，他强调艺术作品在美学上创新以及在社会上的突破潜力。

在媒介和传播研究领域，一个常见的术语是“再媒介化”（remediation）。它通常指新媒介从旧媒介中获得部分的形式和内容，有时也继承了后者中一种具体的理论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与此同时，数字媒介被认为将以独特方式塑造出崭新的意识和文化。1999年，杰伊·大卫波特（Jay David Bolter）和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出版了他们的论著——《再媒介化：理解新媒介》（Remediation：Understanding new media
 ）。这部被广为引述的论著提出了一个框架用于分析数字媒介中传统艺术和既有大众媒介的重新组合。在这一点上，媒介历史在下述两种互补性原则的此消彼长中得以叙述：直接性（immediacy，媒介作为现实的镜像）和超媒介性（hyper-mediacy，媒介呈现为对所描述的实在状态表示质疑的不透明界面）。上述两位作者通过对数字摄影和图形用户界面的深入分析，展示了直接性和超媒介性如何整合于大部分作品和媒介形式中。但是，诚如直接性和超媒介性这两个关键性术语所揭示的，围绕它们的论述基本上秉承了将媒介视为世界的表征——亦即文本——的观点，而非将媒介看作社会语境中的交流与行动的资源。此外，和许多其他数字美学理论相仿，作者倾向于总结数字化表征对于受众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例如，“自我的再媒介化”（remediated self）（Bolter & Grusin，1999：230、236）这个表述即来自从表达的基本形式推断普遍的心理后果和社会后果的做法（相关的批判性讨论，具体可参见K. B. Jensen，2007）。

对大多数人而言，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媒介使用并非是一种表征或思考的美学实践，绝大多数只是日常交往和传播的方式而已。媒介将文本置于同时具有话语、物质和社会三重特征的不同语境中。在数字技术影响下，文本和语境渗透进入社会活动网络的现象正日益显著。实际上，自20世纪初期以来，文本网络就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它最初是作为理解小说特征的研究框架，之后则被证实不仅适用于其他媒介和体裁，也适用于文本产品和传播实践。


 三、网络中是否存在着一个文本？

1．文本和互文性

文学理论家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
(7)

 （1979）的一部著名论著采用了一位学生的问题作为书名：本课有文本吗（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费什提出了一个大胆并极具影响力的观点：文本——即有意义的话语——并不存在于教室或图书馆，或者任何具体地点。文本以一种虚拟形式存在于读者的头脑中，以及读者彼此交往而形成的诠释社群中。不仅如此，文本的意涵与边界——即什么（不）属于给定文本的一部分内容——面向其他读者和诠释社群的诠释敞开。费什的说法之所以极为大胆，因为它试图解构人文学科中传统的文本概念，即文本是内在的分析、诠释和反省的限定客体，文本一般指那些跨越历史河流、携带着灵晕的独特艺术品（Benjamin，1977/1936）。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费什的观点被认为具有一定影响力，部分是因为该观点拓展并引发了人们对于文本、意义和信息作为一种关系结构的重新界定，而这正是20世纪的符号学（以及控制论）研究领域风靡一时的研究主题。读者和其他传播者不仅与文本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可以被认为是文本的一部分；读者和文本与其他文本或明确或含蓄的关联同时存在。一直以来，“文本”被广泛地理解为是意义的载体，它包括了图像、对话和人工产品，而这一理解也成为20世纪传播和文化研究领域的规范。

文本（text）一词源自古典拉丁语texo（编织、构造）和textum（面料、谈话、书写）。这个词语强调了赋予思想内容以形式的过程：它是赋形的（in-formed）。诚然，修辞学（Kennedy，1980）和诠释学（Ricoeur，1981）的经典传统将文本理解为层状、网状及圈状形态的复合式结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则强调了文本所具有的短暂性——这一点不同于任何先验性内容或形式。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其他讯息，它们都不是一个基本的或稳定的意义的空间。文本之所以有意义，并不在于其自身，而是由于它与其他文本之间的联系。这一具有巨大影响的贡献来自俄罗斯文学学者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和他在20世纪初几十年间的学术圈（Bakhtin，1981）。巴赫金关于不同文学作品之间关系的基本概念——对话性（dialogism）——被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8)

 （1984/1974）翻译为互文性。此外，茱莉亚再次强调了符号学中结构的观点，即符号是根据它与其他符号的关系而得以界定。推而广之，无论是对于过去还是现在而言，文本都是通过作为文本网络的一部分而获得其意义。文本是作为整体的文本性的片刻体现；文本有选择地体现了文化遗产。文化则可以被看作互文性最为复杂的实例。

上述这一观点一方面认为所有文本——所有人类的传播行为——自产生之初都是平等的，或者将上述内容作为一种假设。相应地，研究的目标则着眼于有着特殊起源或者特定轨迹的具体文本如何影响文化样式和社会结构的问题。另一方面，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大量的互文研究均试图从少量选定的文本范畴中寻找相互联系。通过对文学作品、视觉艺术、电影和电视展开形式与主题的分析，研究不仅发现了其间的多种外在的与其他文本的联系，而且揭示了更加常见的、文本内在的与其他文本的联系。例如，元文本的关系（meta-textual relations）暗示了核心的文化符号的历史起源，或小说与其封面文本的类文本关系（paratextual relations）（Genette，1997/1982）。尤为令人吃惊的是，大部分互文性的研究并未对读者或受众给予经验性关注。读者或受众被假定为诠释单位，他们建立起文本网络结点之间的联系。

从有限的文本到话语实践——以及从媒介到传播——的分析重点的转变迟迟未能实现。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转变可以被认为是学术界应对转型中的媒介环境的一种举措。只要分析的合法性对象仍然驻留在极少数相对权威或是经典的、概括或传播文化传统的作品之上，互文性的研究只着眼于上述文本的做法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举动。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20世纪见证了工业化世界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进程，上述的研究方法也变得愈加不堪一击。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文本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系统化的互文性产品；大众传播媒介期待其受众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动参与者，加入跨越时间、媒介和体裁的互文性之中。至20世纪80年代，将媒介视为文本的人文研究也逐渐在其接收研究中将更多的外在注意力放在受众身上（相关研究概述，参见K. B. Jensen，2002b）。

2．从初级文本到超文本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1987）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区别了互文性的两个方面：横向与纵向。横向方面是指文学理论中传统意义上的互文性，即意义跨越历史的迁移——历经数年甚至数个世纪——它留存于艺术和大众传媒的隐喻、文字、文体等之中。相较而言，纵向的互文性侧重于在较短时间内——从短暂的几分钟到绵延数月——传播主题、事件和议程的媒介系统。更为关键的是，纵向的互文性包含了受众。受众本身作为一种媒介，彼此之间可以针对大众传媒文本的形式与内容作出反馈，或进行讨论。为了详细阐述意义在社会中的扩散过程，费斯克提出了三种文本的范畴。初级文本（primary text）指自身携带重要信息或观点的载体——它们不一定是美学杰作或时尚媒介产品——尽管如此，初级文本仍属于优先的文本。如果说初级文本是一部新的剧情片电影，那么次级文本（secondary text）就包括了工作室的宣传、评论和其他影评。第三级文本（tertiary text）则是指受众来电影院之前、观看电影之中以及观看完电影后关于电影的交谈与交流。图5.1描绘了互文性在横向与纵向两个方向轴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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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互文性的两个维度

现有研究探究了文本跨媒介、跨受众群以及跨时间区域的轨迹。例如，研究分析了作为文化符号的詹姆斯·邦德（Bennett & Woollacott，1987）和蝙蝠侠（Pearson & Uricchio，1990）如何扮演着宣传工具的角色，进而引发政治思考与存在反思。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诸如针对粉丝文化如何产生的口头历史采访和分析均已经被用于交互性的意义生产过程研究（Lewis，1991）。再以电视为例，观众对限定时段中多个频道的（部分的）节目、预告和商业广告插播自主选择和组合，这可以认为是观众在建构自己的互文性顺序（K. B. Jensen，1994）。然而，诚如初级、次级、第三级文本这三个术语所示（Fiske，1987），围绕大众传媒为中介的互文性研究仍偏向于从文本的角度对传播的整个过程进行关照，就好像意义的流动是从相对少数的大众传媒经由其他媒介与文字而抵达受众。

自其发展伊始，数字媒介就呼吁对其扩散过程展开研究。在此过程中，使用者不仅与文本进行交流，而且还通过文本与其他使用者交流（Aarseth，1997；Bolter，1991）。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互文性成为一系列明确的、可操作的结构——即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其典型代表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超链接。这些超链接将各种以计算机为中介的文本和应用相互联系。链接使得先前对于发送者或接收者而言或多或少随机的联系变得清晰，可供人们检索与修改。超文本可以用于组织与标记交互式故事中的创意目的，或者用于信息索引、搜索以及整合等实用性目的（Nelson，1965）。与其他“文本”一样，超媒介（hypermedia）包含着传播的视觉、听觉和文字形式。点击一个新闻标题将激活一段视频剪辑，点击一张照片则将显示一个文本框或一段发表的评论。

迄今为止，万维网（World Wide Web）是多元模式超文本的最为庞大的案例。这个名字也恰如其分地呈现了全世界范围内网络中的文本构造。当一些评论家不断地声称，社会实在的超文本表征将会产生审美革新和社会犯罪时（如，Landow，1997），更为关键的问题应该着眼于用户在实际操作中如何通过超文本来获得与运用这些丰富的文本及其构成要素。除了浏览器和图形用户界面，网络用户还依赖于一种特殊的交互文本资源——搜索引擎——它能够对文本展开识别、关联与分类。搜索引擎可以将那些最能呈现世界的文本，或者说最为贴切的信息文本带给用户；网络则让我们体验多元化传播功能（Herring，2004：30），它也成为一种政治动员、生产分配和文化包容的资源。只要有成千上万的日常搜索者关注并使用互联网络，网络中就存在着文本。关键的问题在于，哪种文本被视作初级文本，它存在于怎样的语境之下，又有着何种目的。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取决于用户的搜索词语，同时也取决于搜索引擎的组织架构、交互文本（intertexts）、元数据以及那些衔接服务提供商与搜索者以及搜索者之间的运算法则。


 四、案例分析：搜索媒介

准确地说，搜索引擎通常是指网络搜索引擎（相关的概述可参见Halavais，2009；Hargittai，2007）。而实际上，搜索引擎还包括了独立数据库和个人计算机中的一系列数字检索系统。这些系统使得用户可以检索数据。苹果计算机的MAC操作系统中的Spotlight功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功能可以在不同文件类别中识别搜索字段。例如，使用者可以通过Spotlight功能搜索包括自己的作品、所引用的素材以及同事的邮件中所提供的建议等内容。

除了一些家喻户晓的搜索引擎，如谷歌（Google），雅虎（Yahoo！）和MSN，还存在各种各样的搜索引擎。首先是不同语种的搜索引擎（这种划分包含了“相同的”搜索服务在国家或区域范围内的不同形式）。在中国，最为流行的搜索引擎是百度，它同时也是全球最主要的搜索引擎公司之一；2007年12月的统计数据显示，百度位列谷歌和雅虎之后，排名搜索引擎榜第三。在欧洲，由法德Quaero研究项目开发的一个“欧洲的”搜索引擎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具有象征意义。它是一个拥有多语言（多媒介）功能的搜索引擎（Machill，Beiler & Zenker，2008：599）。其次，不同的社会领域中存在着许多特定用途的搜索引擎。以难民联合组织（Refugees United）这一特殊的搜索引擎为例，它的现实意义在于：“为难民提供了一个匿名的论坛，在其中他们可以重新与失散的家庭建立联系”（http://www.refunite.org，访问时间2009年7月15日）。

网络搜索引擎使得我们用前结构（pre-structured）
(9)

 的方式获取信息。正如第一章中所讨论的，一些涉及气候变化的基本检索体现了搜索作为互文性所具有的普遍意涵。对于“气候变化”这一文本字符串而言，前二十条搜寻结果——即搜索者通常会较为重视的——包含了下述内容：首先是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官方网站，如联合国机构；其次是来自“绿色”或环境保护的呼吁。相比之下，“全球变暖”的前二十条搜索结果中则包括了“绿色”和“怀疑论”两种立场，有的组织不赞成全球变暖这一事实，或者支持国际协调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外的其他成本效益策略。而国际域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体现理念与意图：www.globalwarming.net网站代表了“绿色（环保）的”立场，并以一个衡量气候变化的“非常事件指数”（Extreme Event Index）为标志；与之相对，www.globalwarming.org网站提倡一种“怀疑论”的立场，网页上的一句“理性思维来自冷静头脑”的格言十分醒目（访问时间2008年2月21日）。

当搜索时，你会发现，搜索结果取决于搜索关键词。不仅如此，搜索结果也取决于搜索引擎的构造以及搜索者的技巧。一份针对网络搜索的研究揭示，搜索算法通常会对专有或专利信息进行保护。由此，对于任何搜索进行预测都是非常困难的（Introna & Nissenbaum，2000）。同时，使用者的数字媒介素养（digital media literacy）也是一个需要列入考量的因素。一项调查表明，“使用者往往只具备基本的搜索引擎使用技能，而搜索引擎又缺乏透明度，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糟糕”（Machill，Neuberger，Schweiger，& Wirth，2004：321）。一方面，搜索引擎使得网络更加开放；另一方面，搜索引擎也屏蔽了一些特殊的信息和传播内容。与传播活动一样，搜索活动也有其终点。元数据（metadata）——即关于数据的数据——促使搜索活动抵达其终点。

简言之，元数据是关于任意信息片断的来源、特征以及轨迹，而任意信息的片段通常被我们认为是数据。元数据在数字传播系统中处于关键性位置。它原则上包含了任何形式的媒介中任意数据的类型。以一本书为例，元数据包含了标题、作者、日期、出版社（和公司网页）、国际标准图书编号、内容、索引等。文档中的条码则记录了哪些信息的内容是当前可以访问的，哪些正在被人查阅，什么人可以查阅，在什么时间，以何种形式，也许还包括了使用信息的组合、顺序和语境（顺便提及一下，“图片搜索”仍然依赖于语言和其他相关联的元数据，而非通过我们所见的视觉数据）。关键之处在于，元数据记录于搜索引擎（以及其他数字系统）的运行之中，并不断地给予系统以反馈。同样，在网络上，你无法不
 进行传播（Watzlawick et al.，1967：49）；我的搜索预示着你的搜索，反之亦然。

元数据通常与集中化系统的维护、版权管理、安全检查等的技术和法律方面相关。原则上而言，数据和元数据的发送者或提供者包括了网络化传播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人：它可以是专门从事“搜索引擎优化”的公司，这些公司改进搜索系统，并致力于向客户提供最佳的搜索结果；同时，它们也服务于普通用户，这些用户往网络中添加所谓的“自由分类”（folksonomic，或译作“公众分类”）
(10)

 （相对于分类学或专家而言）标记，并通过专门的网站——如美味网（http://delicious.com/，访问时间2009年7月15日）——进一步彼此分享。显然，不同类型的用户出于各自目的而从事着发送、接收以及运用元数据的活动，这种能力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技术水平和经济能力。不仅如此，搜索的潜能还受到政治与法律框架的影响，它们从国家或国际层面上出发，对于传播编码进行规范。这诚如拉里·莱斯格（Larry Lessig）（2006）所总结的，在数字传播基础设施之中，“法规为王”（code is law）。

法规是传统的以及制度化的话语运用。而法规为王的现象也存在于其他媒介中，只不过具体表现有所不同。元数据同样存在于第一维度和第二维度的媒介中，这两个维度的媒介对于第三维度的媒介具有重要影响。我们不断地就是否与他人交流以及如何实现传播展开交流。我们无法
 离开元传播。


 五、三个维度的元传播

1．第一维度

关于元传播的核心构想来自格里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他的研究着眼于面对面交流的语境。与人类学和精神病学研究不同，贝特森认为，“人类的语言交流不仅能够，而且一直是在许多抽象的对比层次上进行”（Bateson，1972/1955：150）。这种交流大大超越了字面信息的交流。我们举一个逻辑学中的标准例子予以说明：“猫在垫子上”。贝特森指出，这个命题包含着一个外延，它用以指涉事物的实际状态：一个毛茸茸的、四条腿的生物在空间中的位置（即在一个我们能够辨识的垫子上）以及时间（这一刻，而非过去）。除了上述外延以外，人们首先将元语言信息（meta-linguistic information）引入交流活动中，以澄清他们所意指的“猫科动物”这个单词可能包含老虎的意思。其次，交谈双方也通过元传播传递传播者彼此之间的关系，“例如，‘我告诉你在哪里能找到猫［老虎］，这体现了一种友好’，或者‘这只是游戏’”。传播因此在不同层次上同时展开；“而绝大部分元语言和元传播的讯息都是含蓄的”（P.151），必须经由它们的“语境”——话语、物质或者社会意涵——得以推断。在另一部论著中，贝特森补充道，“多数涉及法规的命题同时也是关于关系的或明确或含蓄的命题，反之亦然”（Ruesch & Bateson，1987/1951：209）。我们彼此间所表达的意涵隐含着我们之间关系的真谛。

因为传播在若干层面上同时开展，它的发展也伴随着此间的潜在冲突。这些冲突涉及了人们彼此之间实际上的交谈内容，尤其是交谈的原因。贝特森（1972/1956：173-198）指出，从交流与传播的角度而言，精神分裂可以理解为一种“双重束缚”（double bind）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无法解决发生于若干传播层面上的冲突。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大部分人擅长于处理这种交流的复杂性。我们会对“这是信息”（某一事物的符号）和“这是此类
 的信息”（一个具有特定形态特征以及编码的信息，不仅对实在而言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处在该语境下的我们也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进行区别对待。我们依据表达、话语转换和角色扮演的习惯建立并调整我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在此过程中，我们建构起了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的语境，即贝特森所描述的“框架”（frames）（Bateson，1972/1955：157）。这一概念由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74）进一步发展。戈夫曼用其解释框架是如何在社会交往中持续性地得到遵循或遭到破坏、修改和替代。此后的媒介研究使用框架的概念来解释受众怎样依据文本与其他文本、文本与其使用语境来理解文本（K. B. Jensen，2002a：149-150）。

与戈夫曼的相同之处在于，贝特森仍然着眼于植根本地的具身式交往（embodied interactions）。然而，他所提出的元传播的两个方面——编码和交往关系——成为了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的组成部分。技术和元技术既实现了文本的跨语境传递，又使得框架跨越不同的社会环境。

2．第二维度

大众传媒向着远距离的受众群体传递着讯息：“嘿，伙计，很高兴见到你们！”（Hartley，1982：87）。它们依托于不同的体裁（genres）建立起与不在场的彼此对象之间的传播关系——一种契约。所谓体裁，指表达和体验特定主题事件的话语习俗（discursive conventions）。这一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可以追溯自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体裁广泛地存在于口语、书面、印刷以及电子传播之中，同时也是文学、美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核心分析范畴。近期的研究见证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对于体裁的重新重视，并将其同时视作一种话语现象和一种社会现象（Bawarshi，2000；Miller，1984，1994；Yates & Orlikowski，1992）。体裁不仅包括史诗、戏剧和抒情的形式，也包括了求职面试和在线约会等形式。体裁构成了诠释和交流的框架，并包含了关键时刻所采取的社会行动计划。由此，体裁并不局限于交流的片刻。

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1977）梳理了任何给定体裁的三个方面，其所提出的框架十分实用：

•　与众不同的主题（Characteristic subject matter）（如：新闻中的“公共”内容，小说的“私人”内容）；

•　形式构成（formal composition）（如：文本中的表达是描述的形式还是说教形式，是静止影像还是运动影像）；

•　言说模式（Mode of address）（例如，对受众而言，一则广告或公共服务广播可预测的重要性）。

体裁是具有社会功能的话语形式。它们既体现着传播内容的性质，也体现了所维系的社会关系的类别——而这两点正是贝特森的元传播概念的两个部分。与经典的传输模式以及传播的仪式模式不同，贝特森和控制论学者的研究更接近于语言学和符号学。他们的研究将传播的微观过程推向研究领域的前沿。语言学和符号学补充了控制论的内容，并提供了新的模式以更为细致地描述元传播如何在话语和体裁层面产生作用。

语言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罗曼·雅各布森
(11)

 （Roman Jakobson）（1960）提出了语言—符号学的传播模式的经典案例。相较于贝特森所提出的元传播的两方面——即编码和交往关系，雅各布森描述了一整套的交往功能。如图5.2所示，雅各布森的模式勾画出了任何交流的构成以及相应的功能。该模式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所有的话语都受到传播的组成部分——传者、讯息、受者，渠道、编码、语境——的影响，这些影响或不同程度地对话语施加影响，或以不同形式影响话语。雅各布森在结论中就诗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进行讨论——是否存在特殊的诗化语言？他的结论是：恰恰相反，存在的是语言的诗化功能，而这一功能同样体现于其他许多体裁之中，例如广告。诗人在吸引人们去思考他们的诗歌中“讯息”（诗化功能）的同时，也向他们的读者（意动功能）描述了某一种可能的世界（指示功能）。相应地，网络导航条广告则通过文字上的诗化功能告诉网络用户那些在现实世界中出售与消费的某种商品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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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雅各布森（1960）的传播模式

雅各布森以经验性的方法密切地关注着话语形式。在论述这些话语形式的交往功能的同时，雅各布森的研究明确地将形式或功能的社会起源和结果归为一类，即“词语和世界的关系问题”（1960：19）。其他的人文学者更为大胆，他们试图把我们通过聆听声音的语调和单词的选择进而理解他人的过程建构成一种普遍经验的模式，这其中也包含了他人提供的编码和交往关系。在面对远距离媒介以及附加的形态时，受众的理解活动基于字里行间的意义和图像的框架。

与路易斯· 叶姆斯列夫（Louis Hjemslev）（1963/1943）的语言学不同，罗兰·巴特（1973/1957）认为意义的产生就好像世界观或神话一样，需要以逐层的方式建构。从技术层面上而言，单词、图像或叙述的表达形式（能指）和概念性内容（所指）组合起来，构成外延或基本意涵。接下来，第一层符号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第二层符号的形式，其内容为内涵（如图5.3）；内涵将进一步融入有着特定社会意涵的文化形态之中。我们以巴特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为例，一本杂志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名身穿制服的黑人青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的照片，这是一种深层意识形态内容的表现形式，即法国帝国主义并非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体制。巴特的关键点在于，意义生产的双重机制致力于理所当然化（naturalize）特定的世界观，同时压抑其他世界观。在稍后的著作中，巴特（1970：13-16）反转这一视角，提出了外延并非出发点或基础，而是意义生产终点的开端：即一个持续的互文过程中的相对稳定的文本时刻。在上述两种视角下，内涵既不具有私密性也不具有特殊结构，而是一种社会事实。它通过传播活动得以重构，并在传播的影响下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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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语言和内涵语言（修改自Barthes，1973/1957）

用贝特森的话来说，内涵可以被认为是编码——元传播的元语言方面。这些编码以表征、诠释的框架以及世界观的形式得以集聚。与此同时，如贝特森和巴特所阐述，编码将传播者嵌入社会关系之中。在提出内涵模式的同时，巴特还描述了另外一种模式，这一模式可以呈现数字媒介所建立与维系的特殊的交往关系。

3．第三维度

罗兰·巴特对于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所原创的术语和形式概念的使用颇受争议。尽管如此，他对于叶尔姆斯列夫思想的运用却对当代文化和传播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被视作对经典的预见式阐释（Liszka，1998）。作为20世纪的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将语言视为系统——传播系统以及建立于传播系统之上，或对传播系统进行描述的第二级系统（second-order systems）。巴特的贡献在于则将这一逻辑运用于作为实践和过程的传播之中：内涵语言不仅可借助于分析的后视镜（rearview mirror）加以研究，而且可以在其表达与影响的过程中得以研究。巴特进一步将口头和书面语言之外的其他形式纳入了他对于意义生产的若干层面的分析之中。

在叶尔姆斯列夫的定义中，内涵语言和元语言对于它们共同的参照坐标，即第一级语言（first-order language）——通常理解中的“语言”——而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均与第一级语言有着互补关系。一方面，如巴特的神话例证所示，内涵语言建构在语言之上，是其自身的第二级语言或者传播的载体。另一方面，元语言描述了语言：他们本身并非语言，而是关于语言的语言，例如，英语中的语法或语义的描述。图5.4描述了元语言的原则。相较于巴特的第一个模型（图5.3），图5.4将第二层面上能指和所指的相互关系反转了过来。内涵使得内容的编码得以强化；元要素（meta-constituents）则塑造了传播者所融入的、与上述内容相关的社会关系。一个语言学家在面对语言时，他首先应站在分析者而不是使用者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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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语言和元语言（修改自Barthes，1973/1957）

叶尔姆斯列夫对科学语言和非科学语言进行了事先区别，从而使得他的类型学说得以成立。元语言可以是科学语言，它由形式运算（formal operation）
(12)

 所规定（但假设首先需要被如语言学家这类的语言专业工作者所理解）。然而，在某些媒介和形式中，元语言具有随意性，且通俗易懂。以巴特对于叶尔姆斯列夫的预见性读解为例，我认为元语言不仅仅可以作为分析体系，同时也可以作为传播实践——即元传播。数字媒介的普通用户可以轻松地驾驭各种各样的此类元语言：他们在社交网站上个性化的个人资料；他们对其他人的博客内容进行标记（tag）；他们通过网站上的嵌入式电子邮件系统将新闻分享给朋友；他们订阅简易信息聚合（RSS，也可译为“聚合内容”）以获取最新的信息。

数字媒介不仅增加了信息之间的交互性，也增加了传播者之间围绕着信息的内涵和外延的交互性，以及传播平台和传播系统之间的交互性。用户自定义其接驳网络的入口，并通过参与诸如开放式源代码的创新这类活动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互联网络的基础设施（Benkler，2006；Von Hippel，2005）。数字媒介中此类元传播的潜在用途和系统影响仍然处于不断发掘中。在这里，我简要地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网络搜索引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元传播的典型案例。网络搜索引擎对信息进行编码，并使传播关系得以体现。我需要根据现有信息的编码结构，才能访问（或无法访问）该信息或者此类信息，并与特定的语境关联。而我所进一步与之建立起来的传播关系，不一定是与确切的个体或者机构，也可以是与分散的传播资源。无论我的影响多么细微，在搜索过程中我均向系统输送了资源，而这一过程同时塑造了系统。我的元传播活动影响着自己或者其他用户此后的传播活动，无论这些活动是搜索更多信息，还是就搜索结果进行交流或采取具体行为。

第二，用户在运用其他数字化软件的过程中同样向系统输入信息。人们依据技术和法律的框架可以访问并利用这些信息。数字媒介的内容、形式、用途以及部分语境——传播和信息——加入了数据挖掘（data mining）
(13)

 之中（Han & Kamber，2006）。毋庸置疑的是，这一过程与大部分面对面的交流截然相反，后者逐渐消失于空气中；这一过程也跟大众传媒的使用大相径庭，后者一般需要通过抽样和记录方可获得相关的数据以用于具体的研究、开发或营销等目的。媒介中大多数的元传播都不为传播者的意识所觉察。然而，元传播并非必然或始终处于传播的范围以外。在数字媒介的使用过程中，大量的数据和元数据得以记录下来。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对于政府部门还是商业机构而言，他们都对市民和消费者的元传播抱有极大兴趣；政府部门与商业机构将这些元传播视为信息，围绕其展开交流与传播，并就这些内容展开行动。

第三，数字媒介跨越时空传递着文本和语境。使用者对手机铃声做出相应的反应并登录会议系统，这一系列举动为现有语境增添了新的传播关系。人们以不同方式完成上述活动，有时只是选择上的差别：如通过3G手机实施远距离通话时，使用者可以决定是否与对方视频，或是在展示与解释的过程中同时进行远距离的网络交谈。电视将公共事件的活动影像（和声音）带进了家庭的私人领域（Meyrowitz，1985）；移动电话则对于公共场合下的私人交谈活动实施了重新语境化（如，Humphreys，2005）。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其间一个更为宏观的问题，即在场（presence）——物理、社会以及心理意义上的在场（Biocca，Harms，& Burgoon，2003）。第三维度的媒介尤其成为远距离的体验式共存和协调行动的丰富资源。

元传播和元媒介这两个词语有着不同的起源。元传播是任何媒介的任何传播实践中一个必要的构成部分。相比之下，“元媒介”（A. Kay & Goldberg，1999/1977）则是一个针对新的数字媒介的特定概念，它涉及了新兴数字媒介对于旧的模拟媒介技术和机构的整合。数字媒介的话语形式仍然具有不确定性（moving targets）。然而，作为传播和元传播的载体，数字媒介的话语与前两个维度的媒介话语都具备下述两个基本特征：无论是在共识语境或是冲突语境之中，传播者都轮流从事着交流与传播活动，并进而采取行动。


 六、转化与变迁

我们通过浏览诸如书本和手机等不同媒介的物理界面和模式界面获取信息或与其他传播者交流。为了理解他人所说的内容，我们听其言且观其行；为了了解国内新闻，我翻阅晨报，切换电视和收音机的频道；为了获悉世界局势，我经常浏览互联网，并通过短信息与朋友交流，上述这些活动既发生于公共场所，也发生于私人空间。我通过传播不仅与其他人轮流交流，也与其他媒介轮流传播。而通过不同媒介，我们不仅给自己创造了交流机会，同时也获得与其他传播者以及可能的世界的交流机会。

20世纪70年代之后，将传播视为话轮转换（turn-taking）的观念在对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的推动下得到了发展（Sacks，et al.，1974；Wetherell，et al.，2001）。语言学和话语研究关注言说者所理解的话轮次序，如问—答顺序以及其他人际交流活动；而话轮这个概念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其他媒介的传播实践中。报纸文章、故事影片以及网站均由话轮所构成。不仅如此，浏览报纸上的新闻标题，前往电影院，对于当天新闻中的投票专区或者新的电影有所反应，这些活动同样由话轮构成。无论是在同一种媒介或不同的媒介中，话轮都将产生更多的话轮。我们持续关注昨天的新闻报道以获得最新的进展，或将其与这一天不同来源的报道进行比较；我们关注自己所喜爱的导演新推出的电影作品；我们发送短信息或在与人交谈的过程中谈论世界大事以及奥斯卡金像奖的得主。人们利用媒介所从事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传播它们（communicate about them）。人们以不同方式进行传播——或交替轮流，或依照顺序，或通过三级或多级传播的形式，而这些传播活动既发生于媒介之中，也发生于跨媒介平台之上。

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和交谈一样，其间的话轮转换取决于传播的目的和语境——什么是话轮，为什么发生转换。不同的体裁包含着不同的话轮转换的结构。在一出经典的舞台剧中，交谈的话轮根植于演员的表演中。在今天这个时代，观众通常采取行为是长时间、悄无声息的参与并沉浸其间。而历史研究表明，1800年前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观众首先会与大厅里的其他观众交谈，而非沉浸于一种个人的、内在的体验之中（J. H. Johunson，1995）。今天，读者可以自主地决定以何种方式阅读文学经典。他们可以选择以摘要的形式阅读，而摘要每天都会发送到他们的电脑或移动设备上。在网络游戏中，不同地域的玩家彼此不断地交流，同时他们也与非玩家角色进行交流，这种持续的交互性成为了一种体裁（genre）的可能条件——交互性成为了本质所在。不仅如此，对于个体玩家而言，他们的次序变化决定了他们结束时的等级，并进而影响了他们在游戏中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工作之后的一通简单的电话就能确定下谁负责采购晚餐，谁去托儿所接孩子，这就好像在午餐后的闲暇或者是晚间的休闲时间通过电子银行支付每月的家庭账单。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信息最小单位的交流以及传播基本行为的生产、维持、修复并改变着社会机构（J. W. Carey，1989b/1975：23）：家庭、银行、剧院、大众娱乐以及当代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我们无法不参与到轮流的传播活动之中，我们不断地将传播转变为其他社会交往活动。媒介和传播实践衔接着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而这正是下个章节的讨论焦点。



————————————————————


(1)
  话轮转换是指发话者与受话者不断交换所扮演的角色，即发话者变为受话者，受话者变为发话者。　


(2)
  嗅觉电影的最初形式源于20世纪50年代，即使用超声波信号直接刺激大脑部分，从而诱导浏览者或游戏者产生嗅觉反应。


(3)
  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自然语言文本的采集、存储、加工和统计分析，目的是凭借大规模语料库提供的客观翔实的语言证据来从事语言学研究和指导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系统的开发。


(4)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 Theory），是语言语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意指我们说话的同时是在实施某种行为。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说话者说话时可能同时实施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


(5)
  混合媒介指（艺术的）混合效应（法），混合技法；多媒体的使用（即同时使用电影、磁带、唱片、照片、幻灯等制作艺术品或举办展览等）；以及采用混合艺术效应手段的节目，运用多种媒介的美术作品，运用多种材料的艺术作品。


(6)
  福鲁克萨斯运动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基本上是建立在“达达”（Dada）思想之上的态度。“Fluxus”在拉丁文中有流动、岩浆之意，是前卫、反艺术，特别是作为博物馆和收藏家的专有收藏的艺术运动；它企图猛烈攻击精致的、严肃的现代主义，强调感知连接于最细微的日常物体、事件的本质和艺术之间的关系。福鲁克萨斯的成员积极推动跨领域的混合，结合新媒介及科技的表现，并延伸至电影，在媒介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元素。


(7)
  斯坦利·费什是当代读者反应批评的重要理论家，其批评理论以读者为中心，强调文本阅读应该关注读者的经验结构，认为文本的意义源于诠释社群。


(8)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巴黎第七大学语言学教授，心理分析学家，女性主义批评家。


(9)
  这一概念由海德格尔提出。他认为，一切解释都必须产生于一种在先的理解，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新的解释，这种新的理解可作为进一步解释的基础，也就是说，理解的结构以理解的“前结构”为前提。“前结构”也指个体所受到的文化、经验和习惯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人们进行认知活动时，就会发生或正面或负面的引导作用。此处是将搜索引擎的关键词作为搜索活动的一种“前结构”。


(10)
  自由分类法（Folksonomy）是一个创造词，由社会性书签服务中最具特色的自定义标签（Tag）功能衍生而来，指由公众来为信息贴加标签（tagging），被使用最多的标签就最能说明这条信息的特点。


(11)
  罗曼·雅各布森，俄国杰出的语言学家、诗学家，莫斯科语言小组的领袖。


(12)
  形式运算即可以理解相对抽象的语言规律，它与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中认知发展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形式运算阶段——有关。这个阶段在具体运算阶段之后，表现为获得抽象思维能力和从可得到的信息得出结论。


(13)
  数据挖掘是通过分析每个数据，从大量数据中寻找其规律的技术，主要有数据准备、规律寻找和规律表示三个步骤。


第六章　媒介制度

——介于行动与结构之间


 一、“启发思维的制度”

在考察同一文化中的成员如何交流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谈到了“启发思维之物”（objects-to-think-with），并把它列为人类学视野的一部分内容。这其中，尤其是那些属于饮食文化的一部分的动物，可以成为对于实在进行分类的方法，并由此为人类提供了适应实在的方法。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好吃”（good to eat），而是因为它们可以“启发思维”（good to think［with］）（Lévi-Strauss，1991/1962：89）。同样一种动物或自然客体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意味，它也许是通过不同的方式烹饪，也许不被认为是可以食用的或可以启发思维的。同样，从石器到油画的人工产品都具有一定的可控制性（programmable），人们将它们作为意义交换的象征。相较而言，当代媒介构成了启发思维的制度（Douglas，1987）。作为有着显著差异的、分布广泛的物质基础结构和模型（modal）基础结构，当代媒介使得思考和交流跨越时空。文化和社会塑造了其间的媒介；而媒介也反过来塑造着文化与社会。

媒介是一种特殊的启发思维的制度。相较于其他分析与思考的制度——如科学、艺术或宗教——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媒介是文化和社会最基础的构成单位（common denominators）。它们并不要求具备一种科学或艺术的特殊技能或天分才能进行交流与审视，它们也不预先假设那些只有通过有限的特殊文本、特定个体或特别过程才能接触到先验性可能世界的存在。媒介强调了任何个体都是特殊的个体，并在传播过程中将各个社会个体囊括其间（Scannell，2000）；传播涉及社会的目的和方法，而这一传播过程则日益呈现出跨越时空的特征。

当谈及媒介所具有的时间或空间的偏向时，英尼斯（1951；1972/1950）认为，这两种偏向具有互补性。同时，“他相信这两种偏向的平衡将实现社会公益的最优化，但这一点平衡从未在历史上得以实现”（Blondheim，2008：2287）。为了阐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传播必须及时发生。诚如康德所说，作为人类理性的范畴，时间优于空间；这同时也隐喻在传播活动中，时间同样拥有优于空间的地位。从集体角度而言，我们无法同时发言。从个体角度而言，我们也无法同时思考所有的事情。然而，我们可以轮流进行传播，也可以借助这一能力展开讨论与协商。技术以及随后出现的元技术为跨越空间的传播与协商活动提供了一系列关键性资源，无论上述活动是以同步或异步的方式开展。作为一种制度，媒介本身即属于现代性（J. B. Thompson，1995）。

在本章中，我首先将媒介置于社会科学的经典二元论之中：行动和结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行为的集合如何产生相对一致和稳定的社会系统？为了克服二元论的局限，当代社会理论大都承认行动和结构的二元性或辩证性。而我则将传播——一种传播的二元性——引入行动和结构的等式之中。传播使得针对微观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反思成为可能。为了说明传播在维持社会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将考察日常生活中——工作与休闲、公开场合以及私人场所——手机的角色。本章的中间部分将对上述视野进行拓展，把媒介置于现代社会的其他制度之中，并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模式为基础展开讨论。哈贝马斯的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既描绘了现代社会的图景，同时也提供了一套关于现代社会的起源、发展和可能的未来的想象框架。自18世纪始，交流［与传播］的权利（the right to communicate）就成为了一个始终处于不断争议中的问题。第三维度的媒介则重新提出了下述这一问题：交流［与传播的权利］涉及了哪些必须承担的内容？而这其中，也包括了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接受或发送信息的权利。


 二、传播的二元性

1．结构的二元性

结构的二元性的思想与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84）的论著有着密切联系。这一思想从一个多世纪的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中总结出了一个共同见解：人类行为并非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社会结构也非一系列施于个体行为的外在束缚。相反，社会同个体、群体和制度持续不断性地参与到交往活动之中，相互建构。主体和社会系统——即行为和结构——是彼此得以实现的条件。举例而言，出版业既由其结构特性（structural properties）——即经济、法律以及结构上的持久性——构成，也包含了记者、广告商、监管者和来自受众的多种多样、广泛分布的行为。出版业及媒介本身与其他机构一样日复一日地扮演着它们在社会中的角色。

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媒介与传播却成为了社会理论中的盲点，甚至在吉登斯的总结性框架中也鲜有涉及（相关讨论，可参见，如K. B. Jensen，1995；Silverstone，1999；J. B. Thompson，1995）。吉登斯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用于区别是否属于以技术为中介的社会交往——即系统整合（system 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社会整合指植根本地的、具身化的、面对面的交流活动；系统整合则是指“在共存环境之外，处于延伸的时间与空间之中的行动者或集体之间的相互性”（Giddens，1984：377）——系统整合需要依托于媒介技术。传播也同样没有出现于吉登斯（1979）的双重诠释之中：所谓双重诠释，即对于社会的再诠释——它通过学者与（其他）社会行动者实现——双重诠释存在于传播之中，并经由传播而产生效果。如第二章与第三章中所示（图2.1和3.2），我将媒介等同于行为和结构这一类的范畴。传播协调着结构与行动。

传播日渐累积形成文化，文化则通过历史上可获得的媒介得以记录、保存与散布。文化既赋予那些延续自古的社会结构以意义，也赋予那些塑造未来的人类行动以意义。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Gallie，1956）。文化规范和文化制度使得某些行为形式以及社会结构合法化，并获得优先于其他形式和结构的地位。这一点不同于戈特弗里德·赫尔德（Gottfried Herder）在《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1784）中所提出的文化的现代意涵，即全人类拥有并分享文化；与此同时，人类通过文化实践得以整合与区别。人类逐渐形成区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别进一步具体化为关于行动的自我解释的结构和方式（Bourdieu，1984/1979）。媒介与传播研究是两种文化的大分野（great cultural divides）的产物。

2．文化的大分野

《大分野之后》是安德烈亚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1986）的一本著作的名字。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大众传媒的影响使得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日益呈现出相伴出现的态势，它们彼此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合。在数字媒介的影响下，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增强。作者与受众能够在相同的媒介平台上体验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不仅如此，第三维度的媒介重新使得第二次大分野回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所谓第二次大分野，即文化作为已完成的产品与文化作为开放式的传播过程两者之间的区别。从摄影到视觉游戏在内的文化产品通过元技术渗透融入了一对一以及多对多的传播过程中，而这一情形既发生于在线过程中，也发生于线下。除此之外，元技术推动了文化产品与文化过程的持续变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以数字形式再度媒介化，进而得以分解、混合以及消费（Bowrey and Rimmer，2002）。

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还处于形成阶段时，一项跨学科的研究评论就总结了关于文化的多达164种不同的定义（Kroeber and Kluckhohn，1952）。实际生活中，下述两种主要观念影响了学术研究和公共讨论。其一，文化建构了一个世外桃源（a world apart），这个世界一般体现于艺术作品对于现实的表征之中。在美术和美学理论中，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那些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内容以及特殊见解的源泉，或如伊曼努尔·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描述的（2004b/1790：n. p.），“无涉利害的愉悦”（disinterested delight）。到了现代社会阶段，伴随着俗世主义和民主化进程，永恒的或普世性认识的观念受到了质疑。尽管如此，用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来说，某些精心筛选出来的表达与表征也许仍然被认为能够符合“最好的思想之最完美的表达”（Arnold，2003/1869：n. p.）。

其二，文化是实践世界的部分与片断。文化渗透进入人类的意识与社会交流中，进而发展成为文化批评与理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1975/1958：18）所说的“整体生活的方式”。文化由人们彼此间的言谈与行事所涉及的所有寻常事物、人工产品、习惯、产品以及过程所构成。

文化的两种定义构成了两大分野的基础，并影响了这两大分野。“高雅—大众的分野”假定了特殊见解均来自特定的作品、制度和个体——如天才哲学家或个体艺术家——而非来自文化工业中的劳动力部门，更不要说广大的普通民众。此外，“生产—过程的分野”则更为强调“作品”：文化是有限的和固定的，它服务于思考和反省，而非传播中的再创造和再发展。由此，这两大分野体现了质量与合法性的下降——即从不变的经典到追求时尚的大众个体。

这两大分野为针对维基百科和《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公开性争论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文化背景。上述争论围绕着维基百科和《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相对优势而展开，而在此之前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这两种参考文献拥有类似的质量（Giles，2005）。如果抛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及论争双方在采纳或质疑其前提和发现上所表现出的明显的兴趣），这其中的基本理论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围绕着知识作为产品与知识作为过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展开。什么是从分析到综合、从审议到总结以及从传播到行动的恰当过程？究竟谁——无论是从个体或是从集体的角度而言——应当扮演着公开传播知识的角色？乌合之众是否能够产生智慧（Surowiecki，2004）？用实用主义者的话来说，问题在于，人们将依据什么样的信念在传播过程中以及传播结束时采取行动？

3．持续文化（time-in culture）和停滞文化（time-out culture）

传播存在于时间的持续与停滞之间——它时而产生于反思的瞬间，时而产生于行动的瞬间。无论是对于专业知识与俗民理论，或是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而言，传播均思考其结构，并预测行为。不同的媒介与体裁则使得不同形式的思考与行为成为可能。

让我们以体育为例。在篮球赛和（美式）足球赛中，教练可以要求暂停——一个间歇——以便同队员们讨论战术。暂停暂时性地延迟了比赛，但它既发生于整场比赛的总体时间内，又突出了整场比赛的总体时间。媒介使用和其他文化实践——如参观歌剧院和博物馆，在家里浏览网页与看电视，在活动途中听音乐——也形成了一种相似的停滞。当传播延迟了其他活动，无论这种延迟是整体性的还是局部性的，传播都依然存在于日常生活的进程之中，并始终与家庭、市场、议会和其他社会制度保持着关联。持续文化和停滞文化作为分析的范畴可以体现传播实践变化的不同程度。意义的生产被部分地整合进语境中的其他活动之中，或从这些活动中分离；其形式或具有创新性或保持常规化；意义的功能则有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也有可能不同寻常；所表达与体验的意义则要么作为一种需要或要求即刻行动的资源，要么成为对于过往或未来事件的解释。停滞文化预示着社会交流，而延续文化则塑造了社会交流；两者之间的中介因素就是传播。

传播的二元性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它们既取决于现有媒介技术的可供性，又取决于作为启发思维的制度的媒介技术的社会组织与规范。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停滞与持续共存于特定的公共空间：剧院、博物馆、音乐厅、游乐场（tivolis）以及电影院。广播与电视也逐渐成为了一户一台的必备媒介，并在一个家庭的核心房间中占据着特定位置。数字媒介极大程度地拓展了信息与传播者的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使得信息与传播均变得随处可及、随时可及，这进而改变了延续与停滞、整合与间隔之间的区别与过渡的界限。不仅如此，数字媒介潜在地加快了轮流传播的进程。这一点不仅体现于家庭生活的私人合作中，也体现于诸如政治丑闻的公共讨论中（J. B. Thompson，2000）。更重要的是，数字媒介实现了传播及时转化为远距离的行为，如商店的协作和商业交易的结算。而手机媒介
(1)

 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案例。


 三、案例分析：手机传播中的“移动”是什么意思？

传播跨越时空，维系着社会关系。实现这一目的的新颖小巧的数字终端就是手机。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无论何时何地都随身携带手机。各个地区的不同术语体现了这一装置和空间的关系——或相对于本地传播者，或相对于这一全球性的技术，或相对于信息与传播者的运动而言（手机媒介的社会运用研究文献，可见Castells et al.，2007；Goggin，2006；Katz and Aakhus，2002；Ling，2004，2008）。在日本，手机被称为keitai（“可携带的东西”），一个日常生活中与你的身体亲密联系的人工产品（Ito et al.，2005：1）；在北美，它们被称为蜂窝式电话（cell phone），即通过网格（gird）交换数据的终端，而网格在技术上被称为“蜂窝”；在欧洲，它们被称为移动式电话（mobile phone），社会个体通过手机对话或收发短信息，由此摆脱了地域的限制。那么，手机传播中的“移动”意义究竟为何？

直至电报及此后的电子媒介发明后，“运输和传播才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J. W. Carey，1989a：15）。任何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人类、手稿、书籍、杂志和报刊在本地空间中的物理存在和运动。从历史来看，媒介数千年以来都是以移动的方式存在——它或为四处巡行的人类，或存在于那些久远留存的、传播事实与小说的手稿和其他书写媒介上。几个世纪以来，印刷媒介跨越国家和大洲传播着信息和娱乐。起初时，它局限于相对小范围的专业群体中，尔后逐渐拓展至面向大众群体。数十年以来，录音器材、电影和广播以同步或异步的方式对视觉与听觉的表征进行复制与传播。而手机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通过本地化和个体化的方式将多元模式的传播整合入日常生活中。因此，手机传播中的“移动”与其说是在于特殊装置、综合技术或个体使用者，不如说是上述三者共同发生作用的传播语境。

将移动性的三个方面——空间、时间和语境——进行相应的区分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这一概念（Kakihara and Sørensen，2002）。首先，空间的移动性指客体、人类和符号在空间中的位置变化。其次，时间的移动性是指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人们与环境中不同要素之间灵活的交流方式，这些不同要素也包含了其他社会个体。如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1959）所说，个体和文化都具有相对的共时性（monochronic）
(2)

 和历时性（polychronic）
(3)

 ：当人们有一系列事件或行动需要处理时，我们既可以通过逐一处理的线形方式完成，也可以多个任务同步处理的方式完成。最后，语境的移动性体现了社会关系整体结构的变化程度——即语境的变化。传播跨越时空传递着意义交流的语境，这些语境以虚拟的形式存在于传播者的头脑之中，并随着传播者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数字媒介使得语境的移动性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首先，它们进一步模糊了体验式存在和缺席之间的界限（Biocca et al.，2003）。通过3G手机和在线视频会议，我不仅可以看到交谈对象，听到他的声音，同样可以感受到对方的语境（早期的关于固定电话营造的体验式存在和接近性的讨论，参见Wurtzel and Turner，1977）。其次，我潜在的行动语境中包含了上述缺席的语境，正是由于数字媒介的影响，这些语境具有了及时性和直接性。

语境与媒介类似，它既是物质现象，也是非物质现象。人文研究通常将语境依照字面理解为共同的文本（con-texts）或交互的文本（inter-texts）。而社会科学和人机交互研究逐渐将语境同时作为物理场所和诠释框架。在对日常语境的研究中，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71）区别了“自我的场域”的三种不同类型。首先是“固定场域”（fixed territories），它受到地理与法律的规范，包括了土地、院落、房屋等。第二种是“情形场域”（situational territories），它们较为短暂，产生于人们对于特殊地点的时限性（time-bound）使用。戈夫曼所举的例子包含了如公园里的凳子、餐馆的桌子和旅馆的房间。第三类是“自我为中心的场域”（egocentric territories），它的范围十分有限，代表着非常私人的空间，如口袋与钱包，同时也包括了诸如日记与信件等个人表达方式。手机就是最后这一类型场域的最新一个例子。它使得自我为中心的场域嵌入日常的人工产品之中，进而构成了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s）（Winnicott，1971）。这有些类似于孩子的玩具熊或毛毯，能够使拥有者进入一个停滞的中间世界，或者说现实的阈限领域（V. Turner，1967）。尽管戈夫曼的讨论仍停留于“共同存在的语境”这个主题之内，但某些“自我为中心的人工产品”也提供了我们介入“不在场的语境”的可能。本质上而言，媒介既是自我为中心的，也是他者为导向的。

手机在个体的口袋中建构起一个机构（an institution）。有了手机，我可以获悉有用的信息。这些信息有时候来自其他传播者，并以多级传播的方式传递：如交通堵塞和列车延误的最新情况，或者相同的日用品在不同商店中的价格。通过上述方式，我与那些“有意义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
(4)

 （Mead，1934）展开持续的交流。例如，当我将（推迟）抵达一次商业会晤时所进行的微协调（microcoordinating），我在忙碌的同时为家庭成员选购商品——而上述的一系列交流活动都发生于赴约和购买之前。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已然参与到了自我的维持和社会的维持——自我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制度化——之中。


 四、交流的权利

1．积极的权利和消极的权利

制度是一个社会中最具持久性的构成部分——它包含家庭、法律体制、新闻业等。然而，与家庭房屋、法院大楼和新闻工作室不同，制度又属于模糊的实体，它无处不在却难觅踪迹——因而可称其为“具有真实功能的虚拟形式”。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制度依据公认的以及强制性的原则——公民权利和人权——规范个体和集体之间的交往。媒介制度——以及交流（与传播）的权利——就隶属于这一特殊范畴。在理想情况下，媒介制度允许任何人对任何社会制度或权利及其地位和合法性展开讨论。当前的媒介制度是持续不断斗争的历史结果，而这些斗争即围绕着对于交流的权利的界定和行使而展开。

权利具有两种主要类型——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在公共领域讨论中，哈贝马斯（1989/1962：226）在谈到自由的模糊概念时提出了上述两者之间的区别。一部分政治哲学家强调一种消极的定义（摆脱国家干预私人事务的自由），而另一些政治哲学家则支持一种积极的定义（自由以期待或要求来自集体的某些规定和服务）。自由的消极定义开创了现代的历史。18世纪始，新兴的中产阶级力图捍卫他们面对国家专权时所拥有的权利。而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危机出现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间，出现了从积极角度对自由权利的再定义。它同时涉及了凯恩斯主义原则中的基本经济规范和社会服务内容。最近，伴随着2008年财政与经济危机达到高潮，积极的权利又重新出现在国际政治议程中。

三个世纪以来，社会的现代化可以被认为是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相互博弈的（初步）结果，它可以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得以理解：

•　民主化和官僚化。即政治代表和政府的制度与实践的民主化和官僚化；

•　工业化与资本化。市场经济的工业化与资本化，以及劳动力的不断分化和合理化，形成了市场竞争、合并、帝国主义和集团化等不同阶段；

•　俗世主义。表达与经验的文化形式的俗世主义，它既包括了对于非宗教和反宗教的反思性（reflectivity）的地位的保障，也包括了对于流行艺术和美术之间的选择性或互补性的承认。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媒介都是具体过程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或作为政治组织和讨论的方式；或作为广告载体和商业管理的工具；或作为文化表达和创新的形式。相比起前现代的那些启发思维的制度——宗教、美学或科学——现代媒介具有一个普遍信念：它们代表公共利益对社会上其他机构实施评价，并同时存在于（争议性的）公共利益之中。与此同时，媒介本身对于部分的社会个体与集体而言，也成为一个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博弈的主体。传播的权利源自集体想象与社会建构，它是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蓝图中的一部分。

2．作为制度的媒介

尤尔根·哈贝马斯（1989/1962）的公共领域模型（表6.1）为我们考察媒介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分析框架。公共领域是一个相互联系，同时又保持着彼此相对独立性的系统中的一部分（相关的评论和综述，参见Calhoun，1992；Mortensen，1977；Negt and Kluge，1993/1972）。如表6.1所示，表格的右侧是国家机构，它们提供并完善了社会交往的物质、法律和其他基础性环境，并垄断着最终的物理性暴力工具的使用。左侧的社会领域包含着私人经济实体。同时，私人领域代表着个体和家庭生活领域。而整个系统的中介因素就是公共领域，它构成了最主要的政治与文化上启发思维的制度，并包含了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业。英美国家的哈贝马斯研究文献通常忽略了公共领域的两个组成部分：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讨论了文学期刊与沙龙的文化公共领域如何孕育了当代意义上的政治审议与讨论的最初形态。通过将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相结合，公共领域最终通过不同的体裁强调两种不同的议程：简而言之，其一是通过小说（fictions）表达文化和艺术的“个体”事物；其二是通过事实体裁（factual genres）表达政治和经济的“集体”事务。

表6.1　公共领域的模式（根据Habermas，1989/1962；Mortensen，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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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公共领域具有一种对抗封建秩序、捍卫个体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积极主动的功能（消极的权利）。在其形成过程中，公共领域同时拥有了一种反应式的功能，即协调市民之间，以及作为私人的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这一模型呈现了一种双重结构——结构和行动的一种现实实在和想象实在。一方面，公共领域的模型将媒介与市场、议会和国家机构等其他社会机构共同置于社会的结构图景之中，它们都是真实有效的。无论从理论还是从规范的角度而言，问题的核心在于机构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例如，在前现代社会中，君主制度、宗教权威和艺术赞助人虽然使得文化的表达成为可能，但同时也对文化的表达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显而易见，当前的媒介同时受到了民主对话精神和经济逻辑的影响。

另一方面，公共领域的模型代表着一种行动策略——它既非一个无倾向性的组织化图表，也非一种虚假意识
(5)

 的简单实例。认知学中关于人类意识的理论认为，理解的基本范畴不仅建立于物理和生物环境之上，而且受其塑造与影响：身体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M. Johnson，1987）。同样地，社会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我们视其为一套与具体制度有关的特定方式的行为倾向。公共领域的模型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常识或霸权的再生产（Gramsci，1971）——而所谓霸权，即“一种绝对的意涵，因为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他们在大部分的生活领域中都难以超越这种意涵”（Williams，1977：110）。

第二维度的媒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虚拟空间，使得我们可以跨越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进行交流和审议。“所有的经验都是植根于本地的……我们总是存在于一定空间之中，空间则始终伴随着我们”（Meyrowitz，1989：326）。尽管如此，一旦我们拥有了适当的媒介，我们就可以使得传播和行为变得全球化。在哈贝马斯（1989/1962）最初的描述中，他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种理想形式的论坛，在其间，国家—民族中地位平等的公民通过理性交往，共同决定公共福祉，并找寻实现公共福祉的恰当方式。然而，从一开始，哈贝马斯和其他评论家们（如Sennet，1974）就对这一理想形式在当代的陨落表示悲观。一种基本的观点认为公共领域迫于政治或商业的压力而重新关闭，这就是哈贝马斯所称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一方面是大众传媒业日益加剧的商业化；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与私人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如1945年之后的美国军工实体，两者都压制了围绕重要事务的讨论，并最终导致公共话语的消亡。

最近的两个世纪见证了上述文化悲观主义与文化乐观主义之间的激烈竞争。这首先发生在社会活动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和国家领域的横向空间，最近进一步延伸至其纵向空间。而这一过程历经了“长时间段”（the longue durée），即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1995：ix）所说的1789—1914的漫长世纪（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14—1991年的短世纪（直到苏联的解体，卡斯特［1999］将此称为“千年的终结”）。传播的市场驱动与公共管理之间的平衡成为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语境下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欧洲模式的公共服务广播则成为短暂的20世纪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公共服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依赖于商业媒介的私人资金（Lund，2001：41）？公共服务性质的电视与广播电台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其他形式的纠错与补充？伴随着跨国专营店——包含着批发媒介（whole-sale media）和零售媒介（retail media）——的日益集中化，上述争论随之拓展到了国际舞台上，产生了例如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讨论（MacBride，1980）。信息在大众传媒的基础结构中得以成为人们可以访问的内容，它服务于绝大多数公共性目的，并存在于集中化的文化论坛（Newcomb and Hirsch，1983）之中，受到国家与市场的限制。

在网络化的基础结构之中，公共领域模式在垂直向度上的部分日益凸显出其在国家和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传播较容易就可以跨越那些传统意义上（现代性中）将个体与家庭生活同工作分割开来，将“政治”与“文化”分割开来，将各个民族—国家分割开来的界限。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将带来的影响尚未明晰。当前的研究则着眼于形成中的媒介与传播史。而无论是15世纪后半叶诞生的印刷书籍，还是18世纪早期的新闻纸，它们都未能准确地预言出这些媒介在接下来的若干世纪中的多种用途。尽管如此，今天来看，我们仍可以认为第三维度的媒介孕育了独特的交往行为。

3．交往行动

不同的术语反映了信息与传播在当代社会中不同领域的战略性资源的角色。首先，1880—1930年间的“控制革命”（control revolution）（Beniger，1986）——包含舆论投票、广告和公共关系以及组织化的官僚机构在内的整个社会机构的形成——使得不同的社会部门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复杂性的过程中采取自我规范的措施。其次，人们通常认为，信息社会或信息经济形成于1945年后（Porat，1977）。如社会学家丹尼斯·贝尔（Daniel 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一书中所描述的，先进的工业社会中的主要劳动力参与到了非物质生产劳动中；理论知识也成为了物质生产的关键性要素，社会系统的协调则日益依赖于中介性的技术。第三是新近产生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96）所称的网络社会。它将有可能在维持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同时，将这一模式嵌入新的数字基础结构之中——即从工业资本主义到信息资本主义的过渡。尽管卡斯特的观点处于争议之中（Webster and Dimitrious，2004），但他强调了从信息作为物质生产的资源向传播作为过程的转化，这一过程不仅推动了社会多样化发展，而且将维持这种多样性。而上述几点也可见于卡斯特的“流动的空间”（spaces of flows）、无时序列（timeless time）和真实的虚拟性的文化（a 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等术语。社会活动中分散的物理空间实时相连；本地的境况融入交流与交互的全球化循环之中；我们对于实在的体验既包含了在场的个体和语境，也包含了不在场的个体和语境。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特定的媒介使用条件下才能接触到虚拟现实，而是意味着一切社会交往中的基本成分都已变成了以技术为中介的或技术嵌入的内容——但这些并没有削弱其间的真实性。虚拟现实也能够最终转变为真实。

交往行为的网络化对于公共领域模型中垂直向度的三种不同的边界形成了挑战。首先，社会领域（商业）和私人空间（私人和家庭生活）的交界处产生了新的物质生产形式与非物质生产形式。本克勒（Benkler，2006：3）认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模式的核心正受到下述三者的共同影响，它们是：全球信息经济，极具影响力的廉价传播技术的广泛可及性，以及非市场、非国家性质合作的普及化网络。早期针对哈贝马斯的模式的批评中，女性主义学者准确地关注到一个趋势，即公共领域不仅从一开始就忽略了现实中女性被排斥的地位，而且还排除了那些在家庭中所完成的劳动，而这些劳动主要是由女性来完成的（Fraser，1992）。数字媒介则重新引发了对于人类劳动力的界定、组织和控制的讨论。大约三十年之前，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1981：11）中描述了“生产消费者”（prosumer），即生产者和消费者角色的糅合。我们很容易将这一角色夸张化或浪漫化。尽管如此，数字媒介为创新、发展、理财、写作、扩散等提供了普遍的工具，而这些活动都完完全全地处于信息部门之外（Von Hippel，2005）。

第二，政治公共领域与文化公共领域的划分从一开始就受到人们的质疑。而今，两者日益呈现出了相互渗透的趋势。举例而言，用户可以将喜剧秀节目，如“乔恩·斯图尔特每日秀”等同于其他的新闻来源。事实上，一项针对“乔恩·斯图尔特每日秀”和美国网络电视新闻的内容分析比较发现，上述两个节目关于2004年总统选举战的“本质信息”是相同的（Fox et al.，2007）。

社会理论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将“1968年”作为近期的一个标志，以体现“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的界限正在发生变迁。“反文化”和“反专制”态度的观念从一种独特和宽泛的意义上隐含了对社会结构的反对，这正如反对行为出现在一系列不同的语境和形式之中，它包括了以事件为中心的运动到具有开放式意味的偶然性事件。不仅如此，包含正式与非正式的知识机构在内的发展有助于形成关于重要的和合法的信息的更为平等的观念。例如，假如依靠研究合作实践而形成了一种反文化、控制论和冷战研究社群的联盟——尽管这十分不可能——它将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网络文化（F. Turner，2006）。通常情况下，媒介仅仅是信使而非事件的原动力；但正是在媒介的作用下，“整个世界都被投以关注的目光”（Gitlin，1980）：无论是行动者还是一般受众群体，当他们处在一个大众传媒的文化论坛之中时，他们都有可能同时接触到此前零散的社会问题和行动者（Newcomb and Hirsch，1983）。在网络化的公共领域中，这种彼此间的相互联系通过比较的议程和模式得以强化。商业机构通过企业社会责任、伦理会计以及环保倡议等活动，强调公众既作为消费者或客户，同时又作为公众的身份，试图强化自身的合法性。而国家机构则通过客户服务向公众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政治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等类似机构需要建立并维持自己的选区，选区中的成员拥有着经济上、文化上和民族上的不同身份。这其间，至少有部分受众在某些时间里扮演着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角色，而这些信息则涉及了对于“政治”和“经济”的议程和事件的界定。

公共领域模式的第三条纵行（表6.1）——（民族—）国家——通常处于稳固的运作之中。民族—国家的系统诞生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phalian Peace Treaty
 ），此后的世纪中这一条约在多方面得以运用。世界经济体系自16世纪始逐步成形，它最初主要集中于西欧地区。然而，与其他历史体系不同——例如，在中东和中国——经济基础结构并未发展成为一个帝国或一个政治实体（Wallerstein，1974：348）。民族作为局部的地理单位和文化形态——想象的共同体（Anderson，1991）——逐渐形成，并得到了报纸、小说、地图、博物馆和普查的支持。随着近几年间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加剧，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了跨国联盟，例如欧洲联盟（简称欧盟，European Union—EU）和北美自由贸易联盟（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NAFTA）。它们与集会、法院和联合国内外的机构协调共存。同样在此期间，市民社会组织重新确立了自身在国家和市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之外的第三支力量的角色（相关文献，参见Edwards，2004）。尽管有着上述一系列的发展变迁，但一个跨国的公共领域仍尚未形成（Fraser，2007）。

为了应对当前媒介所具有的潜力，无论是社会个体还是集体都需要维护与保留某些交流的权利——不论是就本地范围还是世界范围而言。交流权利伴随着技术和历史的变迁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当前，这一权利正处于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若干强大机构的争夺之中。


 五、保留部分的权利

1．发送与接受

知识共享协议（the Creative Commons，简称“CC协议”）运动——以“保留部分权利”的号召相对于“保留所有权利”——允许“作者、科学家、艺术家和教育家可以很容易地赋予自己的创造性作品以他们所希望拥有的自由……并使得人们更容易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作品，也更容易在他人作品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作品”。人们制定出上述原则作为替代版权原则的一种选择；而这一原则也广泛运用于任何传播活动中信息的社会使用过程中。简言之，交流的权利体现于发送和接收信息的最基本举动之中。尽管如此，数字媒介再一次提出了下述问题：所谓的“发送”和“接收”——无论是否带有意图——在传播与元传播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网络化传播的早期模式之一认为，上述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了经典的传播模式中常见的传者—受者轴线模式。波德维吉克（Bordewijk）和卡姆（Kaam）提出了包含四种主要传播类型的类型学（1986）（表6.2）。下面的矩阵一方面区分了对于可访问信息库的集中式控制与分散式控制；另一方面则区别了针对特殊信息内容访问的集中式与分散式控制。最常见的类型有两种：其一是“谈话”——它不仅指面对面交流，同时还包含了实时的在线交谈（例如，聊天和开会）；其二是“训示”，或称大众传播，它包含着异步传播的印刷媒介以及同步传播的广播媒介。此外，“查阅”指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通过网站或者在线的数据库搜索与检索信息，它同时也包括了百科全书和图书馆的资料查询活动。最后，“登记”是指对使用者传播行为的记录：使用者访问了哪些内容，他们有何反应，他们从何处来，他们接下来将前往何处。在数字媒介的影响下，最后这一类型的元传播变得无处不在。但由于我们通常不把它视作传播，最后这一类的元传播引发了一系列特殊问题。

表6.2　网络传播的模式（Bordewijk & Kaam，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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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的每一格体现了交流的权利——以及阻碍交流活动——的新旧方面内容。在大众媒介的时代中，我们所遭遇到的大多数典型困境都可以通过“训示”（大众传播）到“对话”的这条对话轴线得以理解。尽管表达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由在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并被写进了《世界人权宣言》之中；但在实际情况中，仍然是由大众传媒扮演着个体和制度性传播者的角色，而且它们并非选举产生。而当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潜在的传播者，新的问题又随之产生：什么是通过传播协调与公共事务的恰当（同时也是切合实际的）方式。从个体的角度而言，数字媒介增加了我们可获得的绝对信息量，扩大了传播者的范围和多样性以及轮流交流的多样性——这将有可能产生传播过剩。从集体的视角来看，传播的推送模式向拉动模式的转变（Negroponte，1995：170）再次重申了个体所拥有的、对信息不加理会的权利——这些信息既包括了垃圾邮件，也包括了健康信息和那些促进社会包容和参与的话题——它们导致了信息的赤字。

其次，“查阅”关注那些成倍增加的可供访问与存储的海量信息。数字媒介潜在地扩大了文化遗产的范围，使其不仅仅局限于大部分博物馆和图书馆中的科学论文、艺术作品和公共文档。文化作为生活的整体方式（Williams，1975/1958），包括了来自日常交流与互动的经验与见解。随之而来的一个与数量有关的问题是，在现实中我们应当如何对现有信息进行组织，使得后续的行动语境中我们可以访问、浏览和使用这些信息。未来的一代人也许能够把今天——他们的过往——描绘得比我们今天所写就的我们的过往更加美好、更为不同、更为妥帖。这一方面的潜能和问题已经在一些项目——如“互联网络档案”、“网站时光倒流机器”、数字存档的国家与国际倡议项目（如世界数字图书馆）等——提出。与此同时，一个与质量有关的问题是，如何确保现有的信息不至于成为从人文角度而言（culturally）难以获取的事物——即在实际中“被遗忘”。数字媒介特有的可控制性，加上商业活动对其重塑和创新，都给文化遗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正是历史研究中的经典难题。我们可以设想下述情形，现存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知识仅仅可以通过类似1946年的埃尼阿克计算机（ENIAC）的系统得以访问。埃尼阿克是第一代通用电子计算机——它大约有一个家庭的空间那么大，但其计算能力按照于今天的标准而言则非常有限。

最后，“登记”引发了当前最具有争议性的政治和伦理的问题。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数字媒介使用过程中，你不发送就无法接收到信息。而发送或接收信息的过程中将留下元传播的痕迹，其他人则可以利用这些内容。一定程度上而言，受众很早就已经是自身交流实践的相关信息的搜索者和提供者，这一方面的例子如从政治与商业利益出发的市场分析研究。文化批评学者建议，当代情报活动应首先记录下任何一个人的所有信息内容，随后再决定搜集信息的目的（DeLanda，1991）。然而，考虑到数字媒介用户日常记录下来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之庞大，下述两个问题对于社会个体而言变得至关重要：其一，他们是否拥有“不被识别的权利”；其二，他们应当如何拥有上述权利（Woo，2006）。谁将拥有用户在网络搜索和社交网站使用过程中所提供的信息，这一点无论是在公共讨论还是在政策上仍然悬而未决：

简言之，搜索2.0（Search 2.0）赋予搜索提供者更多的控制权，使他们能够搜集在网络2.0（Web 2.0）的应用程序中的个人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流同使用者的其他搜索活动联系起来。这导致了一种对于使用者在线行为进行细致入微的全面记录的能力。（Zimmer，2008：n. p.）

公众之所以对上述情况加以关注，是由于Facebook这类社交网站在抗议和法律行动的威胁后，“保留了其与使用者合约中所修改的内容，这使得使用者看似将他们所贡献的内容的永久所有权交给了服务商”。而对于社会个体而言，私人的信息也是一种稀有的资源。

2．符号保护权

长期以来，新的信息技术引发了人们对于隐私的普遍关注。1890年，在控制社会的背景下，沃伦（Samuel D. Warren）和布南戴斯（Louis D. Brandeis）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写道：

近期的发明和商业模式呼唤着我们开展对个人的保护，并同时确保个体所拥有的、托马斯·库利（Thomas M. Cooley）所说的“不受干扰”的权利，将是接下来我们必须采取的做法。即时成像的摄影术和新闻企业入侵了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神圣区域；不计其数的机械装置威胁着我们的生活，它们使得下述预测变成了现实：“私密的耳语将被公之于众”。（Warren and Brandeis，1890：n. p.）

四十年之前，艾伦·威斯汀（Alan F. Westin，1967：3）关注到了技术所带来的另外一场“革命，即无论是公共权力还是私人权力，它们都借助于技术着手实施对于个体的系统监控”。最近一份对于信息与隐私的研究综述也表达了相似的担忧（Weitzner et al.，2008）。这篇文章指出了当前政策上所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个人信息、版权保护和政府监控，对应着三个社会领域，即私人生活、经济生产和国家管理。这篇文章同时就威斯汀的研究作了详细说明，认为在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的背景下，隐私不仅仅关乎个人的信息，同时包含着“个体、集体和制度所拥有的自主权，这一权利宣告了何时、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的信息可以被其他人以合法与恰当的方式使用”（Weitzner et al.，2008）。这篇文章进一步总结道，在像互联网络这样的开放式信息环境中，加密和访问控制的技术系统将不再致力于上述目的。包括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在内的专家们提出，取代上述系统的应该是一个由社会定义的信息责任系统。这一系统的目的在于设置相应的限制，这些限制并非针对信息的收集或访问，而针对特定的信息内容和类型的使用。因此，社会契约必须保障部分传播的权利，无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群体还是制度。

传播建构与维系着个体和集体、行动和结构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无论对于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个人生活，还是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交界区域而言，信息都是一种总的战略性资源。总体上而言，大众传媒研究通过下述两个主要路径强调了信息与传播中的政治性问题。一方面，如文化研究（Grossberg et al.，1992）、后殖民研究（Ashcroft et al.，1995）和人类学研究（Clifford and Marcus，1986）中关于表征政治的批判性研究所强调，媒介彰显了社会中不同群体和机构的冲突性描述。另一方面，如批判与行政学派研究所示（Lazarsfeld，1941），无论对于社会现状持什么态度，上述这些描述都构成了行动的资源。这是因为，信息得以完善并形成知识，进而被人们加以运用。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不均衡地散布于社群与国家的内部与两者之间。因此，研究致力于对信息与传播技术的社会影响展开评价、纠正与预测。这方面的例子包含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间，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传播推动社会进步的尝试（Lerner，1958；Schramm，1964），对于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争论（MacBride，1980），以及信息社会的世界峰会。在数字媒介的影响下，表征与传播的政治拓展成为一种交互性政治（K. B. Jensen & Helles，2005）：谁拥有发送与接收哪些类型信息的能力，这些信息将以怎样的顺序，通过什么样的网络；在传播过程中以及传播终点，谁能够与谁一起，或对谁实施哪些行为。

作为社会个体，我们不断地获得机会彼此交流，我们轮流从事着交流与传播活动。作为社会，我们视这种机会为权利，这一权利必须通过物质基础结构和制度性框架得以规划、规范与支持——这些物质基础结构和制度性框架既包括物理网络和法律原则，也包括与文本和图像有关的素养技巧，而这些素养技巧在生活过程中以正式与非正式的方式习得（Coiro et al.，2008）。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中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遇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Feuer，1969：360）。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社会，我们的交流与传播都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而有时候，我们需要为了自己的未来而改变这些环境。

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
(6)

 的原则可以追溯至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它被纳入全世界现代司法体制中。这一原则通过申诉的可能性而制止对个体的违法囚禁。它要求法院确认刑犯的下落——他/她的肉体的存在。符号保护权（habeas signum）则不仅重新关注符号中个体的体现，即信息；同时，它也再度关注个体自身和他者访问与使用此类信息的权利。人身保护权或符号保护权都并非绝对原则；社会仅允许并为个体保留部分的权利以拥有、持有和使用其身体和信息。尽管如此，相比起传统自由，如言论自由、信息交换的自由、集会的自由和结社的自由，数字媒介仍然呼吁对交流权利开展全新的研究与讨论，以便建立新的议程。

在最近一次围绕着数字媒介和网络传播视野下的交流权利和公共领域这一话题的讨论中，尤尔根·哈贝马斯（2006：423）表现出了明确的怀疑：

网络上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只能够为一种特殊的语境提供明确的民主价值：它［这一语境］能够削弱那些试图控制与压制公共舆论的专制国家的管制。在自由主义国家的语境下，成千上万的碎片化的聊天室遍布全世界，它们使得庞大的、关注政治的受众成为大量彼此隔绝的公众。在现有的国家公共领域中，新闻组围绕着包括国家报刊和政治杂志在内的严肃报纸的重点，而网络用户的在线讨论只能推动政治传播。

将上述观点与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最初的、回顾性分析相比较可以发现，在后者中，哈贝马斯强调“18世纪是信件的世纪”（Habermas，1989/1962：48）。这不仅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写信与记日记，还因为这些除开小说之外的日常文化实践预示着一种当代意义上的公共论辩。从历史角度来看，数字媒介和网络化传播是否将注定“碎片化”公共领域，或进一步再封建化公共领域，这一点还未可知。我们同样无法知道新兴的生产与政治的网络化形态是否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市场与自由”（Benkler，2006）。在最后两章中，我将考察与评价新兴的媒介环境，并对媒介与传播研究的角色展开讨论。



————————————————————


(1)
  或可译作“移动媒介”。此处“mobile”也是一词多义，可以译作“移动”，也可以理解为指“手机”（mobile phone）。下文中作者对不同文化语境下手机的不同称谓及其意涵进行解释，因此本处以及下面的标题均将“mobile”翻译为“手机”。


(2)
  也译作“时间的单一性”，假设事件可按顺序进行单项排列，在单向的时间轴上，水平延伸，一件事接一件事，不断推进。只按计划行事，不依赖具体的情境，具有较高的社会生产效率。具有直线、单向、向前、不分叉的特征。


(3)
  也译作“时间的多样性”，认为时间是竖直的，过去和现在的事件相互纠缠，时间安排上比较弹性，同一时间内完成几件事。具有循环、可逆、螺旋向前、分叉的特征。


(4)
  指对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的具体人物。


(5)
  虚假意识是指那些脱离利益基础，凭假设前提构建的、不能反映现实利益关系的意识。马克思认为，那些由人们实践的感性活动创造的、产生于一定现实利益关系的精神意识，即反映一定社会现实利益关系的观念，就是真实意识。而当时德国青年黑格尔派所尊奉的神的唯心主义观念、“真正的人”的人道主义观念等脱离人们感性活动构建出来的观念，则是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即一种被系统化地扭曲了的世界观。


(6)
  人身保护权，拉丁文意为“拥有身体”；与此相应，下面的“habeas signum”意为“拥有符号”。


第三编　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双重诠释


第七章　科学的媒介

——从事传播研究


 一、科学的符号

自古典修辞学开始，传播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语言、符号和象征符号赋予人类的知识以一定的形式。形式是（部分）科学的讯息，它体现了特殊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目的。例如，在社会科学期刊上刊载的典型论文通常包含研究问题、经验型研究设计的实施、相应的研究发现以及作为结果的诠释性讨论（interpretive discussion）
(1)

 。上述各部分不仅能够在研究的不同阶段明确地划分出来，而且需要研究报告的不同部分加以体现。相比起来，人文学科论文的写作文风则相对自由，论据的收集、分析、诠释、呈现以及讨论都没有严格要求。这两种写作模式类似于两种常见的传播模式：社会科学家把研究成果“传递”给受众，人文学者则邀请他们的读者进入一个公共讨论的“仪式”之中。研究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交往实践，它通过特殊符号得以开展与结束，这些特殊符号包括了口头语言、数学符号、图像表征和其他的意义单元和过程。同时，无论隶属行政学派还是批判学派（Lazarsfeld，1941），科学的传播还肩负着阐明目的或旨趣（knowledge interest）
(2)

 的任务（Habermas，1971/1968）。科学的符号见证了其自身的社会起源、语境和目标。

学者们针对实在的某些方面展开研究，相互交流研究发现和见解，并将其意涵呈现给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和社会公众等更为广泛的群体——因为他们有可能将这些研究发现付诸实践，并最终转化成为现实。研究无法离开传播和元传播——传播和双重诠释以结构性的方式将研究机构与其他社会机构联系在一起（Giddens，1979）。处于艺术和科学的交汇处，媒介和传播研究的领域承继并综合了不同的信息和诠释的观念。这种学科的冲突尤其体现于具体的分析步骤的选择上。在本章中，我将就这一领域的多种方法论展开讨论。在我看来，尽管这些方法各不相同，却没有优劣之分。它们彼此互补，无法简化为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而是需要加以综合运用。这种综合运用不是在研究的最初阶段——或者说在最小的测量层面上——而是在研究的最后阶段——即根据研究语境和研究目的对研究过程进行总结的过程中。

我将首先回顾经验性传播研究中的一些主要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在第三维度的媒介研究中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数字技术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新媒介研究在许多方面可以沿用已有的研究方法，例如，网络化的一对一以及多对多传播同样体现出来了人际传播特征。为了更好地进行说明，我将在部分案例分析中谈到现有的媒介和体裁的经典研究。与此同时，我将强调方法和方法论的区别。前者主要指收集和分析实证数据的具体手段；后者则指以理论为基础的、决定了特定方法的研究设计。而通过方法的选择与运用，我们可以就特定的研究意涵展开进一步推论。在本章中间部分，我将回到两种经典的推论形式——归纳和演绎，并提出第三种形式——溯因。尽管溯因经常被教科书所忽略，但其在研究过程中却有着特殊地位，尤其适用于探讨新兴现象，比如当前的媒介环境。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将勾勒出科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的位置。科学的理论不仅能够容纳多种方法论，也能够容纳不同的论据形式。但科学的符号都只是局部的和初步的。不过，通过在科学社群和其他群体中扩散与传播，科学的符号可以使得个人、机构和社会团体在下结论和采取行动之前深思熟虑、商议权衡。


 二、新媒介，老方法

1．方法和方法论

表7.1种标注了媒介和传播研究中的六种基本论据的类型，每一栏中都提供了来自互联网络的案例。不同的数据类型构成了传播的文本、形式和语境的信息载体。首先，口头证据是那些从事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主要资源。正如鲍尔（Bower，1973：vi）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想知道人们对某件事的看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问他们”——尽管从调研或焦点小组中所说的内容推断人们所想的（进而是他们所要做的）充满了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难点。其次，人类行为蕴含着丰富的意涵。这一点已得到了社会公众本身的认识；研究人员也分别通过自然情景或实验室的观察对此进行了论证。最后，个人、组织和历史的重大事件中遗留下的文献记录并见证了人们曾经所说、所思和所做。当然，史料资源仅仅是一种单向传播。不过幸运的是，不同来源的资料通常会拿来进行对比。不同的研究载体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表7.1　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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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以来，研究方法的论著大多强调：“如何”研究有赖于研究“什么”和“为什么”研究，亦即，研究方法必须适用于研究领域和研究目标。这与过去所宣扬的单一的“科学方法”的运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引自Jankowski & Wester，1991：46）。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何将媒介和传播的理论概念、它们所引发的公共议题的理论概念与特定的实证工具、数据集和分析程序联系起来，仍然是一个研究难题。关于网络化传播的研究不应只是局限于从简单的技术、组织和人口统计的视角出发，考察数字媒介及其应用的个案或范例。为了理清经验性研究中的一些选择和必不可少的内容，图7.1展示了（新）媒介研究中的基本步骤，它可以分为计划、实施、形成报告和诠释四个部分（K. B. Jensen，2002c：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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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实证性研究的六个流程

图7.1中的每个研究步骤都可以从话语的角度加以理解，研究则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话语形成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实践（我们将再次以互联网络为例）：

•　经验性研究的分析客体
 既包括互联网络中的话语和围绕互联网络而产生的话语（例如网站、聊天内容、政策文件以及用户测试反馈），也包括了用于进行比较研究的不同来源的话语。为了理解互联网络今天的样貌，我们必须了解它曾经（被认为）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的互联网络不是什么样的，以及未来它将会变成什么样。

•　数据收集方法
 包含了微观的内容抽样框架到宏观的采访提纲等——它描述了一部分作为研究推断和诠释基础的实在。我将稍后讨论研究“发现”的数据（例如网络论坛的档案资料）和研究“制造”的数据（例如与当事人的访谈）两者之间的区别。后者正是数字媒介中最为突出的新特征。

•　数据分析方法
 涵盖了细分、归类和诠释论据的不同操作。此外，经验性研究通常包含质量控制的内容，即元分析的要素，例如，运用统计测试来检验“显著性”以及获取记录定性研究步骤的“审计跟踪”（audit trails）
(3)

 （Lincoln & Guba，1985）等。

•　方法论
 可以定义为针对某个特定经验性领域的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计划。在方法论层面上，研究者对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数据的状态以及这些数据对于诠释或解释“互联网络”的重要性进行说明与判断。如果说方法是技巧，方法论就是研究的技术，它将理论和经验性领域联系起来。

•　理论框架
 赋予经验性研究所发现的特定结构以意义，并把经过高度筛选的经验性微观例证与理论的宏观世界衔接起来。从广义上而言，理论可以被视为框架（Goffman，1974；Lakoff & Johnson，1980），它提供（J. J. Gibson，1979）了对于研究发现的某些诠释，同时否定了其他诠释。网络空间（W. Gibson，1984）是否（仍然）是一个把握互联网络本质的有用的隐喻？

•　理论框架通常都围绕着特殊的实际领域——自然、文化、社会和人类的心智——这种针对实在世界的划分源自宏观意义上的、元理论层面上的，或者说认识论的
 观点和假设的支持。在研究活动中，认识论为经验性研究的客体和目的——即“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两个问题——提供初步的界定和判断，并进而推动了“怎么做”的研究活动。从当代传播理论的视角来看，互联网络是一种媒介。

从上述分层与比较的视角来看，方法和方法论就好像研究界面的两侧。我们也可以把两者的关系比作雅努斯两面神的面孔。方法面向分析客体；方法论则源自研究者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虽然无法消除研究中遭遇的干扰因素，但它却是研究活动的必要条件和资源。同时，主观性通过研究社群中的交流和传播活动而得到规训。方法只有与理论框架的问题相对应，并试图对其进行解答，才能产生洞见。为了了解适合于数字媒介和传播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将那些伴随着元技术而出现的新的论据类型纳入考虑范畴是很重要的。

2．补救方法

数字媒介中与数据有关的问题强调了研究“发现”的证据与“制造”的证据之间的基本性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互联网络研究所需要的全部资料都已经储存在服务器和客户端，要获取它们，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网络管理员、服务供应商和用户处获得些许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系统就是方法。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无法提前预见到要记录哪些内容，这导致了网络化传播本质上的极度分散性和局部嵌入性。因此，一方面是自动生成的研究数据，另一方面则是情境化的研究数据，这两种极端形态的数据整合后便成为了未来媒介研究中方法论上最主要的挑战之一。

回到表7.1中六种典型方法，位于最下面的两个单元格——内容分析和话语研究——已经成功地应用于互联网络研究。一系列丰富信息以文本和文件的形式得到研究，其附带的元信息和元数据确保了这些信息不会脱离它们不同的传播语境。这些相关的传播语境因素包含了信息的来源、它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它们相互影响的轨迹、用户对于信息的访问以及访问过程中有可能增加元信息等。由此，传播的内容、传播的形式以及部分传播语境也成为了可供研究之用的分析内容。这些内容的取得需要通过正式的访问渠道、伦理因素以及研究者的社会学想象（Mills，1959），后者包含着对于那些研究者感兴趣的信息自动形成的预测。同时，对于研究而言，编码成为了影响并局限研究结论和研究效果的因素之一（Lessig，2006）。

同样地，对于其他典型方法来说，制造研究素材和发现研究素材之间的界限也已经发生了改变。最明显的例子是数字民族志或虚拟民族志（Hine，2000）。通过上述两种方法，社交网络站点和虚拟世界的档案成为研究的“内容”和“话语”。相较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文本和电子记录方式的资料，上述数字档案仍然需要其他资源的辅助，但它却提供了实时细节的测量。不仅如此，数字媒介还催生了组织和亚文化群体中的自然实验法。它类似于早期关于电视出现如何影响社区生活的研究（Gunter，2002：226）。对于调查和定性访谈（Mann & Stewart，2000），数字媒介既提供了对于（仍然很常见的）电话采访的补充方式，同时其自身也是记录公众生活喜好和日常活动的庞大数据库。另外一种考察的标准方法是数据挖掘
(4)

 ，它涉及人们使用数字媒介的过程及在此过程中所说、所想、所做的状况（Han & Kamber，2006），这一方法受到了法律和伦理上的关注。

如何记录在线与离线交流的相互影响？该问题与如何利用数字化补救方法的问题难度相当，甚至更难。数字媒介用户在私人情境与公共场合中如何运用他们的传播工具？这些实践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复制和协调现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数字媒介作为行为方式和结构实体在多大程度上代替或者补充了其他媒介？1966年，韦伯等（Webb et al.，2000）以计算机系统中自动生成的论据为例，称其为“非介入性研究”（unobtrusive measures，也可译为无干扰式研究）。它避免了从研究主体中直接输出结论。从那时起，社会与文化研究中的定性方法得到了复兴（Denzin & Lincoln，2005），它呼吁人们关注那些未受到干预的以及自然主义数据的相对优势。显然，使用数字媒介的日常生活语境使其适合于这种方法。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数据通过发现获得，什么样的数据必须通过制造获得，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平衡，从而更有助于我们恰当地推断新媒介在既有的旧传播实践中的位置。


 三、信息和推论

信息与推论之间的关系占据了古典逻辑学、符号学、认知理论、计算机科学和传播理论的研究舞台。具体而言，信息通过符号和话语的形式表达，而推论则存在于人类认知和社会交流之中。科学理论的标准解释倾向于认为，研究要么是从一般性原理或法则推广至个别情况（演绎法），要么是从若干例证总结出某个法则（归纳法）。自19世纪后期始，在方法论的争论中，上述两种方法对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交叉学科领域的重要性始终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相关概述，参见Pitt，1988）。而第三种推论形式——溯因法——则很少被视作科学推理中的一种显性方法（an explicit mode）。亚里士多德将溯因确立为一种类型之后（Blaikie，1993；Hanson，1958），1878年，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在一篇论著中将它再次引入现代哲学，并与其他两种类型（即演绎和归纳）联系起来
(5)

 。皮尔士的基本观点是，推论由三个部分组成——运用于单个案例时，一条原则将产生一个结论或法则。而上述组成部分则将产生三种可能的组合：


演绎法


规则：这个袋子里的所有豆子都是白色的。

案例：这些豆子都来自这个袋子。

结论：这些豆子是白色的。


归纳法


案例：这些豆子都来自这个袋子。

结论：这些豆子是白色的。

规则：这个袋子里的所有豆子都是白色的。


［溯因法


结论：这些豆子是白色的。

规则：这个袋子里的所有豆子都是白色的。］

案例：这些豆子都来自这个袋子。

（Peirce，1986：325-326）

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演绎法是有效推论。因为一旦我们明确了各个组成部分的意义，规则便可以毫无疑问地应用于案例中，而得到的结论也是理所当然。从归纳法的角度而言，上述案例的言外之意是，如果你观察到足够数量的豆子（案例），你将倾向于得出下述的结论：它们都是白色的。这种推理看上去合情合理，并时常见诸日常生活和研究实践之中。最后，溯因的关键在于，它引入了一条规则，这条规则有可能解释为什么你会在特殊的语境下遇到特定的（或多或少令人惊讶的）事实，例如白色豆子。当然，此处只是以白色豆子作为很简单的喻指。新构想的规则代表一种巧思妙想，这就好比夏洛克·福尔摩斯在破解犯罪谜团过程中从现场证据逆推原因或解释一样，都得益于溯因法（Sebeok & Umiker-Sebeok，1983）。理论发展尤其需要逆向推理的溯因法。

实践中，这三种推论形式鲜有孤立地存在于经验性研究的纯形式中。事实上，要求每种类型的推论的任一方面都产生新的认识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就以社会科学研究中典型的针对特定态度和行为的研究为例。这种研究从一个相对具体的假设出发，这一假设来源于一个社会学性质或心理学性质的宏观命题（演绎法），假设将通过大量具体的实例得到验证，验证过程包括了反应或观察（归纳法）。数据分析是调查结果的一种形式，它也许只有部分地契合假设；通过数据分析很可能形成一个新规则（溯因法）。这一新规则将在未来研究中得以验证。同样地，研究最初的假设可能源自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巧思妙想——溯因法。这种综合性理解方式对科学推断的好处之一是，它给下述问题——现实中的研究工作是否，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与那些逻辑的或方法论教科书上公认的典型保持一致——留下了开放式的答案。科学实践的研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例如，Hacking，1983；Latour。1987）。另一个好处是为我们带来一种开放式思考：哪种方法组合能提供最佳的对于科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问题的答案。所有这三种推论形式都应是媒介和传播研究的遗产。

1．归纳法的遗产

归纳法既是科学史的遗产又是人类进化的遗产。人类所具有的对单一事件进行概括和总结的能力是自然选择和社会形成中的关键因素，归纳法因而成为人类适应与生存的一种工具（Megarry，1995）。在日常生活中，俗民理论（the lay theory）（Furnham，1988）指引着我们把握归纳的核心内容。在研究中，归纳法则成为自启蒙运动以来哲学家和经验主义研究学者的核心话题。尽管大卫·休谟（David H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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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世纪中叶已经提出，严格意义上而言，一种从“部分”到“整体”的归纳法永远都是不符合逻辑的（Hume，2006/1748），但归纳法在整个19世纪仍然极具吸引力，这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本影响颇广《逻辑学体系》（A System of Logic
 ）中得以体现（Mill，1973-4/1843）。20世纪，一种科学的归纳理想以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形式出现，它先是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接着又彻底地没落。

与穆勒同一时期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提倡的“实证哲学”（positive philosophy），是一种非投机性的哲学，运用于真正的人文研究之中。得益于孔德及其“实证哲学”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学派。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内容来自哲学语言学的、形式的转向。这一转向假定了实在的命题结构和事实结构之间存在着相关性。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附加前提是，不仅事实与价值观之间存在绝对差异，关于实在的经验性观察和理论概念之间也存在着绝对差异。任何关于世界的有意义的陈述要么本身就是基本命题（可以简化为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中的感官印象），要么可以分解成一系列上述的基本命题。在这种对人类认识的化约主义（reductionist）理解的影响下，绝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被踢出了科学的范畴。

作为明确的认识论模式，实证主义和归纳主义总体上代表着过去的立场。然而，在研究实践中，归纳法仍然扮演着一个虽然重要但经常不被承认的角色，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媒介和传播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大量描述性、应用型以及管理类型的研究，这些研究为媒介部门的日常运作提供建议和支持，几乎涵盖了媒介与传播领域绝大多数的研究内容，不管它们发表与否。其中最主要的例子就是针对数字、广播和印刷媒介的受众所做的长期的市场调研和评估研究（Patton，1990）。它们呈现了媒介的财政状况，并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其目标虽然不是为了发展或验证特定的理论，但它们的调查结果却经常被用于作为媒介的基础设施和使用情况的解释，报告本身也常被专业媒体和大众传媒报道而引发社会讨论。报告信息、结论和建议是商业公司和国家机关做出重大投资和立法决策的基础。为具体说明这类研究的地位，沃伯（Wober，1981）提倡我们对以说明或诠释为目的的受众“研究”（research）和以提供基准数据（baseline figures）为目的的受众“测量”（measure）两类不同的研究进行区分。

当前的传媒环境中包含着大量研究报告，关涉新兴的计算机和手机的应用、它们对于用户的吸引力以及它们与社会趋势与文化潮流之间的关系等。新闻事件、特写和生活方式等都依赖于这些报告，从而了解谁通过哪些新的设备或服务（将要）做什么，这是一种双重诠释的多级流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个人电脑”的发明，推动了这一新兴的元媒介根据“一人一台电脑”的规则建构起了特殊社会结构（K. B. Jensen，1993）。此处的重点既不在于欺骗性广告，也不在于提倡某一类型研究（虽然两者都存在），而是对于人类知识——包括信息、推论以及它们在传播中的表达（Habermas，1971/1968）——必不可少的兴趣。研究的任务之一是使媒介的隐含规律得以公开化，而这种隐含的规律既包括传者和受者所拥有的内容，也包括研究者本身所掌握的内容。

2．作为主流的演绎法

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中，定量研究占据着主流的位置，并通常称为“假说—演绎”。半个世纪以来，这一研究方法在不同的媒介领域中得以运用。这类研究的目的在于检验从已有的普遍性“定律”中所推导出来的假说。作为研究的第一步，演绎法首先确保假说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同时，假说不能是同义反复的，否则它将使得经验性研究变得无效。其次，当假说与公认的定律相冲突，或者有可能为这一定律提供更为详细的阐释，那么它就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演绎法（从“整体”到“局部”）能够用于预测一项研究在特定的环境下有可能发现什么内容。最后，如果调查结论与预测相互吻合，那么这个假说就得到了验证，并有可能成为这一领域中诸理论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从更严格的逻辑实证主义角度来说，证实（confirmation）并不能等同于“验证”（verification）。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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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提倡的“假说—逻辑”的观点反而认为，科学家必须设法证明他们的假设是错误的。只有当证伪失败时，你所持有的假说才是初步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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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的工作，无论是由个体还是研究团队完成，都将以修改这一假设而告终（事实上，这承认了需要通过变相手段以及多步骤实现的归纳法）。尽管如此，那些看似哲学中的吹毛求疵，无论对于形成公认的知识体系，还是对于形成支撑它的研究过程而言，都具有重要影响。大多数媒介和传播研究无法确凿无疑地推翻或验证给定的假设。相反，这一领域的假说—演绎研究是基于统计概率的测量方法：这意味着那些研究中的“定律”是以随机而非决定论的形式得以证实的（Hempel & Oppenheim，1988/1948：13-18）。

但是，假设又是从何而来？尽管波普尔（Popper，1963）没有系统地或说明它们是如何出现的，但他认为假设构成大胆的猜测。至少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言，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双重诠释的产物。从消极方面来看，这种理解可能会导致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谓的后视镜主义，即：根据传统媒介来定义新兴的媒介和交往实践，因而低估了后者的潜能和前景（McLuhan，1964；Theall，1971）。从积极方面来看，诚如下述受众研究中的经典案例所示，假说—演绎的方法对于当前的、限定主题的集中比较研究已经成为推动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作为议程设置者的媒介


媒介研究领域的一项早期认识是——媒介并不能告诉人们想什么，但它们也许能够影响人们如何思考（B. Cohen，1963；Trenaman & McQuail，1961）。麦库姆斯和肖（McCombs and Shaw）在一项政治传播研究中对于上述观点给予了概念上的佐证和经验性的支持：“尽管大众传播媒介在竞选活动中能够深刻改变态度的证据还远不具有说服力，但选民从每次竞选活动获得海量信息的证据得到了有力的证实。”作者首先通过演绎区别了“态度”和“议程”在概念上的不同，接着将这一区别性的结论运用于新闻内容和选民陈述的比较分析之中。他们的假说指出，“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为政治竞选活动设置议程，从而影响人们对政治事件的态度”。为了验证这一假说，研究对比了“选民陈述的［……］关于竞选活动的关键性问题和选民在竞选期间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获得的实际内容”（p. 177）。为详细说明测验条件，只有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还未决定投票给哪位候选人的选民才被选为受访者，因为他们对于竞选信息保持着积极开放的心态。此外，调查对象从北卡罗来纳州的某一当地社区的注册选民名单中随机抽取的，这样做是为了减少调查变量，例如媒介报道上的地区差异。（预调查完成之后，如电视广播网络新闻、《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等主要新闻来源也被包含在文本样本之内）。

具体的经验性证据来源于调查对象对于下述两个问题的回答：其一，特定时间内“他们所认为的主要问题”；其二，上述这段时间内的新闻和社论的内容。每个资料包都按照预定义的有关政治议题和选举活动的其他方面的范畴进行编码。总而言之，这个分析范畴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将概念基础上推论所得出的区别表述为政治信息的案例，而政治信息的实例则来源于媒介提供，同时部分来自一些选民。

值得注意的是，有两项调查结果体现了假说—演绎的逻辑。首先，研究设计的目的在于建立起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对于那些媒介呈现的政治事件，媒介对调查对象的看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p. 180）。对内容的编码则预先区分了“主要”和“次要”的报道主题。在这两种情况下，分析均发现媒介报道的重点和选民的判断之间有着很高的相关度（＋0.967和＋0.979）。

第二，为了判定选民是否在媒介报道之前就已从事并多次参加了他们所倾向的候选人的议程，研究进一步分析了那些偏向于某一位候选人的调查对象（他们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主要议题还是次要议题，“选民都同样接触到了所有的新闻报道，不论这些报道突出的是哪位候选人或者党派”（p. 182）。“选民的判断似乎反映了大众传播媒介报道的综合内容”的事实再一次支持了下述假说：至少在政治领域中，议程设置可能是媒介使用的综合结果。

在对研究结果的讨论中，麦库姆斯和肖（1972）再一次从最初假说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他们的结论，并承认研究发现的相关度并未证明假说。然而，“如果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确实存在，论据就应当与产生这一功能的必要条件相一致”（p. 184）。换句话来说，精心演绎的设计未能推翻假说。此后，议程设置假说成为一种比选择性感知理论（Festinger，1957；Klapper，1960）更为合理的选择。而选择性感知理论的成立条件是：研究应当发现选民特别忠诚于他们所喜爱的候选人。

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收获是，对这两个相对的假说的权衡发生在理论层面（见图7.1），而非在测量、统计和其他分析过程层面上。尽管媒介报道和选民判断之间的关联暗示了两者的相互依赖性或者因果关系，但这种因果关系的特定本质必须在一个既定的概念框架内才能得以解释。针对公众熟悉的国家政治问题，与麦库姆斯和肖（1972）研究中选定的印刷和广播媒介相比，数字媒介让界定、理解以及设置公共议程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如第六章中所讨论的，网络媒介将改变政治公共事务和文化公共事务之间的界线；又如第四章中所提出的，网络媒介促进了跨媒介传播中的多级流动。因此，数字媒介对如何收集、分析和解释实证素材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当前最主要的难题也许在于如何构想数字媒介可能实现的交往实践。正因为此，推论的第三种形式——溯因法——使得不同传播概念的地位和起源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3．作为补充的溯因法

溯因法既是理论发展的宏观内容之一，也是定量研究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自皮尔士提出溯因法后，包括哲学研究和主流社会学研究在内的许多学科都对其重要性进行过讨论（Merton，1968：158）。1945年后，学界对于研究中的归纳法与假说—演绎的经典模型产生了质疑。这期间，汉森（Hanson，1958）将溯因法重新引入跨学科的科学理论中。与亨佩尔（Hempel）和奥本海默（Oppenheim，1988/1948）所提出的“覆盖律模型”（covering-law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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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相反，德莱（Dray，1957）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事件无法代替自然事件（它们有可能全部被一个定律所“覆盖”）进行研究，而是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合理解释”。丹托（Danto，1965）在一篇极富影响力的著作中提出，叙事为实证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类行为的模式。金兹伯格（Ginzburg，1989）则提出了“证据范式”（evidential paradigm）。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凭借证据范式能够从梦境中识别潜在的结构，而夏洛克·福尔摩斯依靠证据范式能够在犯罪活动中辨识出深层结构。近年以来，溯因法在研究方法论中不仅被视为可以代替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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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归纳主义的自我认识（Alvesson & Sköldberg，2000），也被作为诠释性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策略（Blaikie，1993）。同时，它还是定性媒介研究的特征之一（K. B. Jensen，1995）。


作为交往实践的阅读


为什么人们会首先选择各种媒介和作品体裁？例如，对读者而言，阅读畅销小说意味着什么？怎样对阅读行为进行概念化与研究？在珍妮斯·芮德薇（Janice Radway，1984）对女性阅读言情小说的经典研究中，她对于主体内在视角和分析者外在视角进行了区别。同时，她的研究努力搭建起下述两者之间的桥梁：人类学与传播学中所述及的文化和传播研究中“本位”（emic）和“客位”（etic）两种研究方法的平衡（Pike，1967）。

芮德薇的研究出现的背景正值经验性接收研究重新考察流行文化，进而把握其真正的意义和使用价值的时期。她的研究考察了读者或用户的动机。通过受众民族志和深度文本分析，研究致力于将例如“逃避”（escape）这样的泛化术语划归以自我放纵为目标的放松和空闲的附加范畴之中。瑞德薇在结论中归纳出阅读言情小说的吸引力之一，即“它创造了一个女人完全沉浸于自我之中，全神贯注于个人的需求、欲望和快乐的时空”（p. 61）。这项研究的核心影响之一是研究重点的变化，即从作为文本的言情小说转向对于作为社会实践的阅读活动的理解。前者或多或少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逃离现实的世界，并使读者从中获得一定的满足感；而后者则允许读者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日常生活之外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阅读行为因而使得读者能够往返穿越于持续文化和停滞文化（time-in and time-out culture）之间。媒介话语不仅是选择性可能世界的表征，而且也成为了现实世界的实践资源。

芮德薇的研究策略可以被视为归纳法：范畴产生于——被“发现”于——研究领域中。然而，将范畴描述为传播的产物也许更为合适：一个访谈对象和研究者视角变换的交互序列。只有通过引入那些能够使访谈对象的叙述产生意义的概念或规则，研究者才可以解释他们的经历，不管这些经历是来自浪漫主义的叙事内容，还是源于阅读的社会实践。接下来，我们首先看看瑞德薇对主要成果的概括：

总而言之，在异性恋和一夫一妻制婚姻的信仰体系下，当我们站在读者的角度来看待其阅读言情小说的行为，这种行为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温和的抗议举止，又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必要的改革的渴望行为。这种改革所针对的是那些无法满足女性情感需求的制度。因此，阅读对女性而言是一种认同和抗议活动。借此过程，失败首先被予以承认，随后部分地得以扭转。由此，史密斯顿（Smithton）的读者将言情小说的阅读活动称为“独立宣言”，并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别人，“现在是我的时间，我的空间。现在别打扰我”。（Radway，1984：213）

接下来，此处一个有点出人意料的中心观点是：言情小说的阅读活动是一种“独立宣言”。这可以通过溯因法的方式进行说明：

•　言情小说的阅读行为是一种独立宣言。

•　一切运用文本来宣称自己的时间的方法都是独立宣言。

•　结论：言情小说的阅读行为是一种读者运用文本来宣称自己的时间的方法。

第一个前提首先指出了言情小说的读者群体中存在着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令人困惑的是，言情小说倾向于将女性描述成依赖他人的角色），第二个前提则引入了研究的概念或法则，即文本是读者日常生活中的资源。与此同时，第二个前提还可以看作是对研究过程的总结。这一研究过程以一种循环的方式逐渐整合——溯因——言情小说的体裁和阅读行为的概念。

对芮德薇的访谈对象而言，她们不仅给研究带来新的成果，而且也许是她们自己第一次在表达概念的过程中产生新的认识。溯因法（类似于归纳法，但不同于演绎法）成为日常生活和科学推理中的常见内容。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84）提出了更为广义的溯因法的类型学：

•　“过度编码的溯因法”（overcoded abduction）
(11)

 是一种理解的基本形式，它以一种半自动的方式生成。“当某人说出‘人’，我必须先假设这种表达方式是以一种英语单词的形式实现的”（Eco，1984：41）。上述事实不需要很复杂的推论就可以理解：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而英语则是当前这个语境中最恰当的选择。

•　然而，在进行“不足编码的溯因法”（undercoded abduction）的操作时，你必须对于一个字词或一段陈述可能具有的几种解释内容作出选择。用艾柯的话说，“当一个人说‘这是一个男人’，我们需要判断这种表达是否是在说一种理性动物，一种终将一死的生物，或者是有阳刚之气的典范等”（p. 42）。

•　最后，我们可以运用“创造性溯因法”（creative abduction）为特定目的制定解释的规则，如诗歌、笑话和广告中的诗化语言。在科学研究中，达尔文把人类作为进化链中的动物的解释就是一种（不寻常的）创造性溯因法。

通过把溯因法看成是不同研究传统的创新构成之一，并将它与归纳法和演绎法联系起来，我们的研究能够建基于一个更好的基础之上，进而针对不同的传播研究目的制定不同的推论组合方式。定量研究的假说可被视作“编码不足的溯因法”的产物，它表达了早期研究中解释性概念的新的形成。相较而言，定性研究则体现了“不足编码的溯因法”的序列或是网络。在理想的情况下，“不足编码的溯因法”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诠释性框架。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论中，“过度编码的溯因法”进入了熟悉的分析范畴和过程的操作中。最后，“创造性溯因法”是一类不寻常的、稀缺的资源。所有的研究传统都希望时不时地可以利用到它：无论是一个创新假说的操作实施（议程设置），还是对一个尚未了解的媒介使用情况的探索性研究（阅读言情小说）。

为了把握当前的数字媒介环境，媒介和传播研究需要运用到上述所有的推论方法。通过对技术、制度和用户实施监测，商业机构和公共机构为我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准信息。假说—演绎研究的主要成果则集中于已有媒介与新兴媒介的比较领域。溯因法研究同时从使用主体和研究者的角度探究构成新旧媒介、体裁、传播实践和使用语境的因素和范围。在上述每一情形中，研究都希望能够取得公认的普遍性结论——可以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或者对某一些受众来说，又或者是针对某些目的。


 四、案例分析：普遍性的归纳

不同的学科和研究传统对于常识的构成存在着根本的、强烈的分歧。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归纳普遍性呢？

在一开始阶段，比较不同类型的“质量控制”将对我们有所帮助。研究采纳这些“质量控制”以用于支持它们主要的分析研究。质量控制根据科学界的标准记录与评估研究结果，并确保研究结果和研究标准受到学院和公众的监督。效度与信度这两个概念使得定量研究需要极为复杂的测量方法和测量程序（Gunter，2002）。（定性研究者则提出了能够辨识定性研究过程和语境的属性的替代性术语，例如可信赖度、信誉、可靠性、可转移性和可确定性［Lincoln & Guba，1985］；尽管如此，效度与信度仍是两个最经常使用的术语。）简而言之，信度强调了描述和诠释在时间跨度上的一致性，并常见于重复测量的方法中。例如，在上述有关议程设置的研究案例中（McCombs & Shaw，1972），编码员主体间的一致性通过对编码者信度的测量体现。其次，效度强调研究手段测量出其所应当或宣称测量的程度。而内部效度（用于评价所使用的概念和程序的一致性）和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用于评价研究结果是否能够普遍适用于其他语境或群体）之间还存在着进一步的区分。在议程设置的例子中，对于“议程”的概念以及样本社区与样本社区以外的、更广阔范围内的选民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进行考察。

信度和效度通常通过数学符号中的摘要测量（summary measures）得以体现。相较而言，定性研究要求对研究过程及研究结果进行更为长期的、语境化的评估——这可以被视作检证而非效度测量，或者说检证辅以效度测量（如Kvale，1996）。图7.2描绘出了这一模型，并呈现了其间的平衡。首先，总体上而言，信度一般被认为是着眼于研究的主体构成。主体间性既通过比较研究早期阶段的最小测量值，同时也通过检验新出现的发现、记录形式及诠释问题得以建立。举例来说，定量研究中的标准规程是由两个独立编码员对同样的数据集进行编码。因此，双方同意的编码方法就可以确保编码者信度（Neuman et al.，1992）。此外，研究者通过对调查对象进行多次访谈和“成员检查”（member check），进而确保可信度。芮德薇（1984）在言情小说阅读的研究中正是采用了“成员检查”的方法。在确保研究过程正确无误之后，信度仍然是一个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学术讨论、对数据的再分析以及个案研究和项目研究的社会用途，都将归结为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能有多大的把握来完成某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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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效度和信度的范围

同样可见的是，效度也涉及研究的社会用途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与效度的量化方法相比，定性研究通常强调具体语境中范畴的内部效度，而对外部效度的评价则必须参考更多的案例、更大范围的样本或更为多样的方法设计。这些关于效度的不同观念涉及“普遍化”（generalization，也可译为“归纳”）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例如Yin，2003）。经验普遍化或统计普遍化涉及定量方法论将预定义（假设性推断）的范畴运用到一整套有代表性的经验性案例中的能力。因此，经验普遍化或统计普遍化支持外部效度。而理论普遍化或分析普遍化则围绕新概念或新范畴的清晰度（溯因法），这些新概念或新范畴以一种更为一致的或更具有洞察力的方式分析实证案例，因而优先考虑内部效度。

围绕概率概念的争论体现了辨识与区分普遍化的上述两方面的困难。可能的论断或多或少会被认为具有一般性。在历史分析中，哲学家伊恩·汉金（Ian Hacking，1975）得出的结论是，在现代哲学和实证科学中，“概率”逐渐变得模棱两可。它混杂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

•　随机
 （stochastic）概率与稳定的相对频率有关，它由统计的流程所建立。不考虑理性的质疑，其目的在于排除那些实验结果的特殊形态，而这些特殊形态有可能偶然产生波动或随机误差（所谓的零假设［null hypothesis］）。

•　相较而言，认识论
 （epistemological）概率关注“那些论据所确保的置信度”（Hacking，1975：1）。在这里，概率指的是人类对事件的认识以及由测量和频率所佐证的潜在机制。

这种差异的意涵有时被归纳为一句名言，“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换句话来说，统计测量本身并不能保证涉及因果关系或其他相互依赖的类型的结论的正确性。

里奇（Ritchie，1999）将汉金（Hacking，1975）的历史分析与当代传播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许多经验性媒介研究的失败都是在下述这个关键点上。当“与无效假设相关的统计概率……用于支持一个更适合的认识论概率的推论”（p. 7）时，研究就会发生错误。换言之，作为无效假设，它假定结果是随机的，而无效假设（在统计学上）是极不可能的；因而上述事实被误认为可用来（从认识论角度来）佐证另一种特定的假设——即研究最初所推断出来的假设——是（更有）可能的。因此，检验假说的逻辑需要科学分析和科学论证这两个独立层面上的综合。

总结一下，图7.2将研究视为一种借助于“符号”的传播实践。符号包括了研究设备、分析方法和记录方式。符号使得作为“主体”的研究人员能够按照特定的程序和明确的目的完成对“客体”的分析。符号使得现实不仅可以被研究，而且可以得到传播。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研究客体包括了下述一系列对象：为研究提供了自我阐释的研究主体、研究主体的媒介及其传播实践。用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934）的话来说，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至少在传播中的某个时刻成为了对彼此而言“重要的他者”。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致力于将上述这种传播活动重新语境化，使之成为其他语境或目的的一部分，或为了其他语境或目的而重新语境化这种传播活动。总的研究结论则构成了那些经传播之后将对个人、机构和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的信息内容。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理论研究，它们的总体研究发现均可以在结果中变为现实。


 五、最终的统一

在近期的科学理论中，实在论正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帕维特（Pavitt，1999）认为，实在论不仅占据了不同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还渗透进了当代绝大多数的媒介和传播研究实践之中。如他所述，“逻辑经验主义”（从逻辑实证主义至卡尔·波普尔之后）和建构主义者的“透视主义”（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70]对于冲突范式的解释，到后结构主义及其之后）这两种典型立场通常被视为水火不容的，或两难抉择的选项。库恩本人很少断言范式的不可通约性
(12)

 ，但这一观点经常出现在教科书中。在后期的著作中，库恩讨论了由翻译到“学习”的范围中若干种研究“用语”的潜在（Conant & Haugeland，2000）。近期的一些媒介和传播研究领域的论著提出，实在论体现了可以融合多种类型的论据和推断的第三种框架（Deacon，Pickering，Golding，& Murdock，2007；K. B. Jensen，2002e：Schrøder，Drotner，Kline，& Murray，2003）。新兴的数字媒介包含着实在的不同领域和层次，研究因而必须能够与其相适应。

当代实在论立场的不同形式通过不同名称体现，如科学实在论、超自然的实在论或批判实在论（更多讨论详见Archer，Bhaskar，Collier，Lawson & Norrie，1998）。它们对于媒介和传播研究而言所具有的意涵与英国科学哲学家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1979）（他后来转向了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早期著作尤其有着密切关联。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主要从三个前提出发：

•　存在实在论（ontological realism）。实在论抛弃了怀疑论者和唯名论者的立场，这彻底改变了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of）。怀疑论者和唯名论者认为，没有任何一种关于实在的知识是可能的，或者说，现实只不过是我们对其描述的总合。实在论重申了皮尔士的观点，这一观点与笛卡尔的观点相悖：即，任何对于实在的某一部分或全部的怀疑，都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实在论把实在看作一项限定条件，或者说规范性理念——为了解释出现在人类个体面前的各种自然和文化现象，我们必须首先做出怎样的假设；在科学研究和日常交往中，我们通过传播分享了哪些东西。举证责任存在于我们与实在的交流以及对实在的干预之中（Hacking，1983）。

•　认识论上的相对论（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从一种温和的建构主义角度来看，实在论假设了以下的情况：任何关于大自然、文化和其他个体的知识都取决于感知、认知和推论的结果，而上述所有内容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受到质疑、反驳或者纠正。相对主义并不能得出“凡事皆可”的结论（Feyerabend，1975）；而是有可能与此观点恰恰相反，即，根据理性的判断，事物可以通过意想不到的方式整合起来。

•　判断理性（judgmental rationality）。与其他社会实践一样，科学依赖于理性的运用。在某些时候，理性的运用必须以（不可靠的）判断和结论结束，而这些判断与结论则提供了后续行动的内容。与此同时，学者个体和科学社群的任务在于比较或对照关于实在的不同描述，这些描述从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出发，并包含着对于实在的表征、解释和介入的极其广泛的方法内容。

对于人类主体如何与研究客体建立联系这一经典问题，巴斯卡质疑了哲学和科学理论中一个存在很久的、自以为是的“人类中心说”：“哥白尼认为，宇宙并不围绕着人转。但在哲学中，我们仍然将其描述为：宇宙围绕着人转。”（引自Archer，et al.，1998：45）。逻辑实证主义建议，科学研究允许合法化地把现实世界简化至人类可以即时感触到的事物的范围。与之相反，实在论允许包含实体、事件和嬗变在内的多种实在的存在——对人类而言，多种实在可以通过信息和推论的方式获知，而获知方式则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通过媒介的；对于后者而言，其形式处于不断想象与发明之中。借用巴斯卡的一个关键性术语，从语法角度讲，实在是“不及物的”（intransitive）：它不借助于——或者说不需要——一个客体（有可能指一个人类主体）。而如光纤这类的物质实在，它们并不向我们进行传播，也不与我们相互交流。但光纤被人类设计成具有传递性，并应用于传播中。进而言之，实在是“超越事实的”（transfactual）：有各种各样的事实存在——光纤、私人电子邮件交流以及作为全球性机构的互联网络。现实是“分层的”（stratified）：光纤、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络无法简化为其中任何一种形式，而是构成了相互关联的实在
(13)

 。一个多元化的、分化的现实需要一套相应的多元化方法论。

就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批判现实主义包含了实在的三个领域之间的区别（Bhaskar，1979）（表7.2）：

表7.2　现实的三个领域，包含三种现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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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领域即具体论据的来源——对于世界的体验。例如，媒介研究描述和记录facebook用户向家人、朋友、熟人和匿名访客所展示的言语内容和图像。要诠释多对多传播活动，这些素材是必要但非充分的。

•　上述信息的实际（actual）状况属于推论范围。通过将经验性素材作为特定
事件

 （events）的论据（从正式的生日祝福到在facebook上的打情骂俏），并进行描述与概念化，人们可以推断它们作为特殊的社会实践案例的重要性。

•　实在（real）的领域比经验领域或者实际领域更具包容性。例如，研究试图建立起关于一般“本质”——从某种意义而言指涉这个世界——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机制，从而为那些研究之中的问题提供解释（比如，相较于新技术所具有的潜在，文化习俗塑造了facebook上具体的交往实践）。

总之，经验、事件和机制全都是真实的。作为事件发生论据的经验将自己“推向”研究者。学术研究的任务之一则是增加一个起抵消作用的“拉力”——即，通过大量方法论和理论上的详细分析来推断其中的潜在机制。

这三个领域的框架与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波普尔的三个世界和巴斯卡的实在论一样；它们所留下的思考和互补性有待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辩论（如Archer，2003；Bertilsson，2004；Nellhaus，1998）。我把这个框架看作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以其为基础对不同传统进行再发展，并对传播学研究作出贡献；而当前这一时期正是现实世界中的传播实践日新月异的时期。自亚里士多德始，实在论就被表述为一种对存在物的差异化和分散化的理解，它包含着影响媒介和传播实践的不同层面内容。在第四章，我引入了最初决定论作为前提。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传播既得益于某些条件，又同样受制于这些条件——技术、话语和制度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什么是不可能的，但它们同样无法具体预测出未来的样貌。本章从认识论意义上描述了最终统一的原则：不同的方法论提出并解答不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有时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的。

与实用主义一样，实在论是一种缺乏保障的认识论。同时，实用主义和实在论避免了那种对于实在的怀疑主义视角，后者可以体现于帕维特（1999）所指出的另外两种典型立场：逻辑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透视论。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悲观地描绘了一个人类永远无法探究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视野下的建构主义则欢呼雀跃于一种可笑的观点，即人类的知识缺乏任何基础（Baudrillard，1988）。在实在论和实用主义理念下，传播学研究提供了解释性概念、分析程序以及初步性结论，这些内容奠定了公众对新旧媒介展开讨论的基础。本章关注现有的新兴数字媒介研究的方法论。在最后一章中，我将转向政治议程和规范性问题的相关讨论。这些问题将再次带来悲观的、可笑的推理方式。



————————————————————


(1)
  诠释性讨论是一种讨论的哲学，参与者围绕着关于文本的意义就一个简单的基本问题展开讨论，这其间的文本可以是任意的媒介载体。


(2)
  哈贝马斯在知识论上的主张是：任何一个认识都起源于旨趣（knowledge interest）。


(3)
  审计跟踪是系统活动的流水记录。该记录按事件从始至终的途径，顺序检查、审查和检验每个事件的环境及活动。


(4)
  数据挖掘又称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 in Database，KDD），指从数据库的大量数据中揭示出隐含的、先前未知的并有潜在价值的信息的过程。


(5)
  皮尔士认为，推理有三种：阐明逻辑必然性的演绎，以事实为基础的归纳，还有用于构想新的想法的推理形式，即溯因。溯因比归纳弱，比演绎则有更多的猜想成分，它在线索的基础上提出假说和设想的可能性，所以对于发现和创新有较多帮助。


(6)
  大卫·休谟，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其主要著作有《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则研究》和《宗教的自然史》等。与约翰·洛克（John Locke）及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并称为三大英国经验主义者。


(7)
  卡尔·波普尔，20世纪著名的学术理论家、哲学家之一，在社会学上亦有建树。波普尔最著名的理论，在于对经典的观测—归纳法的批判，提出“从实验中证伪”的评判标准：区别“科学的”与“非科学的”。


(8)
  证伪


(9)
  “覆盖律模型”是一个用于表述科学说明的术语，意为一个事件通过从一个一般规律和某些初始条件中演绎出而被说明。说明就是把事件纳入一个一般规律，或者说用一般规律来“覆盖”它。这称为说明的演绎—规律模型。这个模型也可应用于覆盖律自身，即这一定律可由从更高阶的覆盖律或规律本身中演绎出而得以说明。在一种拓展的意义上，覆盖律模型能利用统计规律，通过表明一个事件是高度或然的以说明它。这一通常是归纳的说明模型被称为归纳—概率模型。覆盖律模型也称作“说明的归类模型”。


(10)
  扎根理论是一种定性的研究方法，其主要宗旨是在实证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理论。这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论。扎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是它的主要特点不在其经验性，而在于它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新的概念和思想。在哲学思想上，扎根理论方法基于后实证主义的范式，强调对目前已经建构的理论进行证伪。


(11)
  艾柯这里所说的“overcoded”是指，在对文本进行理解时，理解主体在已有规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预测，用于诠释文本更为宏观的部分。对于语言而言，即指附加的语言之外的东西，如它的言外之意，即隐含意义、修辞意义、文体意义、风格意义等。而“undercoded”则是指，在没有现成规则的情况下，文本更为宏观的部分可假定为唯一相关的成分，即使其基本连接规则及相关成分仍不明确。


(12)
  在库恩看来，不可通约性也就是范式或理论之间的不可翻译性。


(13)
  不及物的现实，超越事实的现实和分层的现实。


第八章　传播的未来

——介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实用主义


 一、“没有什么东西比好的理论更为实用”

美国传播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库尔特·卢因
(1)

 （Kurt Lewin，1945：129）所提出的上述格言反映了一个典型的冲突：一方面，学者经常——有时甚至是理所应当地——被认为是超脱于现实世界的；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商界企业家和公共利益团体总是希望可以获得那些尚未着手研究的——也许是无法进行研究的——问题的答案。同样，人们期待传播理论可以为实现更好的传播实践做出贡献。尽管如此，传播研究领域却鲜有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它所提出的那些规范性问题。

实用主义是一种好而且实用的理论。与其他理论一样，它无法直接运用于对未来新媒介的应用研究。同样，实用主义也无法提供一系列的指南，指引我们更好地开展公开化的传播或私人间的交流。实用主义建构了一个富有活力的跨学科的框架，围绕着科技与社会的转型期间媒介与传播的实际和潜在形式展开讨论。实用主义的传统在于致力解决作为交流问题之一的“理论—实际的断裂”。借此，实用主义为媒介与传播研究及其潜在的社会运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在最后一章中，我将回顾这一领域所提供的论据、分析和推论形式，并将讨论部分由传播所引发的政治和伦理问题，以及媒介和传播研究与其他理论和实践领域整合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和伦理问题。

第一部分简单分析了“理论”这个概念。虽然“理论”这个词语经常同科学研究中那些宏观、抽象、明确的诠释与解释框架相关，但其同样可以成为其他社会实践中具体、详细和隐含的构成内容，例如，哲学实用主义就强调了人类实践中的科学与其他理论的起源。本章的核心部分将就实用主义传统中两种不同的、颇具影响力的分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梳理与讨论。我将以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Jürgen Habermas，1984/1981；1987b/1981）作为现代实用主义的一个例子，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后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1991b：197）进行比较和对照。通过对两者的评价与批评，我将讨论两者在传播的目的——产生影响的差异、最终得以实现的观念以及信念向行为的转变——上同样持有的非实用主义立场。传播必将结束；传播中没有永恒不变的安逸和舒适。我将重新考察2006年的“漫画风波”，这一事件使得一个文化多样性以及日益网络化的世界中的传播困境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

最后，我认为实用主义可以作为媒介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它不仅介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而且介于传播与社群的决定主义和相对主义概念之间。如果说，媒介是“启发思维的制度”，那么，研究就是“第二层次启发思维的制度”。研究以双重诠释的方式将其发现与阐释回馈给社会——包括了媒介从业者、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以及普通媒介用户。媒介与传播领域对于现代社会的再生产与重构发挥着有限却特殊的作用。媒介研究参与到了关涉未来的交流与传播活动中。


 二、实践中的理论

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
(2)

 （2005）在他的经典教科书中列出了与媒介和传播有关的五种理论类型：

（1）科学
 理论是我们最常见的对“理论”的理解。它包括了总的解释性概念和模式，这些概念与模式适用于丰富的经验性案例，尤其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实验方法和定量方法有着特殊的关联。

（2）文化
 理论指涉艺术与人文的遗产。它通过文本、历史以及其他的定性方法探究人们对于不同的媒介和交往实践的理解和社会运用。

（3）规范性
 理论强调了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传播资源的合法性目的与组织形式。借此，规范性理论奠定了政策、规划和公共讨论的基础。

（4）操作性
 理论代表了媒介从业者的经验法则（rules of thumb）
(3)

 和隐性知识，包括他们的职业标准、道德水准以及从业者所构想的受众群体。

（5）最后，日常性
 理论则预示着传播的普遍开展方式——作为公民、消费者或是信息源，我们与媒介机构之间的互动以及彼此间的互动。

传播理论对于传播实践而言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即使这些理论能够让我们不断地就日常性、操作性、规范性以及学术理论的重要性和理论彼此间的关联性等问题展开思考。上述五种理论类型本身体现了实践中的理论的基础。它的产生具有特殊性，而非作为“一种系统的、以经验性为基础的类型学……它逐渐成为一种用于描述行为的方式，并用于解释不同的认识大众传媒的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麦奎尔在编写其论著的第一版过程中（McQuail，1983），将日常生活或常识性的概念纳入理论范畴。俗民理论
(4)

 （Furnham，1988）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资源。对于（科学的）理论的学术界定本身需要依据情况而定。在最新的第五版著作中（McQuail，2005），麦奎尔将原先的四重分类变为五重，其中，文化理论成为了与（社会）科学理论并列的理论。麦奎尔作为拥有社会科学教育背景的研究者如今认识到，上述两者“或多或少具有平等的地位。这确实反映了‘该领域’的一种明显的发展趋势和更大规模的整合”。

上述这五种理论类型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使得行动——包含媒介研究、生产、政策、教育、公共辩论等——得以实现。这五种类型的理论在一个领域（即媒介与传播领域）之中的交流具有特殊的意义，而这一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门实践性学科，它致力于解决交流与传播的问题。由此，传播研究既影响了新闻学和其他媒介生产领域（操作性理论），也影响了学校和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常人理论）。然而，传播的规范性理念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和学术理论一样，它们具有普遍性。它们传递着关于管理媒介机构和从事传播实践不同方法的优劣判断。但与学术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媒介的规范理论邀请了广大民众的参与——任何个体都是特殊的个体。传统意义上，传播研究中的规范性理论关注整个媒介系统（Nerone，1995；Siebert，Peterson，& Schramm，1956）——即一个商业化的、自由的新闻界，一个由公共基金支持的广播系统，或者一个具有开放式架构的互联网络。不仅如此，规范性理论还进一步提出了传播所蕴含的重要的、关涉意识形态和存在的意涵——传播的意义，就如同“生命的意义”一样（K. B. Jensen，2008：2803）。此类问题打破了从宏大理论到中层理论（Merton，1968：39）再到经验性研究中关注面有限的理论（narrowly focused theory）等一系列的范围。它们是关于传播的问题，更是绝大多数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换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恰恰就是尤尔根·哈贝马斯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致力研究的内容。


 三、现代主义的实用主义

1．哈贝马斯的观点

在国际传播与媒介研究中，尤尔根·哈贝马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著名学者。这主要得益于他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部论著。这部论著就欧洲公共领域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研究，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这本著作直到1989年才被翻译成英文，但在此之前，哈贝马斯的思想及其影响就已经通过他的其他英文论著而广为人知，其思想架构也早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当代问题的研究与其他文化语境之中。哈贝马斯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体现于他所撰写的两卷本的《交往行为理论》（Habermas，1984/1981；1987b/1981）。在其间，哈贝马斯试图从不尽完善的历史实践中推论出交往的理想形式。在当前的语境中，如何从历史的（1962）视角转向系统与规范的（1981）视角成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研究主题。正如第六章所阐述的那样，哈贝马斯似乎已经为下述问题下了结论：互联网络是否将会成为一个民主交流和公众参与的舞台？在这一点上它并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承诺。哈贝马斯的立场既值得关注又令人困惑。这是因为他曾经通过回溯历史而论述第二维度的媒介所具有的模糊潜力；但现在，他却并未对新兴的第三维度的媒介给予足够的重视。

哈贝马斯（1989/1962）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既是一位社会学家对于彼时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现代大众传媒的分析，也是一位社会哲学家对当代大众传媒渐趋衰落的诊断。截至1981年，社会哲学家在与社会学家的论争中占据了上风。通过拓展康德关于人类经验的先验条件的分析，哈贝马斯勾勒出了理想的交往环境下的先验性条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的前提基于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之间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即人类经验与社会交流所拥有的即时的、原始的、可靠的特征与当代社会中的制度化、合理化以及以技术为中介的表现形式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注意的是，“交往行为”并不等同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传播活动，而是一种特殊、优先的交往行为，它致力于形成真正的主体间的理解；而这理解正是就共同利益展开协同行动的基础，它的产生以生活世界为基础。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交往行为并非由那些源自系统世界或驱动系统世界发展的实际目的建构而成。由此，交往行为既区别于工具行为（通常服务于物质结果和效率），也不同于策略行动
(5)

 （致力于社会成果以及“影响一位理性对手决策的有效性”（Habermas，1984/1981：285））。当其他行为试图掌控物质或试图操控他人，甚至两种目的兼备时，交往行为
(6)

 既不试图掌控物质，也不试图操控他人。

在一系列隐含的策略性行为中，哈贝马斯尤其注意避免他所称的“遭受系统扭曲的传播”。这类传播被描绘成为个人和社会病理的来源之一，并类似于贝特森根据混杂信息而提出的“双重束缚”。与蓄意的欺骗或宣传造势相比，上述传播隐藏在传播者背后发挥作用，它是某种占据优势性地位的机构和传播实践的结构性成果。“遭受系统扭曲的传播”的一个主要例子就是商业媒介体系和文化工业的输出。哈贝马斯的分析认为这两者体现了衰弱的公共领域。由此，颇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网络传播媒介可以被视作是将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系统世界合法化，以对抗生活世界以及其间生存的人类的最大利益。

必须指出的是，诚如哈贝马斯的英译者所述的，“‘理想的言说情境’并非
 一种具体的生存形式的形象”。相反，它代表了一种反事实的范畴（counterfactual category），它使研究“得以实证地辨别出在具体生活形式中体现理性结构的可能性”（Thomas McCarthy，见Habermas，1984/1981：405-406）。然而，标准的反事实观点具体描绘了不同语境下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本可以发生的：如果所发生的是X而非Y，那么结果就有可能是Z而非Q。与此相反，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上述方法从一个“存在”中推导出一个“应当”来：因为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作为理想状态的交流形式在现实中有可能存在，因而，这种交流形式总体来说是值得拥有的，甚至是一种道德戒律。与此同时，哈贝马斯在许多地方都将交往行为解释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格言，这相当于康德（2004a/1785：n. p.）关于伦理行为的绝对律令
(7)

 ：“要按照你也意愿作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论在哪里，每个人都应该重视他人。与康德不同的是，哈贝马斯根据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和传播的转向，将考察重点从个体的思考与行动转向了社区中的传播活动，而后者的目的在于对所要采取的行动达成共识。

哈贝马斯敏锐地注意到，要使得他的观点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除非能够被证明通过使用语言而获得理解是语言运用的原初模式，而间接的理解则是派生的，这些间接的理解包括了某种需要理解的事物或让某事物得到理解，以及笼统来说语言的工具性运用。在我看来，奥斯汀的对于言外之意和言后之果的区分完成了这一论证。（Habermas，1984/1981：288）

由于提及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约翰·奥斯汀（J. L. Austin），上述观点略显专业的生涩。哈贝马斯的观点显而易见：人类在交往活动中可以，也应当不携带任何隐含的意图。这其中的区别，则介乎“以言行事的行为”（illocutionary act）
(8)

 （说出一句话所用的方式）和“以言取效的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9)

 （说出一句话所希望实现某种目的的行为）（J. B. Tompson，1984：295）。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在第一种行为（为他人呈现某些事）发生的同时，不附带产生第二种行为（为了自己想要实现某些目标）。哈贝马斯认为，这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将交往行为视为以语言为介质的交流活动。这其间，参与者通过彼此协调的传播行为，实现以言行事的目的，而以言行事也是参与者们的唯一目的。”（Habermas，1984/1981：295）。我们很难认为奥斯汀对哈贝马斯的规范式议程给予绝对意义上的语言支持。事实上，奥斯汀（1962）很清楚，上述两者并非独立的行为，言语行为的影响也形形色色，而且经常与演说者是否具有高尚的目的无关：

以言取效的行为既可能是一个以言取效的目的（如说服和劝说）的成果，也可能是一个以言取效的效果的结果，因此，警告的行为既可能取得其以言取效的警告目的，也可能收获其作为以言取效的警示效果。一个反对观念可能无法达到其目标，却具有一种凭借真相以说服我们的对手的效果（“我只是成功地说服了他”）。一个言外之意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另一个言外之意的结果。（Austin，1962：118）

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奥斯汀的理论，人们——

并未将这两种情况视为交流的不同类型，是因为他们倾向于将交往行为，或者说实现理解的行为，视为言语行为共同实现的交往活动。他并没有意识到，交往行为或言语行为同时还作为一种协调其他行动的机制而发生作用。（Habermas，1984/1981：295）。

因此，“奥斯汀的（言有所述和言有所为）这一区别”对于哈贝马斯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涵。至少对于哈贝马斯而言，奥斯汀没有“意识到的”是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或者以哈氏的话来说，是“语言使用的原初模式”。这一点最直接的讽刺就是，为了坚持自己关于交往行为作为一种先验性理想的观点，哈贝马斯将奥斯汀的理论加以策略性的运用。哈贝马斯的这种对于广义实用主义传统的挪用不仅是一种技巧，而且也成为一个“遭受系统扭曲的传播”的例子。

2．哈贝马斯理解皮尔士吗？

关于哈贝马斯的浩瀚文献，通常认为实用主义是其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同时，如评论所指出的，哈贝马斯与实用主义传统的核心信条有着含混不清的关系（Aboulafia et al.，2002）；不仅如此，他对于实用主义的确切引用又非常之少（Joas，1993：9，90）。在交往行为理论中（Habermas，1984/1981；1987b/1981），唯一实质性提及实用主义体系的就是关于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934）的论述。而两卷的其余部分均以一种批判性意味对经典社会理论和现代社会理论进行了总结。哈贝马斯这种实用主义的模糊性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于实用主义创始者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的论述中。哈贝马斯对皮尔士思想最详尽的评价见于其早期的一部著作（即下述的《知识与人类旨趣》），这部著作最初以德文形式于1968年出版。在此后的论著中，他改变了对于皮尔士的批评（Habermas，1992）。

作为科学理论的一部力作，《知识与人类旨趣》（Habermas，1971/1968）指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旨趣，它们体现了不同的社会目的与研究活动的不同组织方式。这三种类型旨趣包括：“经验─分析科学的技术性旨趣”，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技术性旨趣；“历史—诠释科学的思考旨趣”；社会科学的批判或解放旨趣。哈贝马斯观点的关键之处在于，社会科学也应当像自然科学一样生产类规律（law-like）的知识，但这一过程将伴随着一系列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即指社会科学对于它们从实在之中所发现的规律与法则的改变（这让我们想起了双重诠释的漫长谱系［Giddens，1979］）：

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精神分析都考虑到了下述情况：人类意识中的一系列反思涉及了这些类规律的关联信息。由此，非反思的意识层面作为这些类规律的初始条件之一便得以转化。（Habermas，1971/1968：310）

正是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误解了皮尔士的实用主义，认为后者屈从于一种存在于不同实在领域中的总的“科学进步的逻辑”（p. 94）。由于哈贝马斯将皮尔士视作一位客观主义或者说科学主义至上的思想家，他所下定的结论是：“某种隐秘却坚定的实证主义最终获胜了”（p. 135）。尽管从原则上来说，哈贝马斯和皮尔士在社群主义和可误论（Fallibilism，即知识论教条和观念）
(10)

 这一对孪生原则（the twin principles）上达成了下述一致：研究者群体是知识的唯一可能来源，而这些知识仅仅是初步的。直到后来，人们才发现，哈贝马斯的社群意涵与皮尔士的大相径庭。对于哈贝马斯而言，

社群从先验性视角出发建构世界。它可以指学习与研究过程中的主体，而这一主体本身介入了一个自我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持续并直至获得了确定与完整的关于实在的知识为止。而皮尔士所无法设想到的正是这一主体。（Habermas，1971/1968：135）

不仅如此，哈贝马斯发现皮尔士在推理中掺入了唯心主义：

概念与实事（sache）的一致性，最初是皮尔士从真理的方法论概念中获得的，它也因而被视为一种对科学发展的事实的诠释；而这种一致性只能根据一种颇似（not unlike）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得以理解。（p. 111）

“颇似黑格尔”意指，皮尔士最终不仅继承了非历史的实证主义（ahistorical positivism），而且也继承了历史唯心主义，而这两点都是其在著作中公开谴责的。

哈贝马斯与皮尔士的分歧部分可以从哈贝马斯对于皮尔士的语言学方法的理解中找到端倪。在早期的论述中，哈贝马斯（1971/1968：102）颇为令人惊讶地宣称，皮尔士的认识论建构于“其关于实在的语言观念”之上，因此，“实在由可能的真命题的集合所决定”，而“这些命题即符号表征”——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在后期研究中，哈贝马斯（1992）认识到，“皮尔士的符号学的伟大之处，在于符号形式的世界所具有的持续不断拓展性，这使得它超越了语言的表达形式的范围”（p. 107）。尽管如此，哈贝马斯却仍然把焦点停留在“简单的判断句结构上，因为这是直觉判断的符号形式”（p. 98）。对于哈贝马斯而言，其难以接受或者说无法理解的，其实是皮尔士的出发点：符号具有多种类型，它们并不必然地转换成为进入话轮转换的理想序列中的谓述语句（predicative sentences）之中。同时，在考察诠释社群中符号的使用时，哈贝马斯继续坚持一种二分法：对于皮尔士而言，“交流的目的并非为了达到一种自我（ego）和他我（alter）关于外部世界某种事物的相互理解；相反，诠释只是存在于表征的目的以及关于实在的综合性表征之中”（p. 109）。因此，两种立场只能取其一，两者无法共存，也不存在第三种立场。

哈贝马斯的解读方式相当于把一个传统认识论的困境投射到皮尔士之上。二元论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和先验主义者的头脑里。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他既没有理解也没有尊重皮尔士关于人类认知和传播的三元模式。在哈氏早期的解读方式中（1968），可供选择的要么是唯心主义（黑格尔），要么是实证主义（孔德）；对上述两者而言，皮尔士都是错误的。到了后期的解读中（1992），哈贝马斯假设，沟通必须成为表征或相互理解的原因；它不可能同时服务于上述两个目标。由于皮尔士不赞同哈贝马斯关于相互理解的理想社区的论述，皮尔士关于个体的观念因此被打上了“纯主观的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标签（Habermas，1992：108）。

对于本节标题上的所提出的问题——它实际上来源于一篇期刊文章的标题（Tejera，1996）——你一定会赞同其作者的观点：不，哈贝马斯并没有理解皮尔士；根据宽容原则，他的的确确并没有理解皮尔士，更不用说作为理想的交流情景的一部分。问题在于：为什么哈贝马斯没有理解皮尔士，或者，从一个更加宽容的角度出发，我们该如何解释哈贝马斯的论点？

长久以来，有人也许会给哈贝马斯打上误解实用主义的罪魁祸首的标签。但将哈贝马斯视为一个不知情的从犯，甚至是一个受害者，可能更加合适。“遭受系统扭曲的传播”，如果这是一个恰当的词语，那么它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与形式，而这些形态与形式不仅仅来自媒介体系和文化工业，也来自学习的制度和传统。陈旧的二元论很难彻底绝迹。学术圈也不会抛弃那种宣称其理论拥有的先验性地位的做法。对于哈贝马斯的策略最恰当的理解方式，应当把它看做最后一次试图重申与拯救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努力。早期的维特根斯坦（1972/1921）已经将语言的结构视为实在的结构的向导；后期的维特根斯坦（1953）则将关注转移到了社会语境与偶然性传播中的语言使用。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语言使用的原初模式有可能消除上述偶然性。最终，传播者也许将把握人类的生存环境与他们的共同利益，并通过相互理解而协调彼此间的事务。在哈贝马斯1962年的著作中，这种交往民主被认为是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理想形式得以考察。到了1981年，它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范围的政治与文化的先验性基础。

对哈贝马斯的策略性解释和系统扭曲的传播的反讽不仅是含蓄的，而且也是可悲的。哈贝马斯在实践中没有采纳实用主义的路线。相比之下，理查德·罗蒂在其与实用主义的交锋中采用了一种喜剧反讽的显性策略。


 四、后现代主义的实用主义

1．罗蒂的叙事学

理查德·罗蒂因其对新实用主义（Neo-Pragmatism）所作出的贡献而著名。所谓新实用主义，是指近年以来实用主义哲学在许多学科与领域中的复兴（相关的概述可参见Dickstein，1998）。与哈贝马斯的的论著相似，罗蒂的论著也可以按照不同时期进行划分。与哈贝马斯的不同之处在于，罗蒂的思想改变非常明显——早期，其编著的关于分析哲学的论集名为《语言学的转向》（Rorty，1967）；此后的一部历史学论著《哲学与自然之镜》（Rorty，1979）则从根本上挑战了当代哲学中作为其他科学基础的自我概念；他的后期著作则更多带有政治与论战的色彩（Rorty，1991a，1991b，1998，2007）。

随着时间推移，罗蒂在哲学中的角色式微。罗蒂强调“民主对于哲学而言所拥有的优先地位”（Rorty，1991b：175）。他认为，哲学简而言之就是推动并致力于人们的日常对话。由此，我们的重点应当从实在的不同方面的性质，转向掌握这些性质的不同目的，即

从一种方法论—本体论的答案转向一种种族—政治的答案。当前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目的值得努力去实现；哪一种目的比其他目的更有价值；而人类本性或现实的本质迫使我们拥有哪一种目的。（p. 110）

对于罗蒂而言，探索上述目的的方式在于让我们叙述更多的故事
(11)

 。

最初，罗蒂（1979）从一种相对传统的角度将“讲故事”设想为一种可能的启蒙之源。叙述与交谈使人们能够表达、解释、纠正其对于实在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罗蒂走向了激进的立场。他认为讲故事不仅是一种必要，而且还是对于共同利益的相互理解和社会协调的充分条件。人们的词汇以及价值观所体现出来的个体差异与文化差别能够“通过对事物展开具体讨论得以解决”（Rorty，1991b：218）。实用主义也许首先应该是实用的。罗蒂从语言哲学向后现代叙事的转向非常明显，他甚至谴责后结构主义中“紧迫的语气”，例如，在雅克·德里达的著作中所写到的：“在我们致力于其余文化之前，没有比‘解构形而上学’更加紧迫的任务。”（Rorty，1991a：104-105）。罗蒂对实用主义所关注的如民主和行动这样的经典问题的贡献微乎其微。所有的故事都是被特定的人所叙述的；所有的故事都会结束。

罗蒂心目中经典实用主义的偶像是约翰·杜威。杜威曾经呼吁对哲学进行重新界定：“实用主义并非民主政治的奠基，而只是为其扫清障碍，民主政治……（是）一种杜威所梦想的民主、进步、多元的社会。”（Rorty，1991b：13）对于罗蒂而言，这样的一种社会不仅仅是实现各种社会目的的途径；它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为了实现它，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对美好、美丽和真实的追求：

这种以科学工作者的团体与民主政治机构为样本的社会是一种实现目的的途径？或者说，形成这样的社区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杜威认为这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在我看来，他是对的。（Rorty，1991b：43）

除了传统的科学分析与政治讨论，罗蒂对于其他体裁的文体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将文学、诗歌和新闻报道视为比哲学更为重要的现代性与道德提升的来源（Rorty，1989：192）。简言之，自我形成的社群应该由自身来进行界定，表述自己的故事，并在群体内部就他们的目的与手段展开交流。

罗蒂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严格的论述，他反复地强调普遍人权的问题。我们最初“与其他人所共同拥有的以及与动物同样具备的唯一特征就是感知疼痛的能力”。然而，

社会化的人类——无论他们是被哪种语言或文化所社会化——共同拥有动物所缺乏的一种能力。他们都能够被赋予一种特殊形式的痛苦：即，他们都会被特定的语言和信仰结构的暴力诋毁而感到羞耻，而他们正是被这些语言与信仰所社会化的（或者说他们本身对于形成这些语言与信仰感到引以为傲）。（Rorty，1989：177）

值得怀疑之处在于，什么是避免最小化疼痛与羞辱的最佳方式。在这一点上，罗蒂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使之既没有落在一种不同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可能一致上，又没有落在国际政治的实际制度上，也没有落在跨文化传播的具体实践之上，而是落在一个他——代表着“启蒙的继承者”——所不愿意妥协的一般原则之上（Rorty，1991b：187）。罗蒂的观念总结起来就是：“反—反种族中心主义”（anti-anti-ethnocentrism）：尽管种族中心主义也许是社会化与文化适应化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罗蒂反驳他所发现的那些反种族中心论认为是必要的相对主义。某些目标——诸如代议制民主，隐私权和程序正义等——“可能是根植于本地的，并受到文化的约束，但它们仍然是这个物种的最佳希望所在”（p. 208）。对于罗蒂而言，“被称为道德进步的东西是存在的”（Rorty，1989：192）。就“作为启蒙的继承人的我们”而言，我们所知道的自由民主的反对者“都是疯狂的，因为理智的界限是由我们
 所重视的东西来限定的”（Rorty，1991b：187-188）。讨论到如何解决社会目的和手段在定义上所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冲突时，他则再次言简意赅：“如果我们处理好了政治自由，真理和美德就会自行处理好它们自己”（Rorty，1989：84）。

罗蒂的模范公民是一位反讽主义者（ironist），一位对任何描述实在以及与人交往的终极词汇（final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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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持有持续的、激进的怀疑态度的人。对罗蒂而言，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哈贝马斯分道扬镳；即便两者通过下面这句论述而共同致力于实用主义的传统：“尽可能多的不受约束的交流与传播”（Rorty，1989：68）。（两者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彼此间的友谊可以从罗蒂去世时哈贝马斯［2007］所写的讣告看出来）。在罗蒂看来，“哈贝马斯的问题主要并非在于他提供了一种解放的元叙事，并试图将其合法化；而是在于他并不满足于让那些维系我们文化的叙述完成它们的角色。”（1991a：167）与哈贝马斯一样，罗蒂也策略性地运用实用主义以讲述他的故事。

2．罗蒂因子

罗蒂的实用主义观点是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子，它体现了符号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得到重新诠释和重新语境化的主体。尽管罗蒂将皮尔士视作实用主义的开山鼻祖，并承认皮尔士影响了包括约翰·杜威（John Dewey）、威廉·杰姆斯（William James）等一批后续学者，但罗蒂仍然将皮尔士的哲学批评为类似哈贝马斯的客观主义和基础主义（关于这一方面针对罗蒂的具体批评，可参见Haack，1993）。更重要的是，罗蒂对于杜威的后现代主义读解与杜威作为一位无可非议的、积极致力于教育改革和参与式民主的哲学家的形象是不相符合的（Bernstein，1966；West，1989：69-111）。杜威的哲学分析风格能够解释罗蒂是如何在一开始就歪曲了他的观念。诚如罗蒂所认识到的（1982：35），杜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种抽象概念分析，而抽象概念分析是19世纪意识哲学的独特之处，也是语言学的转向试图以更为精准和具体的语言哲学取而代之的客体。“如果说，维特根斯坦是一位典型的、在许多方面以19世纪的行为方式生活的20世纪的哲学家；那么，与维特根斯坦恰恰相反，约翰·杜威生活在20世纪，却在许多方面更接近于19世纪的哲学家”（Murphy，1990：79）。

相较于同时代的人，罗蒂的交往活动颇有些与众不同。他曾列举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作为自己有关真理的理论观点的盟友。但戴维森对此举动明确地提出了异议。然而，这种异议并没有使罗蒂改变主意：“戴维森不可能对那些我加之于他的观点上的诠释负责，也不需要为那些我从其中推演而出的观点负责”（Rorty，1989：10）。按照这一标准，讲故事意味着“双方彼此轮流发言”（Peters，1999：264）。另一位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1982）将罗蒂的反讽运用于他自身，并引入一个“罗蒂因子”（Rorty Factor），其值为0.742。罗蒂因子用于说明罗蒂对于其他哲学家的观点的错误表述程度。我的观点并不在于说，罗蒂不应该以这种方式交流——无论出于学术、道德或政治的原因，而上述这几点正是哈贝马斯的理想的交往情境所提出的内容。实际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人会希望以这种方式来交流——它将产生怎样的差别？

以罗蒂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可能会认为他“疯狂”（Rorty，1991b：188），认为他超越了作为实用主义的继承者的我们所具有的理性和实际的界限。每一个故事都有数种读解方法和额外的故事。数字媒介则扮演着最新的一个资源的角色，其间有着不计其数的故事。叙述和解释——话语差异和解释性差异——看似无止境的，但它们都止于行为——即，施为性差异。实际上，叙说或论证都未遵循哈贝马斯所建立的理想条件。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传播的首要前提还是其永无止境的叙事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13)

 。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样被哈贝马斯和罗蒂视为传播理论，两者在当今学术与公众讨论中都具有代表性的地位。现代性是一项历时两个多世纪而未完成的事业（参见哈贝马斯的评价，Habermas，1987/1985）。对于后现代性而言，尽管其作为新纪元、理论或风格而饱受争议，但它至少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将其著作命名为《后现代的条件》之后便获得了颇具影响力的地位（1984/1979）。最近，上述两者在第三种立场的影响下参与了国际政治的议程。而这第三种立场就是反现代性（antimodernism），它体现于宗教原教旨主义中。在全球范围内，“三种基本的选择……争夺知识与道德的簇拥：启蒙的怀疑、文化多元性和原教旨主义”（Peters，2005：2）。后现代主义质疑现代主义对于美好未来的承诺，而反现代主义则提出了永恒不变的未来的承诺。在很多实际场合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是一个学术问题，它的重点在于现代性的不同概念。对于当前的反现代主义而言，问题则变成了：不同阵营之间是否有可能开展交流？又该如何开展交流？广受关注的漫画争议通过大众传播、网络传播以及人际传播的扩散而变得世界闻名。


 五、案例分析：漫画传播

维基百科上的“《日德兰邮报》穆罕默德漫画争议事件”（以下简称“漫画事件”，访问时间2009年7月15日）包含着一系列的复杂事件。尽管这一系列事件始于2005年9月30日，但从先前的许多传播活动中都可以发现其端倪（关于上述事件的维基词条拥有高品质的内容，这一点可以成为维基百科在高度争议性的问题上具有效度的例证）。在2005年9月30日这一天，丹麦的晨报之一的《日德兰邮报》（Morgenavisen Jyllands-Posten
 ）刊载了12幅社论漫画，其中的大部分描绘了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在说明性文字中，该报的文化编辑弗莱明·罗斯（Flemming Rose）将漫画描述为一种言论自由和反对自我审查的表现。按照罗斯的说法，漫画出现的背景是一些穆斯林正坚持要求在公共领域中对他们的宗教情感给予特殊的考量。从传者的角度来看，漫画的出版有着两个相互关联的目的：其一，总体上而言，它践行了一种批评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针对任何人或任何事件；其二，具体而言，它将批评的矛头直指伊斯兰内部的反现代主义立场，尤其是打着宗教旗帜对言论自由进行的限制。漫画刊发后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包括对漫画作家的死亡威胁，对丹麦政府的外交抗议，对丹麦商品和服务的经济抵制，焚烧丹麦大使馆，焚烧丹麦和其他欧洲国家国旗，甚至导致了穆斯林世界中的暴力事件，并使得100多人死亡。

漫画事件凸显了后“9·11”世界中的一系列文化问题。一方面，漫画出现在一个参与了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国家中。此间，丹麦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承认，这次事件构成了丹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严重的国际危机。另一方面，无论对于个人、机构、漫画家还是政治家，漫画都成为了一个有着真实影响的象征性符号。它们再次高调出现是在2009年的一次国际政治会议上。在那次会议上，拉斯穆森被任命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这一决议遭到土耳其的反对，而反对的部分原因就是他对于漫画事件的处理。

漫画事件作为一个传播案例引发了对于拉斯韦尔（Lasswell，1948）的标准传播模式的修正。漫画不仅持续不断地进入传播的多级流动环节，而且引发了对于此前一系列传播事件的回顾；这一系列的传播事件同时推动着漫画的扩散。漫画和其他媒介话语一样，它不仅和语境有关，而且也与其他文本相互关联。它们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元传播的内容，如谁与/向谁传播，以及为什么传播。



谁

 。不同的诠释社群对于漫画的传播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如认为始作俑者是漫画家、报纸、丹麦国家、中间偏右的政府以及有仇外情结的政党（丹麦人民党），或者是文化对抗运动的一部分，即“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Huntington，1993）



说

 。漫画和通常的图像及文本类似，它一般表达模糊的意涵（Messaris，1994）。这种模糊性则需要通过交流语境消除歧义。而这里所说的交流语境则包含着一系列广泛分散的语境。漫画的一个传统的目的就是通过“歪曲”某一事物，从而将其更为准确地呈现于那些知晓内情的观众面前。



什么

 。漫画的讯息同时包括了形式与内容。在描绘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同时，这一形象的使用是一种对于无偶像论（anic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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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蓄意挑衅：对于（部分）穆斯林（以及其他信仰者）而言，应该避免使用神明（有时是人类和动物）的图像表征。而其中一些漫画的内容，如一个在穆罕默德形象的人的头巾里的炸弹，在后“9·11”时代的语境下特别容易引发争议。



何种渠道

 。这一事件的直接渠道是一家全国性报纸，尽管它的出版语言是仅有500万人口的丹麦语，但该出版物引发了多级传播链。一方面，全国性报纸已经成为国际出版体系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包括离散社区在内的当地公众则参与进入了互联网络以及卫星电视的传播网络。



怎样的编码形式

 。正如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960）的传播模式所清楚显示的，传播依赖于渠道和编码——即物质和模式。特别是在跨文化以及多元模式的传播活动中，编码的性质成为双方协商的主体——前提是如果双方有时间且愿意协商的话。



给谁

 。漫画发表在丹麦报纸上，它首先试图消除一个国家中莫衷一是的公共舆论。在2005年前期、中期以及后期，有关难民、移民、一体化、国际恐怖主义等主题——以及上述主题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成为丹麦国家政治中的一个持续且重要的议程。



哪一个阶段

 。接下来，漫画被世界各地的传媒转载与报道；除此之外，互联网成为另外一个信息和观点的交流平台。传统报纸、数字网络和人际交往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建构了三级传播的过程。



哪一种语境或背景

 。在穆斯林世界里，人际传播在争议的扩散中扮演着一个特殊且颇具争议的角色。在2005年年底的一次中东之旅中，两个丹麦阿訇（imam，又译作“伊玛目”）向许多宗教与政治领袖寻求国际支持。他们随身携带着厚厚的文件与图片资料，这些资料此后被证实与漫画一样，包含着西方基督教对抗穆斯林的内容。2008年，几家丹麦报纸再版了这些漫画，争议再次被掀起。此后，三名男子被捕，罪名是企图暗杀库尔特·韦斯特高（Kurt Westergaard），后者是在头巾里画上炸弹的漫画家。



何种影响

 。漫画的最初刊载以及持续的传播具有开放式的影响——即在付诸行动之后便成为了现实。与绝大多数的媒介在大部分情况下一样，漫画本身并不制造个人、国家或文化之间的冲突。它们仅仅是正式与非正式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中的一种象征性符号以及一个蕴含着后续影响力的参照点。

虽然漫画引发了非同寻常的后果，但它在不同的媒介、体裁和传播语境下都是一种经典内容。它们呈现着已有的信息：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概念、表征和解释；它们使得各类受众均有机会接触到这一信息，无论是通过线形的方式还是网络化的途径。受众本身也成为了传播者，传递着相似的、选择性的或相对的概念、表征和诠释。同时，这种信息和诠释总是以社会行为作为其目的：这些行为可以是有形的或者无形的，和平的或者暴力的。传播既作为手段，也成为目的；而两者都有可能引发分歧，其中一些分歧则是无法调和的。在很多时候，我们最终也无法达成一致。

漫画本身以及此后的争议事件从事着元传播的活动：其中，既包含着讯息的内容与形式，也包含着与传播活动相关的许多潜在对象之间的关系。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双重束缚都有可能出现，又或者，延续性的传播也许将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日德兰邮报》最初的行为混合了两种讯息：对于传播者所拥有的向任何人传播任何事件的权利的断言，以及对于传播的“我们”的质疑。包括阿訇在内的其他人则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他们混淆了普遍人权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尽管争议过程中自定义的双方都进行了传播活动，但他们似乎都将罗蒂的术语铭记于心：另外一方“疯了”。

哈贝马斯（2008：18）曾笼统地提及漫画事件，把它作为有关世俗主义和宗教狂热的辩论的一部分；而据我所知，罗蒂没有在论著中提及这一事件。从罗蒂的角度进行假设，讲故事很可能会继续下去——但仅限于“我们可以认真地对待它”的程度为止。哈贝马斯承认自己关于先验论和普遍性的主张是“他的哲学体系中最难以辩护的一个方面”，而“当我接下来问他，为什么他觉得必须对此进行辩护——从实用主义者的角度出发这并不是什么不同寻常的问题——他的回答很直白：大屠杀（the Holocaust）”（Aboulafia，2002：4）。哈贝马斯的老师之一，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1990/1966：361）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奥斯威辛之后，人类理性处于新的环境中。如大屠杀这般可憎的历史事件无法使得科学研究或公共传播中超越历史的理想正当化。而现实的问题则在于社会和文化如何可能通过组织、开展与总结他们的传播活动，从而避免任何类似于大屠杀的事件再度发生——或是卢旺达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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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由漫画所引发的一系列包括死亡在内的羞辱的连锁效应。


 六、第三条路径

实用主义唯一主张的丰功伟绩是一系列面向未来的、艰苦的、分散的以及公共性的事业。在皮尔士的符号学中，客体偏重于过去（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产生的），过去则体现于当前的符号之中；而解释项偏重于未来（可能是什么）（Fisch，1984：xxviii）。与之相反，控制论将传播描绘成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桥梁：“无论传播内容为何……讯息是关于过去某一时刻的事件的表达或报告；另一方面，它也是一项指令——即，此后事件的原因或诱因”（Ruesch and Bateson，1987/1951：179）。皮尔士则描绘了栩栩如生的未来图景：“只要赋予科学一百多个世纪的时间，允许其以几何级数地发展，我们期待她也许能够发现以某种方式自我留存下来的亚里士多德声音的声波”（Peirce，1931-1958：5.542）（引自Peters：1999：162）。尽管皮尔士的愿望不太可能实现，但历史记录确切地表明，新媒介以及传播的可供性将不断得到挖掘与发展。另一个维度的媒介正在形成之中。

实用主义绘制了第三条路径——这条路径介于最初的假设和最终的必然性之间；介于被广为接受的理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对立之间；介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如同作为时代与思维方式的现代性一样，实用主义传统也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它和现代性一样，提供了一种认识人类实践中政治、经济、文化潜力的独特的敏感性视角。在科学和研究中，它所持有的视角服务于跨学科的第三种文化（Brockman，1995），而这种文化将有助于在仍处于分离状态的艺术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搭建桥梁（Snow，1964）。

如同皮尔士对于人类意识和传播的三元模式所呈现的，作为第三条路径的实用主义被置于思想和分析的统一图景之中。无论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那些拥有共同兴趣与关注客体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毋庸置疑地需要相互协调。我们无法超越我们的能力范围与世界相联系，我们也无法不与他人就其进行交流与传播。工具，技术以及元技术拓展了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结构，使得后者可以跨越时空。三个维度的媒介以及三级传播产生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布广泛、形态丰富的交流与传播形式，却依然无法保证人们之间相互理解，更不用说就他们将要付诸的行为达成共识。但无论如何，不论是作为个人、群体、机构、社会还是种群，我们在应对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的过程中都必须采取行动。

总而言之，通过回溯思想史以及数字媒介研究中的传播观念，我希望为当今这一领域的研究注入新的思维。康德将思想启蒙之下的、自主但孤立的个体置于近代宇宙的核心位置；皮尔士以及实用主义则标志着一次交流的转向，它将个体重新语境化并置入群体之中。由此，个体就可以利用其可支配的媒介，就其生存的目的和方式展开审议。20世纪的传播理论代表着一系列致力于解释上述过程的尝试——这其中包含着这一过程的范围以及自由程度，而后者与不断变化中的传播的物质、制度和话语环境密切相关。

第三维度的媒介重拾了关于决定论、元传播以及社会结构的宏大问题——媒介给人类、文化和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反过来，人类、文化与社会又是如何影响着媒介。我认为，媒介技术仅仅是在最初的阶段决定着传播——从消极的意义上而言，即它决定了哪种传播实践不可能实现或难以实现；从积极的意义上而言，即媒介提供了可供性，而可供性则孕育着新的机会。可供性只有通过逐步的社会创新和合作才可能得以实现。不仅如此，每一个传播案例都发生于元传播的社会语境下。元传播涉及了一系列问题——如我们是谁，我们传播的目的是什么。元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数字媒介和网络化传播中的一种明显与普遍的内容。搜索和监视正被整合进入当代社会的结构化之中。

媒介和传播研究的贡献与价值主要通过双重诠释得以实现。这一研究领域不仅能够，而且也应当在试图描述、诠释和说明传播之问题和潜力上变得更为统一——但这只是在最后阶段中。通过重新审视作为社会交往活动起点的传播的目的，这块领域也许可以变得更具有连贯性；这也许将使得传播对于其他理论和实践的领域而言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传播既非美梦，也非噩梦，而是真实世界中的实践活动之一——一种在人类知识转换为社会行动之前，对其展开生产与争夺的独特资源。

在欧洲早期的批判性传播研究中，认为媒介研究的核心在于媒介之外的观点时常可以见诸论著之中（Negt，1973：iv）。在本书中，我提倡一种从媒介到传播实践的重心转变。未来研究的关键将在传播之外——传播的目的以及传播与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的交集。而现在，正是我们重新思考媒介和传播研究如何可能有所不同的绝佳时机。



————————————————————


(1)
  库尔特·卢因，美籍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心理学中“场论”和“群体动力论”的最先提出者，并创立群体动力研究中心。


(2)
  丹尼斯·麦奎尔，著名传播学者，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终身教授，“欧洲传媒研究小组”成员，《欧洲传播学杂志》三位创始人之一。


(3)
  一种可用于许多情况的简单的、经验性的、探索性的但不是很准确的原则。


(4)
  “常人理论”，也称“俗民理论”，强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对于事物的常识性理解。它虽然不同于专业化以及科学的模式，但却是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5)
  哈贝马斯用来表示一种行为模式的词，与“交往行为”相对而言。策略行为中，参与者通过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计算来指导其行为。每一个行为者都寻求达到某个目标的合适手段，以产生对自己的最大利益。策略行为与交往行为的区别为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解释广泛的社会现象的构架。


(6)
  对哈贝马斯来说，交往行为是一种独特的和极为重要的社会互动类型，这种互动试图通过论辩过程来达到相互理解。在这种交往行为中，参与者在对所处情形具有一个共同理解的基础上谐调他们各自的计划，并要求所有相关者都认可这种谐调。交往行为追求共通一致而非私人优势：参与者并不单单以有利于自己利益和计划的方式来影响他人行事。


(7)
  绝对律令。根据康德的观点，绝对命令是对我们的行为原则或公理的选择上的基本的和绝对的形式要求（或一组要求）。


(8)
  “以言行事的行为”关心的是说出一句话所用的方式。根据奥斯汀的观点，与以言取效的行为不同，以言行事的行为不必对他人产生影响，但它仍然是理解所说出的句子的方式。


(9)
  “以言表意的行为”关心的是意义，而“以言取效的行为”则是语言行为，这种行为通过说出带有设想或意图的东西，对听者的情感、思想或行为产生特别的效果。例如，敦促或确信某人做某事。这基本上是一种后果性的行为。


(10)
  可误论认为，所有人类知识都必然会有误差和不确定。一个错误的结论可能由归纳推理或演绎推理推演出来，一个单独持有的被认为是确定的命题在信念网络中则可能是错的。


(11)
  作为讲故事的哲学。罗蒂认为，重述哲学史的意义在于叙（讲故事），而不是分析，是让人们从新的观点出发，看待过往的伟大哲学家，而非以论证或辩驳这些哲学家的实质主张为目的。


(12)
  罗蒂引入了“终极词汇”这一观念。终极词汇包括“我们从中称赞朋友和鄙视敌人的词汇，我们的长期计划，我们最强烈的自我怀疑和最高的希望”。说这样一种词汇是终极的，并非因为它依靠坚实的理性基础，而是出于这样一层意思：“如果质疑这些语词的价值，它们的使用者就没有非循环的论证依据”以捍卫它们。因此，可以说罗蒂是在批判西方传统的超越历史观和普遍人性观的同时，主张一方面坚持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信念，另一方面又承认所坚持的信仰、价值以及用以描绘自我和世界的终极词汇都是历史和环境的偶然产物
 。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罗素·伯曼（Russell A. Berman）曾评价，“他（罗蒂）把哲学从分析的桎梏中拯救出来”，让哲学回归到“哲学的核心——人之为人，政治社群中人与国家的关系”。具体关于反讽主义者和终极词汇的内容可参见：〔美〕理查德·罗蒂　著，徐文瑞　译，《偶然、反讽与团结》，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13)
  即指从两者中，我们都无法找到哈贝马斯所设想的理想状况。


(14)
  无偶像论，即反对崇拜偶像。


(15)
  1994年4月6日，即布隆迪和卢旺达两国总统因所乘飞机遭火箭袭击坠毁双双身亡后，卢旺达发生了针对少数族裔图西人和温和胡图人的剧烈、有系统的大屠杀，持续时间达数周之久。死亡人数100万，震惊国际社会，显然属于灭绝种族行径。据估计，有15万到25万妇女遭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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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学术著作。

所谓不同寻常，其一是本书虽然名为“媒介融合”，但全书涉及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媒介融合”的内容与讨论并不显见。事实上，延森教授重新界定了“媒介融合”这一概念，即“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媒介融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交流与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从这个概念出发，它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媒介融合”这一当代热门话题的崭新视角：媒介融合不应当被仅仅视为一种技术变迁语境下所催生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人类交流与传播诉求驱动下的社会实践变迁这一本质。另一方面，它相应拓展了“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范畴：所谓媒介融合，不仅仅发生在媒介这个环节之上，它同时也包括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更为重要的——媒介研究领域方法论的融合（第七章）和媒介实践规制的融合（第八章）。而上述这两点，尤其是方法论领域的融合，恰恰是当前大陆传播学界较少关注到却是海外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最为典型的一例，即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信息化社会科学研究”（E-Social Science）——譬如，如何利用计算机对海量数据进行萃取（亦即“数据挖掘”）。由此，我们应当有所反思并借此机会重新审视“媒介融合”以及其对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所产生的宏观意义上的影响。

所谓不同寻常，其二是本书虽然名为“媒介融合”，但真正的重点在于副标题“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更确切地说，在我看来，这本著作试图从宏观层面切入，以上述三个维度为分析路经，重新系统化并规范化媒介与传播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以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分析框架（即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所对应的具体传播形态，参见第四章中的案例分析）重新审视人类交流与传播活动的演化与变迁，我们不仅可以窥探到它们背后隐藏的深层规律性，而且有可能建构起一套新的规范理论。附带说一下，我曾问及本书名字的由来，延森教授告诉我，他最初希望的书名恰恰就是副标题“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由于劳德里奇出版社的编辑认为这个标题太过拗口，便换成了“媒介融合”这个符合“大众潮流”的名字。

所谓不同寻常，其三是本书虽然隶属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但其间相当一部分内容却是大陆传播学界鲜有涉及的，如亚里士多德、康德、罗蒂、实用主义等等。奥斯陆大学教授艾斯本·耶德博格（Espen Ytreberg）曾评价，这本著作可以视为一部“从媒介研究的立场对科学理论进行梳理的导论”
(1)

 。而在我看来，这本著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案例，以重新审视究竟何为“媒介与传播研究”、何为媒介与传播研究理论。《传播学季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曾在1983年和1993年分别以“领域的骚动”和“领域的未来”为名，就媒介与传播研究自身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进行过大规模的讨论与反思；而2012年国际传播学会的闭幕研讨会，更是以“互联网络作为我们所见的传播理论的终结”为题，针对数字化对于传统理论框架建构下的传播研究范式、理论、方法论的挑战展开激辩
(2)

 。但无论媒介与传播理论未来的发展将向何处去，上述这一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呼吁学界就西方这一领域当前理论构成中的“元理论”——即一种以自身和其他理论为研究对象，从根本上对思维框架、基本立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进行批判反思的理论观点——进行重新思考。同样，我们也应当进行反思，什么（有可能）是构成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元理论”？

在翻译本书过程中，诸多师友都曾给予译者帮助与指正鼓励，特此附笔志谢。需要感谢的，首先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孟慧丽博士的引介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章永宏博士的慧眼识书。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如果没有章博士始终如一的大力支持，这本书不可能如此顺利出版。其次，哥本哈根大学主体性研究中心的蔡文菁博士仔细通读了大部分初稿，并对其中哲学术语的理解与翻译进行了指正。哥本哈根大学主体性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罗志达、赵猛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此访学的博士生孙雨辰就译稿中部分涉及哲学的内容与我进行了交流和讨论，予我启发甚多。再者，感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与传播系主任利文斯通教授赠序推荐。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理解、支持和鼓励，特别是我的妻子赵慧，她不仅是本译著的第一位读者，而且还对其间许多翻译语法问题进行了指正。因为求学，我没有办法时刻在她身边；但我希望总是和她一起进步。

在翻译中，我力图达到译意准确、译文流畅，但才力与时间所限，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责任均在于我，也敬请前辈、同道与读者指正。同时，由于作者的讨论涉及到诸多领域，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译者也作了一些适当注释。这些注释有些取自工具书，有些出自我自己的理解。不当之处，亦请批评。

是为记。

刘　君

2012年7月15日于哥本哈根



————————————————————


(1)
  Ytreberg，Espen (2011). Convergence：Essentially confused?. New Media and Society
 . 13(3)，p. 506.


(2)
  有学者，如斯坦福大学的杰里米·贝林森（Jeremy Bailenson）教授，更是主张数字化语境将促使传播研究范式跳过理论框架，实现从经验到方法论再到结论的直接跨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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